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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大卫·钱德勒

1. 简介
2017年5月，《经济学人》封面刊登了一篇关于大数据的专题文章，题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篇专题文章认为，数据是世界的新石油。数据将推动21世纪的发展，就像石油在20世纪初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一样。这些流行的话语声称，大数据提供了产生知识的新方法，将带来创新和创造的可能性。在经济学人发表大数据专题的同一个月，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组织了跨学科研讨会“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与批判”(2017年5月20日至21日)1。研讨会由威斯敏斯特高等研究所和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办。国际知名专家就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数字研究做了十场演讲。这个编辑过的合集是会议的产物，并提供了对所作演讲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特别感谢威斯敏斯特高等研究所的丹尼斯·罗斯·汉森，她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并支持我们将这本书出版。我们还要感谢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洛克特对出版这本书的兴趣

Fuchs, C. and Chandler, D. 2019. Introduction Big Data Capitalism - Politics, Activism, 
and Theory.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2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
doi.org/10.16997/book29.a. License: CC‐BY‐NC‐ND 4.0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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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他的编辑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来自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和民主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他们担任了主席和受访者，也感谢演讲者、撰稿人、志愿者、口译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帮助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关于“数字转向”的出现，人们提出了许多主张，据说通过破坏传统的现代主义主体/客体、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公共/私人、消费/生产、时间/空间、精神/身体、劳动/休闲、文化/自然的二元二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的可能性。人类/后人类(posthuman)。这一转变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控制论、自动化技术、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人工智能、个人电脑、万维网、智能手机、地理信息系统、社交媒体、有针对性的数字广告、自我量化、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物联网。
这本文集介绍了数字化对社会影响的跨学科评估。这些贡献质疑了数字乐观主义和数字悲观主义的主张。数字乐观主义者断言，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带来了新的社区形式、认知和感知的替代方式、创造性创新、参与式文化、网络化行动主义和分布式民主。数字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变化，而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加深和扩大了统治。悲观主义者谈到了网络威权主义、数字去人性化、-异化2.0、网络剥削和监控社会的兴起。
这些章节涉及与行动主义、研究和批判相关的数字问题。它们涉及数字行动主义的可能性、潜力、陷阱、限制和意识形态。他们思考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学科和无处不在的数据化是否会催生新的研究方法，还是会导致威胁批判性研究独立性的数字实证主义，并可能导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死亡。本书探讨了数字主体和数字客体时代批判的未来、场所和可能性。
本书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数字化对主体、客体和社会的关键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通过三个镜头来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力和数字政治。这三个视角构成了本书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六章组成:三个陈述，每个陈述后面都有一个评论或回应。第一部分关注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受到计算机技术的塑造，数字资本主义就存在。近年来，大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导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新维度出现。大卫·钱德勒、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保罗·雷克瑞特的三篇文章，以及三篇评论(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对大卫·钱德勒的评论，钱德勒对富克斯的评论，罗伯特·考利对保罗·雷克瑞特的评论)，主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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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数据的各个方面。钱德勒讨论了大数据资本主义如何带来一种以相关性为重点的新形式的数字治理。富克斯认为，卡尔·马克思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Paul 

Rekret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批判了Donna Haraway和Bruno Latour的后人类主义方法。 当我们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时，正如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处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有经济的一面和政治的维度，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探讨数字政治经济学。第二节关注数字劳动，第三节关注数字政治。第二部分的三章——由凯莉贾勒特、菲比摩尔和杰克L.邱撰写——聚焦于一系列关于数字时代劳工和阶级的问题:数字家政工人(贾勒特)、数字工人的量化自我(摩尔)和数字时代的奴隶制(邱)。乔安娜·博纳特评论凯莉-贾勒特，伊丽莎白·布里吉评论菲比摩尔，彼得·古德温评论杰克L.邱。第三部分的三章——由乔迪·迪恩、保罗·格博多和托尼·内格里撰写——讨论了数字政治的各个方面，即传播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运动(迪恩)、数字时代的政党(格博多)，以及社会斗争如何推进数字替代方案的问题(内格里)。Paulina Tambakaki评论乔迪·迪恩 , Anastasia 

Kavada评论保罗·格博多, Christian 富克斯评论托尼·内格里。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连同他们的九场演讲和随附的评论表明，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面临着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统治和剥削的结构威胁着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数字统治和对数字劳动力的剥削是塑造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力量。但这种情况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存在着可以建立替代方案的斗争潜力。例如，在数字资本主义内部，建立数字公地社会的潜力正在显现。因此，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在他的文章中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恰当地利用数字机器。推进数字公地和建立公地社会的兴趣是一种政治视角，它将本书的许多贡献结合在一起。在对收集的卷的介绍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的关系(第2节)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概念(第3节)，这构成了本书中九个演讲和回应的背景和背景。
2. 数字主体/数字对象(Digit
al Subjects/Digital Objects本卷涉及数字社会中客体和主体正在经历的变化。它询问大数据和数字化对主体、客体和社会的关键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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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数字化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现象。数字逻辑的历史要长得多。早在1703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就建议将数学建立在二进制逻辑的基础上，而不是十进制的基础上:“但多年来，我一直使用最简单的数列，即以2为进的数列，因为我发现它对数字科学的完善很有用。”因此，除了0和1之外，我不使用其他字符，当到达2时，我重新开始”(莱布尼茨1703,np)。在计算机的历史上，开创性的工作是由查尔斯巴贝奇和艾达洛夫莱斯在19世纪完成的。巴贝奇和洛夫莱斯之所以领先于他们的时代，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标准集中在马克思(1867/1976)所说的大规模工业上，而不是建造一台计算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计算设备可以追溯到艾伦·图灵在1936年发明的图灵机的概念。0和1的数字逻辑是图灵机运行方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图灵为英国军方制造了计算机，以破译纳粹的编码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力量的战争，也是第一次计算和数字战争。
图灵机的例子表明，计算和数字总是站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如今，数字计算无处不在，塑造着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治理、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福利和科学。
技术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技术客体与人类主体分开。计算机，这个数字机器，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主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互动方式。在战争史上，我们已经从肉搏战发展到远距离杀伤，通过计算机化的技术，智能炸弹、杀手机器人、无人机暗杀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这些技术不仅使战争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更加遥远，而且也使战争在道德上变得遥远。数字战争的例子告诉我们，数字机器改变了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和构成的方式。
这本经过编辑的文集聚焦于数字生活的最新阶段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称这一最新阶段为“大数据资本主义”。生成大数据的算法如今已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核心，但对于算法知识的独特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共识。
联合国认为，大数据分析对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至关重要，从粮食短缺到冲突和环境危机。例如，联合国全球脉动项目(UN 

Global Pulse)通过收集和分析印尼雅加达4万多条有关食品价格的推文，开发了一个实时食品价格变化模型。不那么无私的是，大数据对脸书及其用户也至关重要，这些用户分享了超过50亿条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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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传超过3亿张图片。每分钟发表评论超过50万条。脸书 2016年102亿美元的广告利润是通过分析用户活动和内容产生的大数据来定位用户而产生的。
像伦敦和巴塞罗那这样的“智慧城市”部署了大数据分析，以更有效地管理这些城市综合体。为了管理交通流量和创新交通方式，伦敦交通局(TfL)每天收集并分析2000万张牡蛎交通卡。在巴塞罗那，超过2万个智能电表安装在垃圾箱、路灯和其他基础设施上，收集社会环境大数据。在每年营业额近5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公司沃尔玛，一个分析团队实时分析数百个数据流，包括客户数据、销售数据、气象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以及事件和位置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新兴趋势做出快速反应，从而提高销售额，满足客户的感知需求。在灾害风险(联合国全球脉动)、媒体和通信(Facebook)、智慧城市(伦敦交通局)和商业(沃尔玛)等领域，这些例子展示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数量、种类和速度。大数据改变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认知方式，算法知识正在影响着日常实践和流程。本书旨在阐明，当知识、主体、客体和社会变得数字化和算法化时，什么是利害攸关的。跨时间和空间相关性的算法检测使大数据方法能够在“实时”场景中运行，例如雅加达的食品价格，伦敦交通局的交通数据管理，
Facebook的广告实践以及沃尔玛的零售策略。虽然对大数据的含义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它往往被理解为与数量、种类和速度有关(Kitchin 2014, 68)。大数据的量是指大到人类无法处理和分析，只能由机器驱动的算法处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大数据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和类型。大数据具有高速度:它是实时产生、流通和行动的，而且速度非常快。互联数字设备，如闭路电视、无人机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
Twitter、b谷歌、Facebook、智能手机、联合国全球脉动技术、智慧城市技术、新闻推送、天气预报站、人口和人口数据收集器、价格和经济数据工具，或沃尔玛的数据收集方法，创造源源不断的数据流。算法知识使大数据分析能够通过关联这些数据流来识别和分析事件模式，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新理解和新方式。
在哲学上，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存在于固定的因果关系中，存在于独立于经验且先于经验的实体的固定属性或本质中，而经验主义则认为知识是经验性的、情境性的，是通过人类感官获得的。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一种认识论，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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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区别。"就知识服从感性法则的程度而言它是感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服从智力法则，它是理智的或理性的”
(康德1770,50)。算法知识破坏了这种区别。
算法是在数学和计算中发现的一个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追求理性形式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算法是解决问题的可靠的、可定义的程序。算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数学的起源”(Henderson 2009, 7)。今天，算法不仅计算现有数据，而且通过寻找相关性来开发新形式的“感官”或“经验”知识。算法知识寻求发现模式和关系，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方式观察、感知、响应和适应复杂出现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康德对通过大脑的反射能力获得的理性知识和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经验知识的区分就失效了。数字机器通过传感器产生大数据，从而模拟和自动化人类体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伦理理性存在于机器中，这导致了自动化决策。认知和感知似乎成为跨越人类/机器鸿沟的统一算法程序。本卷更深入地探讨了数字转换，并询问它们对我们理解主体和客体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在社会中运作的影响。
大数据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参见Mayer-Schönberger和
Cukier 2013, Kitchin 2014, Mosco 2014)，涉及大数据和算法知识如何改变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与不断增长的研究数量相匹配的是有关大数据的出版物。2017年夏天，Web of Science列出了
2014年、2015年、2016年发表的约5800篇标题中含有“大数据”的文章。大数据研究产生影响的重要领域包括灾害研究、媒体/传播研究、智慧城市以及管理和组织研究。
在灾害研究中，大数据越来越多地用于预测和预防灾害，并尽量减少灾害对人类和自然的影响。大数据也用于灾害响应，其中无人驾驶飞行器(也称为无人机)收集有关灾害现场的数据，而机器学习算法则识别与灾害相关的数据中的模式。灾前灾后越来越多地部署数字人道主义。数字人道主义“研究了技术和大量数字数据的新用途如何改变社会准备、响应、应对和最终理解人道主义灾难的方式”(Meier 2015, xi)。当涉及到处理广泛的国际问题时，大数据分析和新信息技术越来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发展
(Coyle 和 Meier 2009)， 冲 突 (Karlsrud 2014, USIP 2013, Himelfarb 

2014)和自然灾害(Meier 2015)。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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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UN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关键:“更多样化、更综合、更及时和更可信的信息可以带来更好的决策和实时的公民反馈。这反过来又使个人、公共和私营机构以及公司能够做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利的选择(UN，2014年)。”联合国呼吁开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数据革命”，认为“改善数据本身就是一项发展议程”。通过提供更多的数据，可以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各阶层出现的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UN，2014年)。事实上，“数据差距”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Stuart et al. 2015)。
在媒体与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被用于通过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产生对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新理解。大数据改变了人类交流的参与者、结构、系统、内容、效果、背景和权力结构。boyd和Crawford(2012)认为，大数据给传播研究、知识、研究伦理和权力结构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例如，关于大数据的传播研究侧重于在线议程设置和在线关注(Neuman et al. 2014)，有针对性的在线广告中的大数据分析(Couldry & Turow 2014)，大数据在传播力量方面的作用(Andrejevic 2014)，数据新闻(Fink & Anderson 

2015)，自动文本提取和分类作为衡量文化的工具(Bail 2014)，竞选期间政治传播的分析(Larsson & Moe 2012)，以及对用户态度和行为的预测(例如他们的政治派别，参见Colleoni et al. 2014)。2014年，《大数据与社会》期刊创刊。从2014年到2016年，它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表明大数据传播研究是媒体/传播研究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子领域。智慧城市和市民传感器的研究分析了大数据如何改变城市生活
(Greenfield 2013, Kitchin 2014, Krivy 2016, Thrift 2014, Townsend 

2013)。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推动人们对城市治理和规划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无处不在的传感技术(通常被称为物联网)的帮助下进行的，通过物联网，连接到道路、垃圾箱和路灯等日常物品的数字设备，可以实现新的城市管理形式。许多关于大数据应用的研究认为，新的数字技术可以使公民和政府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联系起来，赋予社区权力，传播知识，更好地控制公共产品和服务。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全球75%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在寻求通过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和城市大数据来解决一系列问题，如改善治理和服务提供，创建更具弹性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展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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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可持续性，改善流动性，为集体活动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安全和保障。简而言之，我们的愿望是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公民的生活，推进城市管理，促进经济发展。
在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利用大数据来了解消费者和用户的个人偏好、品味、生活方式、行为选择、态度、兴趣等。将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可以实现差异化定价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大数据还改变了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员工的监控以及对产品、运输和物流的监控和数据化。大数据也被用于理解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
George等人(2014)认为，大数据使组织能够同一性新的市场和产品，收集新的管理知识，并跟踪工作组成员。其他研究侧重于如何使用大数据来管理产品的生命周期(Li et al. 2015)以及管理供应链(Hazen 

et al. 2014)。b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Hal R. Varian(2014)认为，大数据分析应该被用作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法(另见Einav & Levin 2014)。另一项研究被称为消费者分析(Erevelles et al. 2016)。这侧重于分析消费者的兴趣和满意度，以及确定品牌战略(Tirunillai & Tellis 2014)。
即使如此简短的总结也表明，大数据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高度碎片化的。大数据研究人员经常忙于复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他们很少有时间或机会去反思理论、方法、知识和社会在算法知识时代所经历的广泛变化。本作品集试图通过数字资本主义、劳工和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大数据的应用和新形式的算法治理，从而弥补这一差距。
《连线》(Wired)杂志前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有一句名言:大数据和算法知识的发展终结了对理论、因果模型和假设的需求:“有了足够的数据，数字就会为自己说话……[当]面对海量数据时，这种[传统的]科学方法——假设、模型、测试——已经过时了”
(安德森，2008)。大数据预示着一场认识论革命。有人声称，大数据将使现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过时，并将意味着理论的死亡。无论如何，大数据正越来越多地打破学科界限，因为它关注背景，揭示看不见的关系。
Savage和Burrows(2007)讨论了研究方法、理论和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是如何变化的。他们认为，研究方法的“套路”“需要重新思考”，以便有“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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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人收集的社会数据的激增[…][和]方法的激进混合加上新的批判性反思”(Savage和Burrows 2007,895 - 896)。Evgeny Morozov

(2014)指出，大数据也对道德和政治监管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当一个人有传感器和反馈机制时，为什么要依赖法律?如果政策干预要做到——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以证据为基础”和“以结果为导向”，那么技术就可以提供帮助。Savage和Burrows强调大数据方法的重要性，而Morozov(2014)则提醒我们算法知识的政治和伦理含义。构成数字转型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各种过程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意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卷试图通过九篇演讲和回应来解决这一缺陷，这些演讲和回应共同使用和发展了批判政治经济学、治理学研究、政治理论和传播理论领域的概念工具。政治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与周围更大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独特方式”(Wolff和Resnick 2012, 1)。治理学研究是分析“任何政府方法”的研究领域(Foucault 2008, 13)。“真正的政府实践的发展”及其在“主权行使”中的合理化(22)。本书概述了数字和大数据资本主义对政治、行动主义和理论的影响。它涉及数字主体和客体的转换所产生的关键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数字化如何影响治理和权力的逻辑? •数字化如何改变知识的本质和对因果关系的理解? 

•数字化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风险、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新问题? •数字如何影响批判、行动主义和政治组织? •数字如何与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内部的变化相互作用? •批判理论如何解释数字在社会中的作用? •数字如何影响再生产和性别关系? •数字化如何改变文化与自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如何塑造人类世?

3. 大数据资本主义2

虽然大多数社会观察家都会同意资本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但对于如何定义资本、谁生产资本，并没有普遍的共识。马克思
(1867)和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资本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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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通过剥削劳动力和销售商品而增加的。布迪厄(Bourdieu, 1986)的追随者认为资本更具普遍性，延伸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布迪厄区分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本，并使用了符号资本的概念，他声称符号资本与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相互作用。
无论人们如何定义资本和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同意，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金钱和权力积累逻辑的社会形态。为了这个目的，它试图将一切都工具化，因此产生了一个基于霍克海默(2004)所说的工具理性的高度工具化的社会。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可能是其发展的一个阶段和阶段，或者是生活和社会生产的一个维度和模式。反过来，大数据资本主义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和剥削等更广泛的背景下表示数字最新发展的一种方式。
关于数字化的基本社会学问题是，我们应该将数字化转型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哪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有四个主要立场。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构成了社会的彻底变革，这样我们就不再生活在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类型中。例如，
Nico Stehr(1994)认为，知识社会意味着“劳动和属性的时代已经结束”(ix)，而“知识社会的出现首先标志着经 济 结 构的彻底转变”
(10)，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结构和新组织的出现”(122)。对于曼纽尔·卡斯特来说，在世纪之交写作时，“网络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一个“新世界正在形成”(卡斯特2000,367)。卡斯特还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信息主义的出现，作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卡斯特
2000,367)。第二种更为批判的立场认为，信息社会话语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将信息技术呈现为构成一个彻底的新社会，一个促进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社会。例如，Garnham(1998/2004, 165)认为，信息社会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掌权者所青睐的合法化意识形态”。沃尔特·朗西曼(1993,65)认为，“不能声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新的子类型已经出现[…]”术语，如“管理”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或“社团”资本主义都产生了更多的混乱，而不是启发”(朗西曼1993,54;也可参见
Freedman 2002)。这种持怀疑态度的思想虽然承认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社会的假设提出了质疑。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多样性。所以，第三，我们找到了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维度或类型的立场。第四，有一些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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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数字社会/资本主义是一种被纳入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形式或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维度或类型。这种假设可以在谈论认知资本主义的方法中找到。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在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中得到了特别的推进。Yann Moulier-

Boutang(2011)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建立在非物质资本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经济的驱动作用之上”(50)。“我们可以区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种主要形态:第一，商业资本主义，它建立在商人和金融积累机制的霸权基础上，并在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之间发展起来。接下来是工业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商品的大型曼彻斯特式工厂的驱动作用。然后是“认知资本主义”(50)，被称为“第三种资本主义”(56)。
Jean-Marie Monnier和Carlo Vercellone(2010)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积累体系”，其中“劳动的认知和智力维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以前固定资本和物质劳动的中心地位”
(76)。“工业资本主义继承了商业资本主义，然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积累体系，称为认知资本主义”(76)。“认知资本主义是一个重组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个过程，资本试图控制知识生产的集体条件，并倾向于吸收和重新定向其能量，以实现资本积累的新逻辑”(83)。
托尼·内格里(2008)谈到了“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它紧随“制造业阶段和随后的重工业阶段”。在这个认知时代，价值的生产越来越依赖创造性的智力活动”(64)。“非物质劳动力(涉及沟通、合作、情感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无产阶级构成中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哈特和内格里2000年，53页)。非物质劳动构成了“第三种也是当前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操纵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哈特和内格里, 2000,280)。“当代属性的主导人物——包括代码、图像、文化产品、专利、知识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无限可复制的”(哈特和内格里, 

2017,187)。托尼内格里将非物质生产的数字方面描述为数字组合(参见他对本书的贡献)。
对于Franco ' Bifo ' Berardi来说，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从连接连接的认知模式向连接连接模式的转变”(2015,11)，他的意思是对具身经验的否定。因此，“有了数字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过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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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抽象性，以及理解与同理心日益分离的顶点”(17)。这对于通过将世界简化为代码和符号数字化来理解算法治理至关重要。对于Beradi来说，资本主义的当代阶段是“半资本主义”，语言和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一个“信息(算法、数字、数字差异)的组合与重组”的过程
(113)。因此，在这个新阶段，“数字抽象为资本主义抽象增加了第二层”(161)。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跟随鲍德里亚)，符号增殖并相互作用，失去了与其原始所指物或意义的任何联系。
Berardi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即大数据资本主义对治理有影响，因为“技术功能的抽象连接取代了有意识的阐述、社会谈判和民主决策”
(Berardi 2015, 217)。换句话说，“a-signifying片段的自动连接取代了秩序的对话阐述，适应取代了共识”(Berardi 2015, 217)。算法治理通过模式识别来响应或适应扰动和变化，而不是通过创造知识或解释行为。
这种与创造力和判断的具身过程的分离或异化也在Maurizio 拉扎拉托(2014)的《符号和机器》中得到了体现。拉扎拉托认为，大数据资本主义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机械奴役产生的主体性，这是他从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得到的概念:一种“不再区分人与非人、主体与客体、词与物”的组合(拉扎拉托2014,13)。拉扎拉托所说的“奴役”是指自动治理、控制和监管的控制论概念，“确保功能整体的凝聚力和平衡”(25)。在这个过程中，人既不独立于机器，也不凌驾于机器之上，而是与机器相连，并在机器过程内部，作为又一个分子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进行组合和重组。
对拉扎拉托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一个人总是在一个集合、一个集体中行动，在这个集体中，机器、物体和符号同时是‘代理人’”(30)。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符号学操作员”，管理着直接作用于物质流动的指定符号(没有主体作为指涉物)的流动:“货币、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等等的符号机器并行或独立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产生或传达意义，并以此方式绕过语言、意义和表征”(60)。拉扎拉托还指出了产生存在并超越人类世的变革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他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成果:

通过指定符号学，机器“说话”，“表达自己”，并与人、其他机器和“真实”现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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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力符号”，它们与物质的原子和化学层次，生物的生物层次的表达和内容相互作用[…]机器和指示符号学能够“看到”这些层次，“听到”它们，“闻到”它们，记录它们，排序它们，并转录它们。这是人类的感官和语言所无法做到的。(87-88) 在由数字资本主义实例化的新的存在和思想形式中，主体不再被插入为经 济 人(homo oeconomicus)——理性的反思主体。对于拉扎拉托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认知资本主义”(100)及其对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的二元语言和表征结构的特权。相反，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从“工作”到“过程”、从“从属”到“奴役”的转变
(119)。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大卫·哈维是第四种观点的代表。他将当代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灵活积累的制度
(哈维1989年)，一种新帝国主义(哈维2003年)和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哈维2005年)，这些都是基于剥夺和金融化的积累过程。这些构成了潜在的实际危机，因为真正的积累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不同的。在哈维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整体转型中，数字技术起着中介作用。它们是压缩时空的工具。“我使用‘压缩’这个词，因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一直以生活节奏的加快为特征，同时克服了空间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似乎向我们内部崩溃”(哈维1989,240)。对哈维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条件要求并呼唤数字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化和电子通信已经强调了金融流动的即时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哈维1989,161)。“空间的生产考察了土地使用、运输和通信、领土组织等新系统(实际的或想象的)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新的表现模式(如信息技术、计算机化制图或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哈维1989,222)。哈维在其最新著作《马 克 思 、 资 本 与 经 济 理 性的疯 狂》(2017)中阐述了数字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最初被设想为协作生产开放获取公地的解放制度，已经转变为资本自由喂养的超剥削制度。大资本(如亚马逊和b谷歌)肆无忌惮地掠夺由自我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免费商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延续到所谓的文化产业”(哈维2017,96)。“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如b谷歌、Facebook和其他数字劳动力领域，都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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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劳动力的支持下非常快”(哈维2017,102)。“工厂劳动力在世界某些地区(如东亚)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北美和欧洲，它已大大减少，并被各种其他劳动力系统(数字劳动力等)所取代”(哈维 2017, 

57)。哈维承认当今数字劳动力和数字资本的相关性，但同时警告不要假设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强调，在数字产业内部，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内部，体力劳动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旧不平等仍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数字劳动力的情况下，已经出现的劳动实践与18世纪末英国早期纺织品制造业的推出系统惊人地相似”(哈维 2017, 104)。这就构成了对资本的重新定义:是流动的货币，而不是流动的价值。这样的重新定义有助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动荡的投机市场上，即文化、知识和创业努力的属性，以及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独特形式的资产市场上广泛存在的投机行为。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至上的资本主义新阶段，一个基于知识及其所有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辉煌的技术乌托邦即将到来，或者正如保罗·梅森(Paul Mason)等人所坚持的那样，已经到来了。从硅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重新定义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孟加拉国濒临倒闭的工厂，以及工业深圳和印度农村地区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就业区，这种重新定义就面目全非了。在这些地区，小额信贷已经撒开大网，助长了所有次贷危机的根源。(哈维, 2017, 105)。
哈维还强调，大数据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崇拜:“例如，有人认为，通过挖掘海量数据集来管理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解决所有城市弊病，从而使贫困、不平等、阶级和种族歧视以及通过驱逐和其他形式的剥夺积累来榨取财富的现象全部消失，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这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会适得其反。它在政治激进主义和城市现实、日常生活的快乐和痛苦之间制造了一种恋物迷雾——一种巨大的分心”(哈维2017,126)。
因此，这些是作者在大数据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所持的主要立场。然而，有充分的证据对前两种立场提出质疑(Fuchs2008,2014)。第一种观点低估了权力和资本的连续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中，那么导致失业、不稳定、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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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废除了。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着国家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些危机共同构成了欧盟等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种立场高估了连续性，最终形成了一种静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马克思的主要见解之一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进化的系统，它通过对劳动力的剥削、社会斗争和危机而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改变自身而保持不变。它发展生产力，区分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以再生产马克思所说的“整个旧狗屎”3(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a/1959, 35)的异化和剥削。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发展生产力需要知识(一般智力)和教育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使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新的品质(Fuchs 2016b, 2014, 2008)。第三和第四种观点不同意这种转变发生在资本主义组织的哪个层面，但他们确实同意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系统，数字机器的出现，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分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分化在今天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计算机是一种通用机器，因为它可以将世界的许多方面变成数字模式。这一特性解释了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原因。你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几乎会告诉你你可能遇到的每一种情况，从告诉你在街上迷路时该怎么做，到在地铁上玩游戏作为消遣。但电脑的普适性还不够普遍。它把生活简化为可计算的:0、1和数量。计算机算法无法理解爱、伦理、道德、团结、关怀、情感和其他独特的人类品质。因此，将人类简化为计算和工具理性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例如将数字机器用于剥削和统治。与此同时，人类对计算的使用也推动了合作、社区、团结、抵抗和社会性的新潜力，即使从资本主义内部来看，这些潜力也指向资本主义之外。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计算机是对抗性的数字机器。数字和大数据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加深了异化和剥削，同时推进了解放的潜力(Fuchs 

2017)。
当代资本主义是多种资本主义相互作用和相互侵蚀的复杂统一体，包括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数字/通信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Fuchs 2014, Chapter 5)。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具体资本主义现象在特定制度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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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显示了哪个维度对这种特殊现象起主导作用。例如，2014年，全球最大的2000家公司的利润中有33.5%位于FIRE行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19.0%位于移动行业，18.6%位于装配和制造业，17.3%位于通信和信息行业(见Fuchs 2016a)。表1)数据表明，跨国公司的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金融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通信/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这些维度相互渗透:硅谷和其他地方的数字媒体公司都是基于大量风险资本(一种特定类型的金融资本)的注入。他们的目标是在股票市场上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他们容易制造金融泡沫。数字通信既是流动性的因果，也是时空压缩的因果(Harvey 1989)。因此，人员和商品的运输一直在增长和加速。数字商品和数字公地并不是没有重量的商品。它们不仅需要信息劳动力，还需要资本对非洲和中国矿工和装配工的体力劳动的剥削，这些人处于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Fuchs 2014)。
金融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辩证的资本主义统一体，它由相互关联的、矛盾的时刻组成。资本主义是动态地、历史地发展着的许多资本主义的统一。使这幅图景更加复杂的一个维度是威权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最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它得到了加强，这就提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如何相关的问题(Fuchs2018)。

附注

3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to English [C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passage 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he 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 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imprecise, as it translates ‘die ganze 
alte Scheiße’ (Marx and Engels 1845/1846a/1957, 35) as ‘old filthy ­
business’ (Marx and Engels 1845/1846b/1976, 49).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filth,  including dust,  mould,  rubble,  rust,  cigarette butts,  food 
particles and shit.  So shit is just one type of filth,  although certainly a 
particularly unpleasant one that you do not want to find mixed into your 
food, which

2 This section was authored solely by Christian Fuchs.

1 See: https://icts-and-society. net/events/digital-objects-digital-subjects-a-
symposium-on-activism-research-critique-in-the-age-of-big-data-capitalism-
the-6th-icts-society-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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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发生在不卫生的工业条件下，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电影《快 餐国度》问，学校孩子和其他人吃的汉堡里是怎么来的便便。有迹象表明，各大连锁店出售的快餐确实是便便快餐(MacDougall 

2017)。因此，仅仅说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污秽是一种低估。马克思最初的提法通过强调资本主义和大便的联系而说对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屎，它让我们被当作屎对待，生产屎，消费屎，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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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人类世的数字治理:相关机器的兴起
大卫·钱德勒

1. 简介
数字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于数据分析新技术的应用。从量化自我的技术到数据分析在学校和企业中的应用，再到通过国际合作倡议开发新的感知能力，这些新技术在当代社会得到了发展。后者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为研究和协调大数据在发展中的应用而设立的联合国“全球脉动”、世界银行开放数据促进复原力倡议(OpenDRI)、旨在实时观察自然灾害的出现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PopTech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大数据和社区复原力的倡议正如本章将要介绍的，大数据方法可以在通过“相关机器”进行治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理解。数字治理越来越多地通过非现代本体论发展，这些本体论通过过程构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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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后认识论方法的出现和突出发展，将相关性视为比因果分析的外推和预测更可靠和更客观的“经验”方法。
本章认为，数字治理在表面上起作用，在“现实主义”的概念上，“只有现实才是真实的”(哈曼2010,180;另见哈曼2009,127)。正如批判现实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所主张的那样，“现实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因为结构和组合的等级制度消失了，在事物表象下对“本质”的科学探索失去了价值(巴斯卡尔1998,7 - 8)。然而，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一种通过“数字”进行治理的新模式似乎正在出现。数字治理承认，在预防问题(理解为紧急或互动效应)或从问题中吸取教训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而且对转型的渴望更有可能加剧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数字治理不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或调整社会、实体或生态系统，希望它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问题和冲击，而是试图通过感知和响应出现的过程，确定关系理解如何在当前提供帮助。
本章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介绍了数字治理作为对效果而非因果关系的治理，重点介绍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确立偶然互动问题(而非因果深度)方面的工作，这些问题是紧急效应的关键，可能是意外的和灾难性的。第二部分更深入地考虑了数字治理如何更强调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存在的本体论，并将这种方法论方法与否定因果关系结构的行动者网络假设紧密联系起来。最后两节分析了相关性如何揭示新的机构和出现过程，以及新技术如何在这一领域得到部署，并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从因果关系到感知效应的转变如何开始改变政府方法。

2.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Effects数字治理从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因果关系来理解问题。今天，分析人士更有可能强调，全球相互作用和过程的复杂性不利于雄心勃勃的干预方案，这些方案旨在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或通过雄心勃勃的社会和政治工程项目从头开始制定解决方案(例如，参见:Ramalinga

m et al. 2008;Ramalingam 2013)。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中，线性或因果本体论可能显得过于简化，并且很容易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治理干预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受到质疑。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在于尽量减少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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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了“数字治理”，其重点是对效果的响应性治理，而不是试图解决表面上的根本原因。例如，国际政策干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或结束冲突(这可能会导致可能出现问题的意外后果)，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管理”冲突，制定社会战略以更好地应对冲突，从而限制其影响(国际发展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
2011年)。这种注重管理效果而不是参与因果链的做法，使得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做法与直接解决问题的根源大不相同。
治理的概念讨论和知识的认识论问题之间的联系，通过发展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框架，从因果关系转向结果，他将其理解为一种非政治化的举动，得到了有用的强调(阿甘本，2014)。关于解决因果关系的辩论涉及社会政治分析和政策选择，将决策和主权权力和政治问责制问题置于最前沿。因果关系假设权力在等级制度中运作，政策结果被理解为有意识的选择、权力和能力的产物。但阿甘本认为，虽然治理的原因是政治的本质，治理的结果颠倒了政治过程:

我们不应忽视这种逆转的哲学含义。它意味着政府观念本身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颠覆了传统的因果等级关系。既然治理因既困难又昂贵，那么尝试治理果则更安全、更有用。(阿甘本，2014)

因此，效果治理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主义或因果治理假设的撤退。然而，从因果关系到效果的转变涉及到治理本身概念化的相应转变。数字治理——通过试图增强系统和社区对效果的响应性来进行治理——将重点从正式的公共、法律和政治领域转移到系统或社会对其环境背景变化的响应能力和能力。对效果的管理涉及代理的再分配，被理解为响应能力，从而回避了对问题的责任或问责问题，或在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决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进一步见，Chandler 2014b;2014c)。政策干预已转向数字化治理模式，因为治理机构试图应对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而不是用解决方案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理念来理解问题。出现的问题是复杂反馈循环和系统相互作用的本体论产物，往往无法预测或预见。令人惊讶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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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灾难性影响需要新的思维和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现代主义的线性因果假设，并有可能应对意想不到的冲击和看不见的威胁。随着“结果”变得比“原因”更重要，“解决方案思维”变得不那么有用。它甚至有可能成为响应性的障碍，因为“解决问题”倾向于肯定当前的实践和方法，而不是强调对紧急效果保持警惕的必要性。4“解决方案”的承诺似乎否认了我们纠缠在一起的责任和承诺，而对效果的更大敏感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们。最初，将“解决问题”方法问题化的主要理论家可能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他认为，在他所谓的“第二次现代性”
(贝克，1992)中，意外影响的风险不能再被划分、划分或排除在外。贝克认为，政策制定的意外反馈效应是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必然结果，这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正日益模糊。意外和冲击事件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之外的例外，不能再被量化和投保。5贝克所阐述的对互联性和反馈效应的激进意识最初被认为是纯粹消极的，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因素，并可能通过“预防原则”进行管理来最小化。6因此，对可能导致无意影响的纠缠的认识开始将偶然性的关注整合到治理的实践中。贝克的预防原则仍然有现代主义的遗产，它假设一个潜在的知道和控制的主体能够管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随着现代性的假设开始消退，全球化的话语演变成人类世的话语，这个主体越来越不得不更加谦虚和谨慎地行动，测试和实验，而不是假设因果模式。7不幸的是，贝克专注于通过预测或想象人类行为的后果的方式来调节效果，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例如，即使科学家在应用新程序或新举措之前就其安全性达成共识，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也无法再现与真实的、分化的和复杂的生命相同的条件。这种脆弱性导致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等批评者令人信服地认为，一旦纳入，影响无法通过预防措施来预防或最小化，而是必须“全程”跟进(拉图
2011,27;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拉图尔的论文)。
在他生命的最后，贝克顺应时代改变了他的方法，指出对效果的欣赏能够促进治理，而不仅仅是限制治理(贝克 2015,79)。文化与自然的纠缠也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这表明需要充分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等风险的新人为制造。由此，对灾难性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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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风险的担忧可以被视为潜在的积极因素(贝克 2015,

76)。对贝克来说，人类学冲击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于世界、看世界和从事政治的方式。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冲击就是一个有用的例子[…]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洪水并没有被定位为环境正义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研究记录了不平等和洪水的脆弱性。公众和学术界都在反思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毁灭性但高度不均衡的“种族洪水”，从而将奴隶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这一强大的“人类世”与脆弱性和洪水联系起来。这种将不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的方式，是坏事的世界性副作用真实存在的方式，例如，副作用的不可见性被变得可见。(贝克2015,80)

新奥尔良的洪水说明了紧急影响的破坏性，但它也有一个后果，即使管理当局能够认识到被认为是自然或外部的风险与被认为纯粹是社会的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的基础上，将治理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种族政治并没有与生态政治脱节以同样的方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结合在一起，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这种假定的文化/自然鸿沟与世界接触(另见贝克 2016)。对贝克来说，这种“变形”不是社会变革。(它)是改变变化模式的一种模式。它标志着副作用的时代。它挑战着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思考这个世界、想象和从事政治的方式。(贝克2015,78)

因此，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从对影响的包容中出现:对危机和灾难的理解不再将其视为纯粹的自然或纯粹的社会，而是将其视为超出治理控制的偶然和紧急过程:

《变形记》与无意识的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它嵌入了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悖论。一方面，它强调了知识的固有局限性[…]。
[N]纳米技术、生物工程和其他类型的新兴技术不仅包含可知的风险，也包含我们还无法知道的风险，这为社会感知和治理风险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限制的窗口。(贝克2016,104)

贝克对人类世的理解是“副作用的时代”(贝克2015,78)很好地概括了人类的偶然和不可预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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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已被捕获并纳入数字化话语下的治理。贝克除了“对威胁未来的想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偶然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布鲁诺·拉图尔试图超越贝克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局限，他试图在实时反馈回路中追踪人类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需要的想象力更少，需要的数字科学和技术更多。长期以来，拉图尔对现代主义的二元理解，特别是文化与自然分离的二元理解，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对理解问题的激进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拉图来说，就像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自然纠缠在一起一样，生态学家试图强调分离的必要性，以保护“自然”，而现代科学渴望将“自然”世界作为某种分离和固定的现实来认识(例如，参见拉图1993a;2004)。因此，与贝克后来的作品类似，拉图尔认为，全球变暖与其说是现代性失败的标志，不如说是人类世新形式的数字治理的推动者。对气候变化等突发性影响的认识揭示了人类与环境的纠缠，是一个关键的刺激因素，可以在更具包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地球的治理，即“自然”不能被孤立，而必须“得到更多的管理、吸收、照顾、管家”，简而言之，将其整合并内化到政策的结构中”(拉图尔2011,25)。数字治理对于拉图尔将行星相互作用的意外影响纳入人类世日常治理的项目至关重要。相互作用的影响被理解为具体和偶然的，因此依赖于通过观察影响来追踪互动关系表面的能力，以“一路”跟踪人类行为的意外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拉图尔热情地说，

预防原则，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正是时代精神所需要的变化:不是一种弃权原则——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而是一种考虑任何行动的方式的变化，一种现代主义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的联系的深刻的潮汐变化。从现在开始，由于这一原则，意想不到的后果依附于它们的发起者，必须全程遵循。(拉图尔2011,27)拉图尔的主体是行动的发起者，因此对这一发起者的互动后果负责对拉图尔来说，人类行为的后果可以通过观察或对其影响形成的网络敏感来追踪因此，数字治理试图在表面上追踪这些联系。对影响作出反应的需要也推动了寻求确定人类世的纠缠网络的辩论，呼吁对带来这些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日常反馈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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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真相。11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极端天气事件或新病毒的爆发，例如，表明了跨越全球的网络相互作用，揭示了偶然的联系、相互联系和反馈循环(例如，参见Haraway 2015;Tsing 2015, 37-43;Gillings 

2015)。看到或感知关系互动的实际效果的能力变得更加有利，在更远的距离和更多样化的互动生活形式中可以建立或想象更多的联系。这些复杂而错综复杂的反馈循环也要求更大的技术能力。因此，根据拉图尔的说法，这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B]通过使用尽可能多的仪器交叉它们的[回路]潜在路径，以便有机会发现它们以何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铺设设备网络，使所有执行行动的各种机构都能看到行动的后果[…]。“[S]敏感性”是一个术语，适用于所有能够进一步扩展其循环的机构，并能够感受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会回来困扰他们
[…]，但前提是[人类]完全配备了足够的传感器来感受反馈。
(拉图尔2013,96)

拉图尔的框架认为，感知影响的能力对于揭示人类世中看不见的和未知的相互联系至关重要，它涉及到必要的技术和监管机制，以“强有力的禁令”“追踪并不断地重新追踪所有这些循环所形成的线路”。保持循环的可追踪性和公开可见性”，这样“无论你的行为有什么反应，一个又一个的循环[…]都将成为你需要考虑的力量”
(拉图尔 2013, 135)。随着一套新的政治能力和责任的建立，数字治理的新感官形式被赋予了物质政治形式:“这种反应的积累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机构，而你自己也必须反过来对这个机构负责。”(拉图尔2013,96)与早期的治理模式不同，数字治理并不寻求做出因果断言;12可以追踪影响的出现，以揭示新的互动关系和需要考虑的新机构或行动者。但是，没有假设可以通过先验的政策目标来理解、操纵或治理效果通过数字传感的实时响应式管理形式越来越关注世界的“是什么”(拉图尔2013,

126)。
在现代主义的存在本体论和因果关系中，世界的“是什么”(what is-

ness)不是一个关注的问题，这一事实在将数字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考虑中经常被忽视，因此将在这里进行考虑，并在下一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拉图尔在“面对盖亚”讲座中认为，自然必须以“后认识论”的方式来理解(拉图尔2013,26)。通过这一点，他的意思是现代主义形式的再现、还原、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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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斥则无法认识一个多元、活泼、互动的世界。这是后认识论，因为知识再也不能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互动的具体语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框架下，知识要“客观”——要真实——就必须是多元的、流动的和具体的(拉图尔2013,49)。这与唐娜哈拉威对“情境认识论”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拒绝现代主义提取知识的动力，即通过放大，概括和普遍化的方法，将知识从真实的紧急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并将知识与复数分开，意义语境的变化和重叠(哈拉威1988)。在这种重新思考知识的方式中，现代主义者在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分歧被消解了(见文图里尼和拉图，2010)。
拉图尔的本体是扁平的，其中速度、大小和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瞬间和偶然的产物，无法构建和塑造路径依赖。正如拉图重复的那样，在一个不可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是什么固执地要求它应得的”
(拉图2013,126)。这种对因果理解的“经验”置换也可以从贝克后来的作品中得到暗示。贝克设想，实时经验主义的发展既可以避免批判性内在方法的危险——这种方法倾向于再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怀疑主义——也可以避免先验因果框架的傲慢知识主张。因此，世界可以通过关注效果作为治理的起点，在其复杂的出现中得到治理: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风险远不止是二氧化碳测量和污染产生的问题。它甚至不仅仅是人类自我认知危机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风险创造了在世界上存在、观察、倾听和行动的新方式——高度冲突和矛盾，开放式，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结果。因此，21世纪的指南针出现了。这个指南针不同于后现代的“一切皆有可能”，也不同于虚假的普遍主义。这是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变体，它本身不设定规范视界，而是从经验分析中获取规范视界。因此，它是对自我批判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规范视界的经验分析。(贝克2015,83)

在感知的数字治理模式中，注重实证分析以促进实时响应，使应急效应能够在没有外部主体“设定规范视界”的情况下，话语化地框架治理。这个新的“规范视界”现在将由世界本身设定，并通过开发对世界的出现敏感和响应的新机制和技术来访问。数字治理框架的后认识论含义似乎是人们对大数据方法着迷的基础，因为它是一种产生越来越敏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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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突发效应的实时响应(例如，参见Mayer-Schönberger和Cukier 2013;

Kitchin 2014)。
3. 大数据，对象和关系正如在前一节对拉图尔的研究中已经暗示的那样，数字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有效地参与进来，它必然共享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拓扑政治假设，并且可以通过考虑布鲁诺拉图尔(ANT的主要支持者)和格雷厄姆哈曼(主要投机现实主义)之间长期的接触来了解这种方法的概念化(参见拉图尔等人，2011)。哈曼将拉图尔的任务精确地定位为ANT方法核心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对拉图尔来说，瞬间关系比实体(或“行动者”)的实体更重要: 

对拉图尔来说，行动者总是一个事件，而事件总是完全具体的:“每件事只发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为人[…]总是完全部署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完全牵连到它的交易总和中。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品质并无不同，因为对拉图尔来说，这意味着在其有形属性之下存在着一个站不住脚的、没有特征的肿块……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关系并无不同。事实上，拉图尔的中心论点是，一个行动者就是它的关系。一个对象的所有特征都属于它;一切都只发生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曼，2009,17)

这种对当前和实际关系的关注，而不是对实体、生态系统或组合中可能潜藏或虚拟的可能性的关注，对于与因果本体论的区别至关重要:由于拉图尔致力于一种模式，即行动者完全部署在联盟中，没有任何保留，他不能承认任何沉睡的潜力存在于目前尚未表达的事物中。从潜力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就是赋予它某种超越其当前状态的东西，即一个完全具体的事件。(哈曼，2009,28)

正如哈曼所说，“拉图尔是关系的终极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颠覆了德兰达的组合理论(哈曼2010,176)，该理论认为组合从未完全实现，从而使因果相互作用有可能提出出现的替代途径。对于哈曼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家来说，ANT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区分对象及其关系。哈曼认为，ANT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一切都过于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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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切都只是在其表现的层面上。”因此，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事物的变化”，也无法解释替代结果的潜在可能性(拉图尔等人，
2011,95)。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现实新方面的出现不是因果深度的问题，而是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被委托到背景中。正如拉图尔所说，我称这种背景为等离子体，即尚未格式化、尚未测量、尚未社会化、尚未参与计量链、尚未覆盖、调查、动员或主体化的东西。它的规模有多大?拿一张伦敦地图，想象一下，到目前为止，你所访问的社交世界所占的空间并不比地铁大。等离子体将是伦敦的其余部分，所有的建筑、居民、气候、植物、猫、宫殿、骑兵卫队……。[社会学家]寻找“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正确的，但它既不是隐藏在背后，也不是特别隐藏。它介于两者之间，不是由社会物质构成的。它不是隐藏的，只是未知的。它就像一个广阔的腹地，为每一个行动的实现提供资源，很像城市居民的乡村，很像宇宙学家试图平衡宇宙重量的缺失的质量。(拉图尔2005,244，-强调原文)。
对于ANT来说，作为一门关系的替代科学，在对政府的理解方面缺少的不是关系的深度，而是表面上的关系，即在当前时刻赋予实体和系统连贯性或重量的实际关系的存在。因此，对于ANT来说，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过于相信实体，好像这些实体有固定的本质(允许因果关系)，而不是将关系转移到其他行为者:

世界不是由几个不确定的湖泊点缀着的坚实的事实大陆，而是由几个经过校准和稳定的形式岛屿点缀着的浩瀚的不确定海洋……我们真的知道那么一点点吗?我们知道的更少。矛盾的是，这种“天文数字”的无知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凶猛的军队会在一周内消失?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整个帝国会在几个月内消失?为什么覆盖全球的公司，季报一出就破产了?

(拉图尔2005,245)

2008年2月，拉图尔和哈曼参加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公开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数字治理背后的启发式政治假设之间的差异浮出水面。在研讨会上，Noortje 马雷斯就ANT对于发现基于“效果”的实用主义基础上看待世界代理的新方法的重要性，而不是对紧急情况的关注，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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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因为实用主义者不是沉思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会提前决定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采用这种效果的微弱信号。因为这是获得一个新对象的唯一途径，一个尚未遇到或定义的对象”(拉图尔等人，2011,62)。马雷斯认为，为了研究变化，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起点”是一种“暂停”或“取消”本体论的方式(拉图等人，2011,89)。这方面对于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数字传感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关注变化的表面现象，而这在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中并不被认为是那么重要:这是在说，我们有一个世界，不断有新的实体被添加到现有实体的范围内，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但在这个现代技术世界里，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有稳定的政权[…]。但是，如果我们从事于研究特定的物体，我们就找不到这个被很好地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物体的单一的东西。我们没有在基础上发现它，但我们发现它是一种紧急效应(拉图尔等人，2011,90-91)。 

事物的表象就像它们的关系一样不断变化，不是通过一个深度的本体论，而是通过表面上的网络和相互作用，就像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关于ANT的“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这里的困难不是没有格式。而是介于格式化之间的东西。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一旦背景和前景被颠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观。(拉图尔等人，2011,84)我在这里的论点是，数字治理的本体论假设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有效地把握，因为它的重点不是系统或实体的本质，而是通过将出现过程视为关系来检测变化的方式。没有深度概念的关系过程是相互关系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因为关系的过程可能是偶然的和独立的结合。所有形式的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出现了新的机会，可以用这些关系和相互依赖来看待和看穿它们:无论是松树和松菇的相互关系(Anna Tsing 2015, 176)，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和购买烧烤设备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谷歌搜索词和流感爆发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德里情歌2014)。这些都是“效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当一些实体或过程对其他实体或过程产生影响时，它们可以被视为“网络化”或“组装”，但它们没有内在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被映射、复制或干预。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共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方面将其与组合理论或具有因果深度本体论的新制度或生态系统方法区分开来。因此，行动者网络方法缺乏集合的时间和空间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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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的自适应系统，并且没有假设迭代交互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复杂排序的状态变化。14他们对“本体论”或事物的本质只字不提，仅仅关注特定时刻效应的传递;因此，他们可以把行动者和被行动者的“连珠炮”——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聚集在一起，这对于描述或理解系统或状态中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暂停或“撤销”本体论，打开了ANT在现实世界中相互作用的方法，或者将对虚拟的开放式过程理解带入了现实。新的行动者或代理是那些为了解释“效应”而产生或产生关系的人，并通过“相互关系”来看待出现的过程。在这方面，推动算法机器学习、大数据能力和物联网的新技术进步，似乎是使数字化成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完美时机。
4. 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人类与非人类的传感器组合使新的响应形式成为可能，但这种进步与因果知识无关，而是通过“相关机器”的发展来看穿过程的分解的能力。我使用“相关机器”一词是为了将数字治理模式区分为一种非常独特的范式，与深度和内在的因果本体论形成鲜明对比。相关机器的发展对人类世来说并不新鲜，而是通过使用人工假体来感知环境，从而扩展人类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梅洛-庞蒂关于感知现象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手杖，它使盲人能够通过对触摸和声音的抵抗来感知周围的障碍物(梅洛-庞蒂1989)。另一个例子是在矿井中部署金丝雀作为一氧化碳传感器。

因此，人类、非人类和技术援助在通过相互关系或相关性的力量扩大人类对影响的反应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这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这是数字治理模式的关键。数字治理依赖于因果规律或规律，但关键的方面是它们是次于相关性而非首要的。正如拉图尔所说，关键的关注点不是本体论的，而是关系的:因果关系成为关系前景的背景。以矿井里的金丝雀为例。金丝雀发出一氧化碳存在信号的先决条件是，在矿工意识到有毒气体的存在并容易受到其影响之前，有毒气体杀死金丝雀的因果规律。然而，一氧化碳的问题并不是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解决的(预测它或防止它出现，或随后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开发一种方法来表明有毒气体的存在和增加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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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互关系的力量来提高人类的感知能力。金丝雀是一种非人类的关联机器，用来发出一氧化碳存在的信号。金丝雀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到:它把存在于矿井中的“缺失的质量”带入感知。将金丝雀加入到情境环境中，揭示了其他行为者的存在，即有毒气体，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但以前却不被发现。有两个日常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了数字治理中人工假肢的“机械”性质，那就是温度计和指南针的发展。温度计和指南针都能扩展人类的敏感性和能动性。它们提供的义肢支持是相关的，尽管是基于因果规律或规律。指南针最初基于天然矿物磁铁矿或磁石的磁性，可以使磁针指向与地磁北极相关的航线。因此，水手们可以通过作为“相关机器”的指南针的力量看到或感觉到他们的方向，使新的“行动者”(磁场吸引力)通过它们的相关效应被纳入导航(Dill 

2003)。
温度计的情况也类似:它依赖于温度升高与固体或液体(如水、酒精和汞)的热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膨胀的热特性在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并在18世纪随着华氏温标的发展而被应用或“机械化”
(Radford 2003)。温度计是一种人工构造的相关机器，可以看到或感知大气变化，否则就看不见。在各种新技术的推动下，新的“相关机器”一直在被开发出来。例如，更精确的量子温度计现在可以测量量子水平上的热变化。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将新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内在的量子运动——加入到创建新的机械假体中，以便在更精确的水平上看到温度的变化(NIST 2016)。
相关机器在数字治理下激增，使新的高科技组合涉及广泛使用新的传感技术，通常被称为“物联网”，传感器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并提供实时检测空气和水质、地震或停车容量的变化，等等。传感技术的潜在用途是广泛的。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Senseable City实验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工作，利用下水道中的机器人传感器来跟踪微量的生化材料。有可能，地方当局可以收到有关当地健康状况和非法药物使用的实时信息。15如果下水道可以变成生物传感和药物和健康分析的关键信息生成器，很明显，新的数字管理模式可以为监测和监管警务提供一系列新的途径。16因此，新的组合正在被人为地构建，使新的行为体能够参与治理，包括非人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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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变化可以被看到或感觉到，并因此做出反应，经常揭示新的威胁或危险，或扩大人类对现有威胁或危险的敏感性。
虽然这些“超越人类”的机械组合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和规律的基础上的，但它们的目的是相互关联的:看到现在、现实中存在的、但未知或看不见的东西。举一个当代数字治理新形式的例子，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分析商业生物传感工作和利用有机生命监测淡水和海洋水源的污染时，对超越人类的治理形式做了有见地的工作(约翰逊2017)。在这里，对包括小鱼、蠕虫、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微生物在内的一系列动物物种进行了密集监测，以发现它们的功能规范，并开发出测量这些指标变化的方法。然后，它们就可以作为“相关机器”使用: 

当这些生物暴露在不同的系统中时，(该公司)会监测一套“行为指纹”。运动活动、繁殖率和胚胎发育被一起测量，以表明有害人为化学物质以及生物产生的毒素(如蓝藻)的严重程度。该公司宣称，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使“污染”变得“可测量”。(约翰逊2017,284)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数字治理模式与其说是因果关系，不如说是看到看不见的东西:“让难以察觉的伤害变得容易察觉”(约翰逊
2017)。这种方法通过相关性来观察，从而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例如，动物器官身体指标的变化可以提醒人类代理人注意潜在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的来源是未知的。因此，相关公司认为，可以“在污染在环境中不可逆转地扩散甚至危害人类健康之前”及时发现问题(约翰逊 2017)。在煤矿下金丝雀的非人类假体的技术扩展中，“生物传感使非人类生命的观察方式成为可能”(约翰逊 2017, 

286)。正如温度计作为生物传感技术的相关机器需要了解汞的性质一样，绿色荧光蛋白(GFP)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使有机生命能够被修改为相关机器，潜在地表明酸度和碱度的广泛变化，以及病原体、毒素和致癌物质的存在(约翰逊 2017,285)。数字治理在发展新形式的相关视野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基于“解决问题”和分析“根本原因”的治理向基于效果的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历史上依赖于因果关系有机概念的科学学科与个体实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相比之下，为数字治理提供信息的本体政治
(ontoppolitics)与实体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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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果关系，使“超越人类”的责任组合成为新的政府规范。17

5. 结论数字治理不太关注适应性变化(在问题发生之前预防问题或在问题发生之后解决问题)，而是关注对被理解为紧急效应的问题的响应。在弹性话语中，响应性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实时的必要性:与问题和威胁共存并对其敏感被认为是改善其影响的最佳方式
(Evans和Reid 2014)。因此，感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似乎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概念化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控制社会中，时间是恒定的:不是之前(预防)或之后(反应)，而是响应的持续调节，问题的“无尽延迟”(德勒兹1995,179)。实体的本质，无论是系统、社会还是个人，都变得远不如表面“效应”的浮现重要，而表面“效应”是需要调节和回应的。
斯蒂芬妮·韦克菲尔德和布鲁斯·布劳恩关于“绿色基础设施”部署的工作有效地强调了这一点，绿色基础设施依赖于非人类行动者的代理，例如牡蛎作为海堤基础设施的部署，使传感能够基于响应性而不是适应性的本地政治(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 2018)。因此，管理非人类生命是确保人类生命安全的一种方式。“牡蛎结构”方法非常适合这里提出的数字治理的实体政治，因为它寻求应对而不是适应气候变化。这种响应性方法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方面是相关的，而不是因果关系。最重要的是，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强调了这种治理模式的独特性，这种模式不是在面向未来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寻求适应和学习，而是对未来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暂时性或方法，因为它试图“抵御它”，试图通过“抵消或吸收事件”来保持一切原样(原文强调)(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2018)。数字治理不是寻求改革或适应现有的基础设施模式，而是寻求维持现有的基础设施形式，但增加其他形式的感知和响应。虽然现代主义或因果理解假设了集中报告和适应的层次结构，但数字治理无论是在社会、社区层面还是在量化的自我层面，都有一个更扁平的自我生成响应本体。因此，有了数字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有因果关系的“线”，而是关系的“面”——这种转变在治理方面是根本性的，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治理不再需要假设世界现实之外的规范视界或规范目标。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那样，由此可以看出，对效果的治理是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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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因为治理的任务是话语性地从世界中“经验地”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动者那里推导出来的。
注释

1联合国全球脉动倡议网站可访问:http://www.unglobalpulse.org/。 

2世界银行的OpenDRI网页可访问:https://www。gfdrr.org/opendri。 

3有关Data-Pop联盟的信息请参见:http://www.datapopalliance.org/;洛克菲勒基金会:http://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our-work/current-

work/resilience。 
4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1981)奠定了基础，他以区分从狭隘的现状角度看待问题的方法与试图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大局的方法而闻名。 
5关于保险正常化效应的重要性，参见Ewald(1991)、Defert(1991)、
Dillon(2008)等。 他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的灾难的破坏性潜在威胁到每个人，那么基于经验和理性的风险计算就会崩溃。”现在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或多或少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除了从经验和科学中获得的知识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想象、怀疑、虚构和恐惧。(Beck, 

2009, 53) 
7对于在国际政策文件中以多种方式采用的原则的批评者来说，问题在于“可能性”思维的瘫痪方面(例如，参见Sunstein 2002)。 

8也见Protevi(2009, 163-83)中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分析。 
9以弗兰肯斯坦未能照顾好自己的创造物为例，后者随后变成了一个悲剧怪物。《拉图尔》(2011)。 

10例如，参见Clark 2010;或Klein 2014, 1-3，以人为反馈循环的讽刺开篇，例如，2012年夏天，由于肆意燃烧化石燃料而导致的极端炎热天气融化了华盛顿特区的停机坪和停飞的飞机。 

11拉图尔(2013,94-95);另见康诺利(2013)，班尼特(2010)。拉图尔
(2013,112)呼应了康诺利和班尼特对敏感性培养的看法:“要变得敏感，就是要感到有责任，因此，为了让循环对我们自己的行 为进行反馈，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完全人为的操作，把自己置于时间的尽头。”(原文强调) 

12正如Gilles Deleuze和f<s:1> lix Guattari(2014, 11-22)所指出的，追踪因果链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人为的”和“限制性的”过程，“过度编码”并以一种超越的方式再现其起始假设。 
德勒兹(1988,128)很好地抓住了先验方法和内在方法之间的区别，他提出了先验方法



39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引入“对给定的维度进行补充的维度”;即目标、方向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将人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分开。然而，在内在的层面上:“不再有一个主体，而只有一种匿名力量的个性化情感状态。在这里，[治理]只关注运动和休息，关注动态的情感状态。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它将通过它使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来感知。” 
14哈曼称之为“偶然性”，并认为Latour(2009,228)提供了已知的第一个“世俗偶然性”的例子，其中没有固定的方式来解释因果关系或事件的连续性。在ANT中，任何事物都不能从其他事物中推导出来:“任何事物本身要么可约化，要么不可约化为其他任何事物”
(Latour 1993b, 169)。构成关系的工作“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
(Latour等人，2011,76)。关于复杂性理论，参见Chandler (2014a)。 
15正如Charlotte Heath-Kelly(2016)所指出的，复杂性的大数据本体导致了通用的而不是有针对性的监控参数。 
16个人访谈，研究员，Senseable City Lab，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3月
30日。 
17这种通过调节效果的治理形式可以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奴役”概念中得到有用的理解，该概念源自控制论，其中响应是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自动管理或治理的。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机器和成为机械过程的信息输入的一部分之间没有区别:过程本身比实体或个人之间的区别更重要。参见德勒兹和瓜塔里(2014,531-36);拉扎拉托(2014,

23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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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越大数据资本主义，走向辩证的数字现代性:对大卫·钱德勒章节的反思
Christian Fuchs

1. 简介大卫·钱德勒的章节研究了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本体认识论和治理的变化。他认为，二元论、还原论、线性因果关系和机械决定论的逻辑具有社会的先进性问题，无法对世界的复杂性作出适当的回应。言下之意是，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本体-认识论，超越二元论，使治理社会和数字的新形式成为可能。大卫·钱德勒在本卷中认为，“数字治理的本体论假设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效地把握”，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布鲁诺·拉图尔的作品和一般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感兴趣，包括唐娜·哈拉威等人的作品。大卫·钱德勒说，这些方法使我们能够超越二元论，并将世界和数字视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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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而不是二元的，基于线性因果关系。大数据将成为感知和观察世界的新型相关机器的一部分，这些机器导致了以相互关系和相关性为重点的新形式的数字治理。大卫·钱德勒的一般方法是寻找和分析超越或声称超越二元论的本体认识论。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复杂性理论和弹性研究特别感兴趣。“[E]合并或一般复杂性[…]似乎是世界的另一种本体论观点的主要竞争者”(钱德勒2014,51)。“[R]弹性思维声称可以在不假设笛卡尔确定性或牛顿必然性的情况下解决治理的明显难题”(钱德勒2014,

63)。
2. (Post-)现代性和(Post-)现代主义我当然同意，主体/客体、文化/自然、人类/技术、心灵/身体、社会/经济、沟通/工作、再生产/生产等二元论逻辑，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关键方面，它产生了反作用，造成了社会不容易治理的全球性问题。但我不相信，将工具理性和二元论称为“现代主义二元理解”、“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或“现代主义的分裂”，并将其定性为“非现代本体论”和后认识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这样一种术语的含义是，现代性的替代品要么是前现代性，要么是后现代性。前现代的本体认识论，如马丁·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往往以拒绝任何形式的先进技术使用的技术悲观主义告终。例如，海德格尔认为报纸、电子通讯和公共交通是不真实的现代主义形式，应该被废除(见Fuchs 2015)。另一种选择，例如后认识论一词所表明的，是以一种后现代性的形式来看待替代。
质疑二元和决定论无疑是后现代思想家如拉图尔、哈拉威、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偶然性而不是设计，强调解构而不是整体性，强调缺席而不是在场，强调网络而不是等级，强调不确定性而不是决定性，强调内在性而不是超越性等等。(见表1.1。in Harvey 1989年，43)。
“突破二元论似乎是新唯物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关键”(Dolphin 

and van der Tuin 2012，， 97)。这些方法推进了“一元论视角”
(Dolphin and van der Tuin 2012, 85)，它不仅涉及钱德勒等人倡导的扁平本体论，而且还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坍缩论，将人类/非人类坍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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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术、人/机器、阶级/非阶级二元体合二为一。后人类主义将人类和非人类、类人机器人坍缩为后人类半机械人。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和社会瓦解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深层生态学和动物解放理论将自然和社会瓦解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后现代主义将阶级/非阶级瓦解为同一性，将文化/经济瓦解为文化。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取代和清除学术界的马克思人文主义，而且还成为资本主义灵活积累制度的意识形态(Harvey 

1989年)。“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爆发与罗纳德·里根的形象塑造之间存在联系，试图解构工人阶级权力的传统机构(工会和左翼政党)，掩盖特权经济政治的社会影响，这应该是足够明显的”(Harvey 1989年，
336)。后现代方法的危险在于，宣称“告别现代性”可能会推进“披着后启蒙外衣的反启蒙”(Habermas 1999,5)。

3. 辩证现代性我同意大卫·钱德勒的观点，我们需要超越二元论逻辑，把世界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整体来分析。但后现代思想缺乏必要的差异性力量。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假设这些现象的同一性忽略了现代性本身是矛盾的，并且包含了后资本主义的种子和潜力。现代性是一项旨在利用知识“追求人类解放和丰富日常生活”的工程
(Harvey 1989年，12)。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因果关系、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可计算性和决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性类型，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消极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4/2002)产生了反作用，并创造了一部现代灾难史。但现代性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它还通过霸权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统治和反抗。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抵抗并不站在现代性之外，而是构成了另一种现代性。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可以建立在现代性的对抗性特征之上。哈贝马斯(1990)和詹姆逊(1991)都认为现代性是不完整的。对于詹姆逊(1991,309-10)来说，这意味着后现代性比现代性更现代，而哈贝马斯则主张一种不同的、可选择的现代项目。批判的、辩证的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的现代性的一种替代。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因为它缺乏确定性和有限性，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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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和发展性。现代性总是未完成的，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矛盾的、动态的社会形态。我发现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比后现代主义更可行。后现代主义者经常试图将人本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作为二元论传统的一部分来呈现。但实际上，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了辩证现代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其中的范畴和现象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提出了一种矛盾的逻辑，从这种逻辑中产生了动态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发展。黑格尔将复杂性和新属性的出现描述为发生在矛盾(否定)被否定的事件中的扬弃。黑格尔将辩证过程描述为一个封闭三角形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矛盾被扬弃为一种新的出现的属性，它本身是矛盾关系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新的三角形的基础，这个新三角形通过进一步扬弃而产生，等等。“某物成为别物，但别物本身是某物，所以它也成为别物，如此类推，直至无限”(黑格尔1830年，第
93段)。因此，辩证现代性的逻辑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开放的和分形的(见http://www.hegel.net/en/e-poster.htm;富克斯2003;2004;2008;富克斯和施莱姆2005)。辩证现代性由不同的组织层次组成，这些组织层次是由动态发展的封装的辩证三角形构成的。每个三角形都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一个人越放大这个分形辩证法，这个系统就越动态。在它的内在层面上，存在着不断的变化。一个人放大得越大，你就会发现越有连续性。这种封装的三角形结构是基于连续性和内在变化/不连续性的辩证法。人类的实践和实践是产生社会辩证法以及这种辩证法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的变化的活动(马尔库塞，1941a)。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偏见，经常被贴上反对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认为他们提倡封闭和决定论。复杂性理论的概念，如涌现和分岔点，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辩证逻辑及其原则的一种表现，如扬弃、否定的否定、从量到新质的转变(富克斯 2003;2008)。
克服二元论逻辑有不同的方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方式，黑格尔主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方式。两者作为辩证对话的两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相互扬弃，并富有成效地融合成一个新的涌现的整体——就像你手里拿着的书或在屏幕上阅读的书一样。
工具理性的二元论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它在一种消极的辩证法中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自己，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承诺，产生了危机和社会问题。工具理性是使社会非辩证法和单向度化的企图。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重大危机，但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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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这样的危机迟早会出现(富克斯200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相结合，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危机可能还会持续25年到50年。由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现有世界体系固有组成部分的所有那些结构和进程都面临着剧烈的波动，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的短期预期必然是相当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相当大的焦虑，因此，当人们试图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获得的特权和等级时，就会产生暴力。一般来说，这个过程会导致社会冲突，采取相当不愉快的形式(沃勒斯坦2004,77)。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2016)认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复杂的世界危机的长期阶段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他说，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爆发，制度不能再通过购买时间将危机推迟到未来。施特雷克(12)证实了沃勒斯坦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不确定的时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的时期”。施特雷克继续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他称之为“间歇期”的长期混乱阶段——“没有新的世界体系平衡àla沃勒斯坦，而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熵，或无序的时期”(13)，在这个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解散，让社会的“成员独自一人”(36)。以及优胜劣汰法则的逻辑。施特雷克的立场与沃勒斯坦的失败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不确定性的逻辑导致了社会的厄运和阴郁，没有出路。
Michael Hardt和Toni Negri(2017,202)指出，对于施特雷克来说，“所有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敌对主体现在都消失了”。 

与施特雷克相反，沃勒斯坦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新的希望原则，它应该激励政治运动在追求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尝试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乐观主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践的结果在分岔点上是不确定的，并且可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加剧。沃勒斯坦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建立在相对偶然性、辩证逻辑和辩证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斗争、巨大不确定性和对知识结构提出巨大质疑的时期。[…]我们必须最终弄清楚我们如何在现在行动，使它有可能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沃勒斯坦
2004,89-90)。实践面临着不确定性，但它也是在分岔点增加某些优选选项的可能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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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计算被嵌入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之中。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危机和灾难的发生更有可能。比如，算法交易就加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再加上支撑金融衍生品的虚拟资本的一般逻辑，使得金融市场更加不可预测。用户生成的假新闻和虚假的网络关注，是一种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半自动网络政治的形式。在大数据的世界里，分辨哪些行为是由人类发起的，哪些是由机器人和算法发起的，变得越来越困难。算法政治与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没有多少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会成为美国总统，但民意调查的预测模型失败了:正是这种结合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富克斯，2018)。
大数据并没有将我们推向辩证的现代性，而是倾向于深化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二元论的逻辑，以及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塞尔(1978)认为的阶级社会特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大数据已经嵌入了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 2013)所说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数字解决主义基于“拯救一切”的逻辑，点击这里。它假设数字技术使社会完全可控、可操纵和可治理，因此为全球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犯罪等提供了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逻辑并不新鲜。这是一种被霍克海默(2004)称为工具理性、马尔库塞(1941b)称为技术理性的资本主义逻辑。“9·11”恐怖袭击后，数字解决方案主义愈演愈烈、加速发展。由于无法应对政治复杂性，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主义意识形态，即大规模数据和在线监控可以预测、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决定论的逻辑因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强化。监视社会结合了监视意识形态、监视国家和监视资本主义(Trottier and 富克斯, 2015)。大数据的兴起为数字解决方案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推进了大数据解决方案主义，即大数据集可以控制、解决和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大数据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反而加深了二元论、决定论和线性的逻辑。它是工具理性的强化，创造了统治和剥削的新品质。例如，“大数据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再次出现，承诺对过去犯罪的数据进行更大、更深入的分析，结合复杂的算法，可以预测和预防未来的犯罪。”这是一种被称为“预测性警务”的做法，尽管它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很多人都在吹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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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警察工作方式的一场革命。这是解决主义的缩影”(莫罗佐夫 

2013, 182)。大卫钱德勒暗示了对大数据解决方案主义的批评，他在本章的最后引用了乔治·阿甘本的观点，认为数字和大数据治理“可以被看作是彻底去政治化的，因为治理的任务是从世界上“经验主义地”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动者身上推导出来的”。故事的结尾与故事的主线背道而驰，这是大卫作品中典型的话语逻辑，创造了整个故事本身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5. 走向辩证数字现代性(toward 

Dialectical Digital Modernity)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固有的对抗的升级，加剧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经济、政治和合法性危机的这一阶段恰逢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大数据技术有望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确定性，但通过其数字解决方案主义的逻辑，它们加剧了危机。但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数字技术，回归到前现代技术。试图创造全新的、与我们现有的技术完全决裂的后现代技术，也是没有前进的道路。我们所拥有的数字技术在内部是对立的。它们推动了解决主义和统治，但同时也蕴含着合作和解放的新潜力。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结构、统治和剥削从来没有让社会和技术成为完全辩证的。
现代性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自己，破坏自己的潜力，引发灾难和危机。关键是要以不同的、辩证的方式塑造技术和社会，使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不再分离，而是基于辩证现代性的逻辑，在多样性中形成一个分化的、复杂的统一体。我们的社会和数字未来是不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决定或计算未来。社会是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和辩证的，这是作为政治希望的实践的动力，它旨在通过使系统永续化来改变整体，并试图增加我们的社会和数字未来的某些潜在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这样的未来不是前现代性或后现代，而是一种另类的、辩证的(数字的)现代性，它实现了自身的潜力。它是对资本主义总体的反抗，尤其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扬弃。这样的社会也将改造和扬弃今天的数字技术，这意味着它将废除破坏性的技术和技术品质，保留合作的技术，重构现有的技术，创造超越工具理性逻辑的新的辩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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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1. 简介
计算机以数字数据为基础运行。它们将信息转换成比特流(0和1)，以便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资本主义和官僚行政的逻辑推动了计算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和需求以及技术发展，数据的数量，速度和种类(Kitchin 2014, 

68)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数量变成了一种新的质量。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数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算法和数字机器正在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大数据，并做出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排挤人类的决策。这种发展导致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特征的出现:大数据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要求我们评估思想体系、知识形式、政治经济、政府、物质性、基础设施、实践、组织、制度、主观性、空间(Kitchin 2014, 25)、时间性、话语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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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本章的任务是展示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对于理解和批评大数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本章首先讨论了为什么马克思在今天很重要(第2节)，然后介绍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概念(第3节)，分析了数字劳动力的矛盾(第4节)，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第5节)，今天的意识形态(第6节)，并以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一些思考(第7节)结束。

2. 为什么马克思在今天很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马克思，至少有14个理由。只要资本主义和阶级存在，他的分析对于理解、批判和改变社会仍然绝对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作为历史来分析，是基于一种连续性和变化的辩证法，所以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也受制于这种辩证法。
我们今天需要的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个方面是对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巨大的商品集合”
(马克思1867/1976,125)。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几乎所有东西的商品化，包括通讯。在数字商品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了数字劳动力、数字内容、数字技术和在线受众的商品化。信息在消费中是非竞争性的
(作为一种资源，信息在消费时不会耗尽)。很难将他人排除在获取之外。信息很容易被复制。因此，它是一种对抗性的商品类型，可以转化为商品，但也可以相对容易地抵制商品化，并被转化为共同利益。数字资本主义面临着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地之间的矛盾。
第二，马克思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对劳动剥削的理解。“无产者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资本家也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剩余资本的机器”
(马克思1867/1976,742)。今天的无产阶级采取了新的形式，包括不稳定的劳动——比如实习生和影子工人的无薪劳动，他们的劳动可能不像更熟悉的劳动形式，但仍然产生价值——以及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的工人
(D) (富克斯 2014;2015)。
第三，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必须到处筑巢，到处定居，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2010,486-487)。
20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相对于其福特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并进入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第四，马克思对今天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很重要。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再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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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充满矛盾，这一事实在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变化中给实际的资产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种循环的顶点是总危机”(马克思1867/1976,103)。
第五，马克思对技术与社会辩证关系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技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和《政治批判纲要》关于机器的片段(Fuchs 2016c，第15章和附录2)中提出了这一分析。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是基于黑格的本质和存在的辩证法。在《资本论卷》第一卷关于机器的一章中，他认为，“机器本身缩短了劳动时间，但当它被资本使用时，它延长了劳动时间;[……]它本身减轻了劳动，但当它被资本使用时，它就提高了劳动的强度;它本身是人对自然力量的胜利，但在资本手中，它使人成为自然力量的奴隶;[……]它本身增加了生产者的财富，但在资本的手中，它使他们成为穷人(马克思1867/

1976,568-569)。图1可视化了资本主义中技术的一些辩证法。
第六，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分析在今天很重要。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857/1858/1973,

706)。普遍劳动产生了一般智力。“普遍劳动就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和发明”(马克思1894/ 1981,199)。知识、交流和技术因此成为共同的商品。马克思预言了信息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利润的迫切性产生了提高生产率的需要。技术

图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技术辩证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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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逐步提高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在生产中的相关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数量变成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品质。
第七，马克思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很重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从概念上预测了互联网的出现，认为制度的出现使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有关所有其他人活动的信息，并试图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活动[…]通过邮件、电报等[建立]相互联系[…](马克思1857/1858/1973,

161)。这一提法预见到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通信和社交网络系统。马克思著作的第八个维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这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由资本发展而成的一般社会权力和单个资本家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发展着，而这种发展也包含着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因为它同时把生产条件提高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转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和形式造成的”(马克思1894/1981,373)。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网络化的数字生产力与阶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商品化和剥削形式，也创造了积累的新问题。然而，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也具有抵制商品化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数字公地与数字商品之间的对抗。数字化塑造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合作与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指挥之间的对抗”(Negri 2017,25)。
马克思今天之所以重要的第九个原因是，他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各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于交流和语言的批判理论(富克斯 2016a, 2016c)。例如，他说，“彼得只是通过他与另一个人保罗的关系才与作为人的自己发生关系，他在保罗身上认识到自己的相似之处”(马克思1867/1976,144)。沟通是人类为了解释社会世界、理解彼此、构建共同意义和改造社会现实而象征性地相互联系的方式。Lukács《社 会 存 在 本 体 论》、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允许构建传播的辩证批判理论，这些理论为哈贝马斯的二元论传播理论和卢曼的传播工具系统理论提供了替代方案(富克斯2016a)。第十，马克思让我们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这就提出了如何反思资本主义中沟通的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提醒我们，思考经济如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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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交流、资本/权力、劳动/意识形态、身体/心灵、体力/脑力劳动、生产/再生产都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性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它们形成了辩证法。雷蒙德·威廉姆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式“解决”了基础/上层建筑问题。威廉姆斯
(1977)认为，所有社会系统和社会子系统都有一个相同的经济时刻:人类通过交流过程产生社会性。交往是社会性和社会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每一个社会子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具有一个非同一性的时刻:这些都是突现的、非经济的性质。
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构成了马克思今天的关联性的第十一个维度。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与人之间确定的社会关系”采用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幻想形式”(马克思1867/1976,165)。在政治拜物教中，国家是一种恋物:民族主义是构建虚构种族的意识形态(Balibar和Wallerstein 

1991,49, 96-100)。在媒体领域，广告崇拜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小报新闻崇拜统治和剥削。我们经历了针对移民工人和难民的新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兴起。民族主义把资本和劳动描绘成不矛盾的、团结在“一个国家”中的，从而转移了对阶级矛盾的注意力。马克思在他对威权主义的分析中，创造了“波拿巴主义”的概念，它包含了“通过复兴所有民族荣耀的幻想来团结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项目(马克思
1871/2010,330)。第十二，马克思是批判性新闻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第十三，马克思强调为建设美好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重要性。他的人文主义是实践性的。他谈到了“推翻一切关系的绝对必要性，在这些关系中，人是一个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可鄙的存在”(马克思
1844/2010,182)。今天，有关于数字技术作为社会斗争工具的作用的讨论。实践人文主义与第14个维度有关:马克思强调了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即超越利润的必要性和关注人类合作的社会制度。

3. 大数据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在经济方面，我们经历了(几乎)所有东西的新自由主义商品化和私有化，包括数据和通信。在政治体系中，出现了一个监视-工业综合体。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复合体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监控技术将预防和侦查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观念。监控意识形态帮助创造了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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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造恐惧、找替罪羊、猜疑、竞争和个性化。
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下进行的，目的是对个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控制和定位。他们被定位为消费者和潜在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全球通信监控系统的存在，秘密机构利用该系统实时监控和分析通信流。涉及这一监控系统的公司包括美国在线、苹果、
Facebook、bb0 /YouTube、微软、Paltalk、Skype/微软和雅虎。
c·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提出，“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米尔斯1956年，8)。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了权力精英的存在。今天，权力精英利用监视-工业复合体来施加控制。在监控-工业复合体中，用户将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或半公开。企业将这些数据和用户的活动商品化，以积累资本。秘密机构和警方的目标是获得大数据流的访问权限，以实现数据和社会的安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监控部分外包给了私人安全服务机构，而对后者来说，监控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NSA将监控工作转包给
2000多家私人安保公司。在监视-工业复合体中，监视资本和监视国家被融合在一起。大数据意味着老大哥的权力和资本主义的大生意。马克思将监督劳动描述为“指导、监督和调整的工作如何成为资本的功能之一”(1867/1976,448)。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主义统治的社会”(福柯1994,58)，他继续认为，“全景机制基本上包括把某人放在中心——一只眼睛，一个凝视，一种监督的原则——谁将能够使它的主权作用于这个权力机器内的所有个人”(福柯
2007,93 - 94)。监视-工业复合体表明，围绕“权力的概念[…]，马克思和福柯是一致的”(Negri 2017, 184)，“资本和权力[…]变得统一[…]，并构成了两种矛盾行为之间的鸿沟，这两种行为被迫结合在一起，但却是不可及的”(Negri 2017, 12)。监控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声称，监控已经变成了后全景，而数字监控并没有导致数字全景。他们强调监视已经变得分散，并认为福柯的全景论应该在理论上被粉碎。这样的方法忽视了监视技术的去中心化中心化的出现。分散的监控技术在许多地方收集大数据。这些数据是联网的，并由两个中央泛光集体行动者控制:资本和国家。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力量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在这个购物中心里，人类几乎成为广告的目标



59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到处都是，在商业逻辑统治社会的地方。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使用工具逻辑来计算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使人类活动和决策自动化，以满足这些需求。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数据商品化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也加剧了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大数据在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控制方面需要“大数据鸿沟”(Andrejevi

c 2014)。大数据还具有新型的理性歧视和累积劣势(Gandy 2009)。大数据的数字实证主义逻辑忽视了技术不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办法。大数据监控的绝对怀疑逻辑废除了无罪推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罪推定，其依据是“在被证明无罪之前，你就是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原则——尽管大多数恐怖分子不会在网上公布他们的计划。g

<s:1> nther Anders(1980, 221)强调了监视的极权主义特征:“随着监视设备的常规使用，极权主义的主要前提已经被创造出来，极权主义本身也随之产生”。监视和监视意识形态往往被嵌入到法律和秩序政治中，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潜力被推进。大数据意味着大量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传输，在当前的能源体制下，这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电子垃圾正被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2012年，数据中心使用的电力相当于3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Glanz 

2012)。运行互联网的电力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0% (De Decker 

2015)。外包数据和软件使用，以及将劳动力众包到云端，可能会增加失业率和不稳定劳动力。
大数据在研究领域的兴起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人文等新方法。这些都是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样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并且痴迷于量化。大数据分析带来了一种危险，即“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将人物化的社会的产物”(波洛克和阿多诺2011,20)。大数据实证主义是“(互联网)科学对哲学的免疫”(Habermas 1971, 67)。计算机科学殖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危险在于，计算社会科学带来了理论的死亡，并将批判性的定性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根除。Georg Lukács(1971, 88)在这种背景下警告说，数学和实证主义将质量简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并将人类活动具体化。组织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摧毁了质量、辩证法、批判和非工具性行动。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批判性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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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劳动的矛盾
2016年，b谷歌实现利润195亿美元，是全球第27大跨国公司。同年，
Facebook的利润为102亿美元，是全球第188大跨国公司1。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如此盈利。推特2016年亏损4.569亿美元(2)。

在美国经济中，利润在GDP中的份额为24.8%，工资总额的份额为
53.1% (Fuchs 2015, Chapter 5)。Facebook的工资份额(即其收入中支付的工资份额)为11.0%。为什么facebook的工资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如此之低，而其利润却如此之高?社交媒体经济是建立在对用户无偿数字劳动的剥削之上的。马克思(1885/1978)用M -C -C的形式描述了资本积累周期。P ..C ' -m '。在社交媒体经济中，这个循环变成了M -C ..P1 (v1, c) ..P2 (v2=0) ..C ' -m '。平台是产品(P1)，不是商品，而是一顿“免费午餐”。个人数据(P2)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产生的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客户，这些客户可以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呈现有针对性的广告。内格里(Toni Negri)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将劳动价值作为共同潜能的新理论”(内格里2017,29)。马克思强调，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集体工人的出现:“随着劳动过程的合作性的不断强调，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这种劳动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会不断扩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个人不再需要亲自动手去摸对象;他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履行集体劳动者的任何一种从属职能就够了”(马克思1867,643-644)。马克思也把集体工人称为“集合工人”:“越来越多的劳动类型被包括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被归类为生产工人，即直接受资本剥削并服从其生产和扩张过程的工人”(马克思1867年，1039年)。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合作性要求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进行延伸。不仅与雇佣劳动相联系的无薪劳动时间被剥削和生产，而且无薪劳动也有助于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自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受众劳动理论等领域中，对这种洞察力的表达是相互独立的。在自主主义理论中，社会工作者的概念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现在扩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范围”(内格里1988,209)，创造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联系”(内格里1988,209)。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假设，即“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不具有生产力”(Dalla Costa和James 1973,31)。这一假设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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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潜在的社 会力量”(6)。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而且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关重要”(31)。它生产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活生生的人——“劳动者自己”(6)。达拉斯
Smythe的受众劳动理论认为，广告资助媒体的受众是无偿的受众工人，他们进行劳动，创造了一种受众商品。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现实是，大多数人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在非工作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观众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卖给了广告商
(Smythe 1977,3)。商业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业广播媒体上的观众劳动。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大数据商品的定向广告。受众从内容中获取意义。社交媒体用户也创造社会关系、内容和数据。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是基于产消(生产性消费)、对个人数据的持续监控、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广告、预测算法和算法拍卖。
Facebook和b谷歌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利用这些劳动力和受众信息的大数据商品。数字劳动是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组织起来的异化的数字劳动，其中包括开采构成数字工具物理基础的矿物的矿工的奴隶劳动、泰勒式组装劳动、电子废物劳动、软件工程、各种形式的在线劳动、用户劳动等等。(Fuchs 2014, 2015, 2017b)。在美国，2015年每人每周平均生殖劳动时间为44.53小时(有关以下计算的详细数据，请参见Fuchs 2017a)。工资劳动的年平均工时为
1778小时。总共完成了2320亿小时的雇佣劳动，其中1130亿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1190亿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计算为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s)与其必要劳动时间(v)的关系，在货币方面计算为年总利润(p)与总工资(v)的关系，以美国经济为例，2015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为0.942。但经典公式并未将无酬劳动考虑在内。据统计，2015年USA的无偿生殖劳动时间为5790亿小时。劳动的有机组成(修正后的剩余价值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Fuchs 2017a):

劳动的有机构成=

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无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
资本的这样一种效应，不仅仅是增加了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同时也增加了无酬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生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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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生产性的，因为它是一种无偿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2015年USA劳动力的有机构成为(579 + 113)/ 

119 = 5.8 (Fuchs 2017a)。每劳动一小时，有5.8小时的无偿生殖劳动。-生殖劳动占全部无酬劳动时间的83.7%，占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16.3%。
2015年同一年，USA人均每周生育劳动时间为44.5小时。平均4.9小时用于观看广告，12.4小时用于使用商业社交媒体(Fuchs 2017a)。观众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构成了生殖劳动时间的很大一部分。此外，生殖劳动是性别化的。在美国，女性平均承担60%的生殖劳动
(Fuchs 2017a)。-Facebook的算法使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使用粗糙的区分、概括和假设来分割市场数据。较贫穷国家的用户以及一般较贫穷的用户被视为价值较低的消费者，即在点击广告时不太可能购买广告商品(Fuchs 2017a)。
数字资本主义在深化剥削的同时，也为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自治领域创造了新的基础。它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萌芽的新生产关系创造了基础。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商品变得越来越透明”(Negri 2017, 

25)，“开始出现对社会合作的自主性越来越敏感的部门，对无产阶级主体的自我价值增值越来越敏感”(Negri 2017, 25)。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数字劳动创造的数字商品与数字公地之间的对抗之上。
开放获取出版就是数字对抗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开放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术出版公司的高利润率，以及这个行业的垄断倾向的一种反应。2016年，里德爱思唯尔实现税前净利润19.34亿英镑，营收
68.95亿英镑。因此其利润率为1.934/(6.895-1.934)= 39.0%。同年，施普林格实现利润2.964亿欧元，营收8.331亿欧元。其利润率为296.

4/(833.1-296.4)= 55.2%3。这样的利润率是极高的。它们是通过向图书馆出售昂贵的捆绑文章订阅、数据库和期刊，以及向个人出售内容访问来实现的。大学和学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公共资金。学术知识是一种公地，“部分是由现在活着的人的合作带来的，但部分也是通过建立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1894,199)。垄断资本将学术公地私有化并商品化。开放获取是对垄断出版资本的反制。
“开放获取(OA)文献是数字化的、在线的、免费的，并且不受大多数版权和许可限制”(Suber 2012, 4)。大多数开放获取项目是非营利性的，由学术机构或学术协会运营。少数开放获取项目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通过文章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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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簿处理费(装甲运兵车、bpc)。作者为出版自己的作品支付高昂的出版费用(有时高达数千欧元/英镑/美元)。装甲运兵车和bpc就像去一家餐厅，你付钱就可以自己做饭和吃饭。在Diamond开放获取模式中，非营利、非商业组织、协会或网络发布的材料以数字格式在线提供，对读者和作者免费，不允许商业和营利再利用(Fuchs和-Sandoval 

2013)。
2017年3月20日，开放获取期刊目录列出了9423种开放存取期刊。其中1866种使用CC-BY-NC- nd许可，1328种使用CC-BY-NC许可，522种使用CC-BY-NC- sa许可。共有3716个(39.4%)不允许商业再利用。
5134例(54.5%)未使用装甲运兵车4。这些数据表明，存在独立于资本的数字学术公地。在开放获取上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Fuchs和Sandoval 2013)。政策和行业视角认为，“开放获取是一种伟大的新商业模式”。工会的观点认为，“开放获取是由自愿的非资源项目构成的，这些项目破坏了出版工人的工作”。激进的开放获取观点认为，“非营利性开放获取需要与动员资源的资本主义出版进行斗争”。 激进开放获取只有通过获得基金会和公众的资金、志愿者的帮助、充当开放获取出版社的大学、以及大学和研究委员会制定有利于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政策等形式的物质支持，才能正常工作。
Lawrence & Wishart (L&W)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网络档案馆(MIA, https://www.marxists.org)是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图书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2014年，L&W和
MIA之间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否应该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在网上提供了一场冲突。
L&W辩称，“侵犯这项版权的后果是剥夺了一家小型激进出版商维持生存所需的资金。[…][MIA]复制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规范和期望，而是一种消费文化，期望文化内容免费提供给消费者，而让出版商、编辑和作家等文化工作者得不到报酬。MIA不同意这一观点，称互联网“是一种新的信息媒体”。具体来说，工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是“自由的”。“[…]任何共产主义出版社的重点，MIA所遵循的，是确保这些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不是再一次限制它们。这是共产主义出版的对立面。” 这场冲突是数字公共左派和版权左派之间的冲突。它表达了网络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内部替代项目运作之间的对抗。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到网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著作应该在网上免费获取。广泛的可访问性是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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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联网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绝佳媒介。由于“史翠珊效应”，版权执法在互联网上是适得其反的。左翼项目之间的竞争是弄巧成拙的。左派应该专注于挑战营利性企业出版的合作。合作还可能需要争取和发展其他形式的资助(公共资助、捐赠模式、商业再利用收费、一旦达到特定的捐赠水平，就可以开放获取作品，等等)。

5. 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
Paul Mason(2015)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定理、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和数字媒体分析联系起来。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崩溃理论，这是亨利克·格罗斯曼的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新版本。格罗斯曼(1992,119)认为，“由于利润的相对下降，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崩溃”(格罗斯曼1992,119)。梅森写道，信息技术导致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利润率将下降，直到资本主义崩溃和后资本主义出现(见富克斯2016b)。
这样的分析忽视了阶级斗争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是这样计算的:

S…剩余价值，利润
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将分数的枚举数和分母除以可变资本，我们得到如下变换:

s/v…剩余价值率c/v…资本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衡量劳动剥削的强度，资本的有机构成衡量生产的技术和资源强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化对利润率产生了矛盾、矛盾的影响。它既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这两个比率具有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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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润率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有机成分的提高降低利润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降低了工资份额(工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总的影响是，在许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总利润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鼓励了金融化，而金融化又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工资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家庭债务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削弱。2008年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表现。此后，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催生了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威权资本主义。

6. 今日意识形态(Ideology Today)商品生产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交换价值是指一定数量的商品以x商品A = y商品B的形式进行的交换(例如1根香蕉= 0.15英镑)。在生产和购买的商品中看不到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一种社会象形文字”(马克思1867/1976,167)。“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扩散似乎是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Lukács 

1986, 405，德文翻译)。
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视为政治恋物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掩盖了阶级关系。它把资本和劳动呈现为一种(虚构的)国家利益的联合。“民族和国家地位是法西斯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伍德利
2010年，185页)。“[F]禁欲主义本 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商品:

[…]对隐藏商品真实本质的社区身份的拜物教”(伍德利2010年，17-

18)。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统一和同一性的神话，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群体之间投射出一种‘共同的本能命运’(统一的社会地位)，在分化的阶级社会中忽略了社会区别的现实”(伍德利2010年，17)。资本主义危机可以产生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新民族主义将转变为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图2显示了一种右翼威权主义模式(详见富克斯2018年)。该模型利用威权主义领导、民族主义、友敌方案、父权制和军国主义来分散人们对阶级结构的注意力。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右翼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资本家，还是一个利用推特和真人秀传播意识形态和塑造自己品牌的媒体人。社交媒体是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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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威权主义(RWA)个人团体机构社会
RWA的社会角色:将注意力从阶级结构、资本主义和统治转移

图2:右翼威权主义的典范。
象征的、沟通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信息时代，网络传播领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领域。特朗普在推特上有3000多万粉丝，在脸书上有2000多万粉丝，在Instagram上有700多万粉丝，他利用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2016年9月5日，美国人庆祝劳动节。特朗普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向美国工人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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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es/772798809508372480, https://t.

co/RNl7cfzkmN)。在视频中，他说:美国工人为我们今天所热爱和拥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工人正在被压垮。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样糟糕的贸易协定，对雇佣了这么多优秀人才的小企业征收如此高且不可原谅的税费。在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美国的工人致敬，向那些自豪地保持美国工作的男男女女致敬。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绝对最好的。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我已经准备好让美国再次运转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就是我们在11月8日要做的事情。这篇文章包含了几个意识形态的元素。它把美国人描绘成一个神话般的集体。它构建了资本和劳动的统一的国家利益。他把美国描绘成受到外敌攻击的国家。社会冲突被描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这转移了人们对阶级冲突的注意力。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清楚地表明，民族主义是如何成为政治拜物教的。罗莎·卢森堡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是一种“模糊的面纱”，“在任何情况下都隐藏着明确的历史内容”(卢森堡
1976,135)。“[B]血缘、社区、民间，都是隐藏真正的权力星座的工具”
(Neumann 1994/2009, 464)。

7. alternative
21世纪正在到达一个以动荡和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为特征的历史分岔点。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可能走向超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彻底毁灭地球和毁灭人类，或者是一个另类的公地社会。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2000年、
2004年、2009年、2017年)在他们的《帝 国、众、联 邦、议 会》四学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全球资本(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众)。新的共同潜力出现，可能成为公地社会(英联邦)的基础。然而，联邦只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可能结果。也可能出现新法西斯主义或人类终结等负面发展。哪种选择占上风取决于社会斗争将如何发展。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所写的真理在今天再次变得非常迫切:“在这个时刻，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卢森堡1971,367)。
右翼威权主义运动推进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交流的特殊政治。在自然方面，他们崇拜国家同一性、家庭和保守传统，并将移民和全球同一性视为破坏国家的环境问题。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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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资本主义帝国与大众的对立导致的社会矛盾发展选择。

威权主义的社会政策是宣扬适者生存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本土民族人口保留福利的民族“社会主义”修辞的结合。在传播方面，右翼威权主义将保守的技术悲观主义(认为传统价值观在互联网上受到威胁，并主张对互联网进行法律和秩序控制)与新自由主义的技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颂扬企业媒体和企业互联网)相结合。
今天的进步力量往往是分裂的、碎片化的。公地包括社会公地、自然公地和交流公地。所有这些公地都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和私有化。左翼政党和运动主要为捍卫社会公地而斗争，绿色运动为捍卫自然公地而斗争，技术运动为捍卫交流公地而斗争。为了挑战右翼威权主义，进步力量应该从20世纪20年代左翼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当时各派别，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相互反对，没有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反对右翼威权主义的统一政治战线，在这个战线上，对社会、自然和交流公地的捍卫成为一个与一个进步党和一个联合运动相关联的运动。社会民主主义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2.0的形式进行更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对于资本与右翼威权主义的趋同，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左翼趋同为国际主义进步运动(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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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公地运动的政治趋同。
在传播方面，以公共为基础的社会的视角代表了数字公共、平台合作社和公共服务互联网的进步。民主交流塑造并被塑造为“自由人的联合，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工作，并在充分的自我意识中作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劳动力消耗他们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劳动力”(马克思1867,171)。
弗朗兹·l·诺伊曼(1957,294-295)强调，在危机的情况下，学者作为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因此，作为大学和国家的公民，我们仍然需要对焦虑和自由进行双重进攻:教育和政治的进攻。政治，再一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双重的事情:我们的学术学科的主题与政治问题的渗透[…]以及对政治问题采取立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政治的人性化;如果我们希望防止煽动家利用焦虑和冷漠，那么我们——作为教师和学生——就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必须说出来，写出来。” 

笔记
1数据来源: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表格10-K (Alphabet, 

Facebook);福布斯2000全球最大上市公司榜单。 
2数据来源:Twitter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16年10-K表格。 
3数据来源:Reed Elsevier Investor Relations, Annual Reports, https:// www.

relx.com/investors/annual-reports 
4对于相当大的份额，没有可用的数据，这意味着不使用apc的期刊的实际比率实际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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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数据批判的关键是什么?对Christian Fuchs章节的反思
大卫·钱德勒

1. 简介
在他的章节中，Christian对批判性理论方法的相关性进行了强有力的全面分析，以理解和参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背景和替代方案。在这里，大数据在监控社会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这可能构成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控制意识形态:“组织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破坏了品质、辩证法、批判和非工具行为。针对这种非人性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克里斯蒂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将人类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心。我不打算在马克思主义论证的正式层面上讨论这一章，有大量时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我与克里斯蒂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想法在我们当代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作为一种参与和批评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方式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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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判马克思主义
首先，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置于语境中。也许，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数字化问题的经典批判著作是为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奠定声誉的著作: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1947)。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现代主义思想是去人性化的:启蒙运动在使世界和人类非自然化，以及减少、普遍化和平等化世界经验方面存在问题。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启蒙运动是有问题的，是压迫的，而不是解放的。启蒙运动的理性观本身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启蒙运动被视为通过理性的力量将人类与自然分离的历史——基于对差异的包容，以对等原则为基础。这将启蒙运动塑造成一个没有内在限制的极权主义项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97:6)，非常符合克里斯蒂安那一章的描述。因此，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由平等统治的。它通过将不同之物简化为抽象的量而使之具有可比性”(1997,7)。

不同之处被平均化了。这就是批判性地决定可能经验的界限的判断。一切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性得到了补偿，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同时与自己同一。启蒙……切除不可通约的…在抽象的平等统治下。(1997,12 -13)

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方法来说，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一个进步和理性的过程，不如说是对世界和人类个体的一种机械的、麻木的、还原。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外部可能性的世界，因为一切都通过概念抽象被纳入对等(1997,16)。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发生，因为过程总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即使是未知的数值，也仍然可以代入方程，将整个世界溶入数学。因此，所有新事物都是预先确定的，产生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知识”的世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97,27 -28)。同样，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言，大数据资本主义将一切都纳入市场等价法则或算法监控之下。因此，对于这条批判线来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前)历史是很长的，最早的尝试是通过对等的扩展来控制外部，莫斯的礼物经济和前现代的魔法和牺牲是早期版本的非等价物交换(莫斯2002)。非等价物的表演性交换随后通过比例，即概念对等的比例，导致了思想上的对等的反映——概念的包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过程通过金钱在实践和思想上进一步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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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换的普遍等价物，通过民主和普遍权利的抽象，以及科学和数字的发展(Sohn-Rethel 1978)。因此，现代主义项目是理性主义和官僚控制想象的延伸之一，随着这种发展，主体/客体和人/自然二元对立的加剧。
克里斯蒂安的这一章真正继承了这一批判项目，将大数据资本主义描绘为现代性中所有非人化和问题的顶点——从资本主义的巅峰，到法西斯主义的巅峰，再到非人化的巅峰。因此，启蒙运动显然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达到了顶峰，通过市场和数字算法监管，一切都是对等的。批判理论及其继承者试图通过挑战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来回应;质疑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或现代主义理性形式的切割和区别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等级制度，以及它们在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增长的区别;并试图挑战进步的目的，以及建立差异的等价物和包容的合理化依据。对基督教徒来说，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力量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在这个购物中心里，人类几乎无处不在地成为广告的目标，商业逻辑在这里殖民社会。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使用工具逻辑来计算决策和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使人类活动和决策自动化。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
对于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是反对启蒙运动或现代主义思想的政治斗争-缺乏灵魂，其机械极权主义没有“伦理和道德”-这是大数据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危机的解放方面。批判的方法试图通过将人带回世界，拒绝现代性的同质化、商品化和算计性的凝视来解决问题。

3. 大数据与现代性然而，将对大数据的批判挤进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谴责的困难在于，批判理论方法被迫回避大数据的非现代认识论主张及其所唤起的治理模式(将大数据作为政治和治理的超现代主义框架)。克里斯蒂安对大数据的左翼批判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正是他将其与现代主义驱动和理解的悠久历史联系起来的方式，以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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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相关性尽管克里斯蒂安对现代主义追求均等化、商品化和控制的动机持批评态度，但他几乎没有区分大数据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还是大数据只是另一种说法。问题在于，它将大数据简化为数据。我想说的是，虽然现代实证主义对数据的假设有其危险和问题(参见Hacking, 1990)，但大数据声称的是不同的东西(因此是不同的危险和不同的问题)。这种差异反映了政治和治理在上个世纪的变化方式，突出了对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方法的信心崩溃。
大数据声称提供对“实际”的洞察，而不是在基于表象或抽象的现代主义知识层面上工作。大数据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依赖于“现实主义”或表象的表面观点，而不是关注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连续性对于建立线性和非线性因果关系的轨迹至关重要。因此，大数据声称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现实以及我们与周围事物的直接关系。它声称，通过“数据化”，让看不见但存在的过程和效果变得可见，从而实现这一点。大数据通过数据化“看到”的过程在理论上是直截了当的，尽管完善所需的相关性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例如，如果输入谷歌的搜索词与世界上的过程相关，例如购物意图、流感爆发或冲突紧张局势的加剧，那么世界上的这些过程就可以“数据化”，即可以通过谷歌对这些术语的算法检测和分析间接看到它们。这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感知有毒气体一样，作为一个实时的指标，可以做出反应。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数据化”导致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化”形式，而这一过程正是我们称之为“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关系互动的核心:这是一种通过将互动和关系带到表面并使其可见、可读从而可控的方式来访问现实，而不是寻求理解因果关系的隐藏规律
(Anderson 2008;Cukier and Mayer-Schöenberger 2013)。因此，大数据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依赖于通过关联的力量来扩大视野。这种通过数据化更好地“看到”的能力被认为是允许对过程进行调节或调节，从而永久地“抵御”、“消除”或“吸收”危机或故障
(Wakefield and Braun 2018)。在这种想象中，就好像时间变慢了，使冲击或危机可以控制。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正如我所写的，看看如何将其应用于减缓和感知赛马的“色彩模糊”(Wood 2017)。
希望这种在慢动作中“看到”当下的类比能让我们理解数据化不是通过简化和抽象来解决问题，而是关于特定的和模拟的，感知环境中的变化，否则这些变化是看不见的。所以，虽然数据可以被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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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进制代码而言，数字世界本身变得更加模拟，或者在物体的独特属性或本质方面变得更少分化。大数据关注的是“实际”的表面，而不是存在的本体论本质，也不是复杂因果相互作用中出现的过程。因此，产生的“知识”不是固定的东西，也不是可以存储和再利用的东西，而是通过相关机制“看到”变化的通量或流动。因此，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是通过一种不同类型的“知识”来实现的，这种“知识”更类似于对符号的翻译或解释，而不是理解因果链
(Esposito 2013)。
在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收集可能性的增加和计算能力的发展使分析人员能够谈论知识生产的“第四范式”(超越理论、实验和模拟)(Pietsch 2013;因此，大数据似乎缺乏现代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某些属性，并且似乎较少受到以主题为中心的概念装置的中介。正如Rob Kitchin所强调的，大数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构建往往不是知识生产的有意识过程的一部分:数据通常已经存在，在社交媒体或其他电子数据捕获过程中，发现相关性是关键的创新(Kitchin 

2014, 2)。因此，有人认为:“大数据分析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方法;新的数据分析不是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来检验理论，而是寻求“从数据中产生”的相关见解(Kitchin 2014, 2)。

4. 结论对于大数据的兴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要采取“左翼”的批评方法，大数据必须被视为一个现代主义问题，它唤起并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治理模式。但也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批判性地对待大数据话语的方法，不是因为这些话语代表了现代主义抽象的“巅峰”，而是基于对现代主义因果过程主张的认识论拒绝，以及对人类知识方向和控制的潜力。看到存在的东西并对其做出反应，是理解和能够运用知识来改变存在的东西的一个可怜的替代品。大数据话语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并促进对世界的适应，将人减少到任何其他因素来调节和调节。大数据方法试图完全绕过这些关键区别，而不是遵循人为夸大人与非人或主体与客体之间鸿沟的现代主义方法。
在这方面，大数据的认识论主张及其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支撑反映了现代主义者的当代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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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蒙思想。事实上，对于许多缺乏克里斯蒂安批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理论家来说，大数据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没有实现其将人类从认识论主张中移除的主张(boyd和Crawford 2012)。与其批判现代性的“无灵魂”和人与世界的分离，当代批判更希望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在今天受到批判，不是因为它异化和去人性化，而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它过于人道主义或以人为中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克里斯蒂安的章节反对大数据批判的潮流，因为它要求人类回到一个被现代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所否认的有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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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像半机械人一样看东西?后人类知识的纯真
Paul Rekret

1. 简介
提出哲学和传记之间的联系是一项充满困境的工作，尤其是在生活和思想之间冒险的决定论联系记住这一附带条件，如果我们仍然可以假设本体论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的主体立场有关，那么就有必要坚持认为，对理论范式的评估不应放弃对作者动机的分析。对理论的评价不应该回避对理论所表达的欲望、它旨在满足的认知或分析需求，以及它可能追求某些研究方向而不是其他研究方向的原因的考察。当理论试图形成对其自身现状的判断时，这些问题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政治利害关系更为直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塔亚想要研究在当前时代的更突出的描述中，那些主要将当代技术发展视为表达基本观点的基础的“后人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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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经验的转变。?我之所以选择关注的焦点，是因为我信仰，这些理论往往忽视了在获得回报方面根深蒂固的全球分歧，以及近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历史结构的连续性。在此背景下，我建议回顾一下我们的数字体验概念形成的特殊条件，即当代私有属性制度。这不仅可以证明对我们的社会理论的历史视界的反思是有价值的，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推动它们的冲动。

2. 侵蚀边界
继续讨论历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争论的理论集合围绕着一个周期性的运动。这是对主观经验的当代转变的诊断，根据被视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标志的有限人类中心主义的过时而制定。根据这一观点，生态危机被认为是强化了人类存在与复杂基础设施纠缠在一起的感觉，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生物过程的能力日益增强，被认为是对自然和人工之间区别的挑战，而数字知识生产的进步使越来越广泛的认知过程自动化成为可能。这些过程合在一起，就成了反驳“思维是人类的一种离散属性”这一观点的证据。虽然生态、生物和数字层面的转变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连贯性，因为它们围绕着一个杂糅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明人类物种的技术突变侵蚀了构成现代思想的象征性二元结构。随着自然与文化、心灵与身体、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理论倾向于运用的人类中心主义术语也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观点认为，混合的新状态破坏了抽象的、理性的主体的现代理想，这种主体独立于世界之上，又与世界相对立。暂时把混合性的形象放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层面上，后人文主义围绕着它所看到的筋疲力尽和无力回应新混合状态的东西进行巩固，这是与马丁·海德格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及最近的语言转向有关的，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等人。不用说，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在后人类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对语言或话语的强调仍然被认为不足以反思思维日益受到制约的数字中介。在这方面，后人类主义者的推理路线相对更直接。后结构主义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可以以其对认识论的批判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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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赋予理性思考能力的主体对世界施加的暴力排斥了所有他认为没有自主推理能力的‘他人’:女人，疯子，次等人，动物等等。”这是一种伦理立场，或多或少，后人类主义理论家也倾向于采用这种立场。然而，他们也试图夸张地扩展它，以便这些立场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后结构主义的姿态集中于破坏主体的权威和自我确定性，方法是将主体分散到他的知识的不稳定媒介中——无论是被认为是话语、差异，还是权力/知识——这些媒介先于他，他永远无法掌握。然而，后人类主义论点的关键是，即使这种分散仍然是过于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组主张，因为它以社会结构条件和中介主体性的方式为中心。即使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思想是有限的，并试图破坏思想对世界的控制，他们仍然认为人类的中心地位和本体论的自主性是思想的媒介。这进一步要求给人类行动者以方法论和政治上的优先权，这一结果显示了现代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度的持久性。

3. 杂合性的主张
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1991)对合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控制论的技术发展进行了展望，将“半机械人”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的反映。哈拉威的观点是，随着人体与控制论或生物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此，随着现代二元论的侵蚀，混杂性取得了胜利。或者，正如她所写的，人类永远是事物的集合体。我们不是自我同一性的(Haraay 1991,181)。毫不夸张地说，《半机械人宣言》中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种范式。事实上，只有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两年后出版的一本书，才能与它们的影响相提并论。拉图尔
(1993,2)在《我们从未是现代的》一书中提出了平行的(如果有时是不同的)探究思路，但他仍然呼应了哈拉威的核心论点，他宣称后冷战时代是由“混合的扩散”定义的。在进一步的共鸣中，拉图尔对这种水合性的开篇说明，人类胚胎的释放，也来自生物技术。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冷冻保存的有机体可以代表一个更广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杂交破坏了现代批判性的预测，即什么是人类，什么不是人类的清晰而独特的本体论区域。
尽管哈拉威和拉图尔从这些基本见解中发展出了不可否认的异质和复杂的研究项目，但我们在这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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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杂的时代。认为主体在当前时代已经被侵蚀的观点是一种本体论的争论，它越来越多地塑造了一种扩张性的理论范式，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奇怪的主张——至少在它暗示本体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方面——因为它暗示，一般来说，虽然存在本身是由混杂性定义的，但这只有在技术变革使其表现不可否认的时代才变得不言自明。扭曲一个众所周知的短语，历史在这里成为本体论的助产士，从生物和增强技术中出现的混合实体承担着实现本体论断言的重量，即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自主的存在，对自己或周围环境进行控制。然而，这样的主张往往意味着一种寻求拯救技术进步的举动——技术进步往往是破坏性资本主义强迫的产物，如果不是明确的军国主义冲动——为了进步的理论目的。因此，为了解放的目的，它落在理论家的本体论思辨上，拯救和重新想象技术，这一任务只有在这些过程所包含的关于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真理能够被辨别出来的地方才能完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后人类主义者可以说将本体论思辨瓦解为伦理-政治论证，因为正是对混杂性的肯定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和谐批判，在这种背景下充当了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起点
(Rekret 2016)。除了在历史和本体论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振荡之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时会产生一种理论上的自恋，这种自恋将理论家置于末世论的终点，在末世论中，存在的真实本质只能从他们发现自己的历史瞬间中辨别出来。

4. 《头与手》说到这里，有必要退一步来考察一下这个混杂人物的参数。抛开本体论的评估不谈，重要的是，虽然后人文主义理论对当下的诊断是建立在对最近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的细致考虑之上的，但这往往是以牺牲对更长的连续性的评估为代价的。这就是说，许多被视为后人文主义理论的东西往往首先放弃了对现代性符号二元论(自然/文化、精神/物质、精神/身体、人/技术)出现的物质条件的彻底考虑这一缺憾促使我们对那些试图提供这样一种解释的尝试进行调查。从关注资本主义的出现如何调解我们的认知范畴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获得线索，使我们能够将问题中的二元论定位为与剥夺和圈地的过程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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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的一个更有力的版本源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1971)的建议，即通过真实相互作用的历史棱镜来看待人与自然的二元论概念。施密特在这里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即将雇佣劳动的早期概括视为将“自然”作为有意识和有计划的人类干预对象的感知。一旦劳动与其手段分离，其与生产的关系由工资作为中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任何抽象统一都被切断了。这意味着，资本最终会颠覆人与自然之间的等级关系，使后者不再被视为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客体。施密特对“思想”的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如果我们把它更直接地应用于哲学史，可以进一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信息。在这种背景下，在她关于原始积累过程的性别化和种族化本质的历史中，西尔维娅·费代里奇(2004)，138-40)将笛卡尔关于纯粹精神领域和纯粹物理领域之间本体论划分的制度解读为与适合于持续压制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同体的身体的机械观点不可分割。正如费代里奇(Federici, 2004)所言，理性将身体作为一个“可理解的”对象，使其服从于统一的、可预测的行动形式，即服从于资本对劳动的纪律。此外，这种精神和感官的分离与女性与再生产知识的分离以及她们作为劳动的自然再生产者的相应构成(费代里奇 2004;密斯
1998;Merchant 1983)。
这种对笛卡尔思想与资本主义起源的暴力历史的关系的解读，与米歇尔·福柯(2013,45-73)《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中的一条思路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众所周知，在那本书中，福柯将笛卡儿的先验将疯癫从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排除，与17世纪将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关进收容所作为调节失业的一种手段联系起来。至少，与费代里奇一样，福柯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视角，理解思想正在变得自主，从而理解现代主体的基础。在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1978)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中，一种相似的直觉也很明显。撇开他围绕认知抽象的物质来源的主要论点，在索恩-雷瑟尔对笛卡儿的解读中，后者将自在世界作为延伸物的假设直接与资本主义对手工生产的控制的局限性和摩擦联系在一起。6在这里，将思想作为独立于世界的基础的现代哲学工程，与资产阶级对独立于物质劳动的精神劳动的需要有关。也就是说，头和手的分离被认为是资本通过自动化最终控制手工业的关键，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一种知识形式的基础上，其来源不是感性的(索恩-雷瑟尔 1978, 113, 12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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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经验的精神和感官维度的历史的叙述如何能告诉我们对当代混杂概念的理解?至少，它们表明，拉图尔所谓的“现代构成”的条件与与资本积累相关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这进一步暗示，任何主张暂停两者之间边界的论证都必须面对资本中介思想的方式。在这种平衡中，有一个问题，即思想是否寻求承认对它的客观限制，以及它是否承认制约它的历史经验的维度。诚然，这一说法最初可能看起来是可疑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各种后人类主义学术显然是一种政治上进步的事业，其核心是对父权制、种族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利润和战争的追求，而技术创新往往指向这些。7但是，放弃对资本在调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估，不仅使关于混合状态的当代历史本体论评估受到质疑，而且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如果资本的中介显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和广泛，那么它就需要质疑资本迫使存在的分裂和分离是否实际上没有充分反映在杂糅性的概念中。

5. 本体论外科学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发展，无论是冷冻胚胎、DNA编码，还是在分子片段水平上对生物过程的操纵，都会侵蚀或破坏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人类主义者的历史叙事抓住了当代经验中一个日益普遍的方面。但它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样做的，可能无法提供一幅忠实于当代经验全部广度的画面。按照玛丽莲·斯特拉森(2005)提出的论点，在另一个实践层面进行检验时，也就是说，主导当代知识属性制度的认识论——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知识的基础——这里所讨论的边界或二元论不仅没有被打破，而且它们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宽。斯特拉森的观点是，只要当代生物技术和技术发展受到知识封闭的扩张过程的支配，它是以一种与世界的概念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的集合，与一种为了产生“发明”而修改它的自主意志分开。8

与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尤其是Haraway(1991)所概述的主张不同，斯特拉森诊断出一个“自然”世界，它越来越被理解为信息或代码，并与之相关。但是，后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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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作为自然和技术边界侵蚀的证据，从斯特拉森的角度来看，它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因为信息的“自然”来源不仅被转化为受知识属性法律管辖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又使“发现”进一步的潜在信息来源成为可能，相应地，促进等待人类脑力劳动转化和商品化的自然过程的更新概念。因此，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不仅在范围上增长，而且增长得越多，它就越被知识属性制度所消耗，这使得科学见解成为私有化的对象(斯特拉森2005,102)。即使在诸如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之类的协议中，通过承认知识可以嵌入实践，寻求保护土著实践不受专利保护，情况也是如此。斯特拉森在其他地方写道，这种善意的保障措施并不代表对当代资本积累过程的挑战，而仅仅是将知识属性的包容或“混合拥抱”作为前现代
(或另类现代)实践的进一步形式(斯特拉森1999,184)。9事实证明，在当前的范式中，即使是感性的知识形式也可以抽象为对象。或者，直白地说，一切都是商品或其他可商品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基于将自然视为被自主主体操纵和转化的抽象对象的观点的立场。
值得重申的是，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对私有属性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天真，他们也不是对资本在他们所观察到的当代杂交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10资本主义经常被明确地认为是与对生命或人性的新理解密不可分的。然而，回到斯特拉森的论点，这掩盖了通过本体论投机的镜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的观点。也就是说，据说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差异”领域，新的“复杂性”，或者是非人类的或去个体化的抽象生命概念(Haraway 1997,57;Braidotti 

2013, 60)。11这些类型的表述，即资本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混合本体论状态，忽略了法律理论家Sheila Jasanoff(2012)所称的，与斯特拉森相呼应的，知识属性在世界上运作的“本体论手术”，而且，这是有条件的边界侵蚀问题。这种遗漏反映了我们之前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因为后人文主义对自然和技巧之间先验认识区别的忽视反映在这些理论对主体与当代世界关系的有限观点中。
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长期存在的批评的回应，这些批评认为“电子人”、杂交或后人类的估值否定了全球劳动分工。这里的论点是，与装配线、农具或扫帚挂钩的身体长期以来一直充当机器的角色，以换取工资，作为契约劳工或动产奴隶(Wilkie 2011;

Fernandez & Malik 2002)。指出这一点不仅使后人文主义者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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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时代的分期化，以及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首先，它意味着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有着比最近试图评价或批评技术变革所允许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另一方面，它表明，后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它讲述的是数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消费者的经历，但不一定是生产者的经历。消费主体的意义和代理界限可能受到技术变革的困扰，这指的是一种自主性形式，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属性。正如杰索普(Jessop, 2007)所示，当我们考虑到世界上97%的专利和80%的研发资金位于经合组织国家时，后一种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技术科学相当于重组了对一个被认为是独立和自然的世界行使权威的自主思维的分离。这样的分工意味着现代思想与世界二元论的普遍存在，尽管当代技术科学在全球新殖民规模上进行了重组。

6. The Innocence of Knowledge从施密特、费代里奇、索恩-雷塞尔等人那里获得的洞见暗示，当我们纯粹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精神与物质或社会与自然的划分时，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范畴所经受的社会斗争的砖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本体论思辨而言，这种对其范畴的物质起源漠不关心的倾向再现了它声称已经被侵蚀的笛卡尔二元理论。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二元论被视为在实践中持续存在，在正在进行的思想和发明的封闭过程中，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声称的那样，它进一步暗示了一种认为心灵与这些实践没有任何联系的观点(Rekret 2016)。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我开始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知识的清白的后人类经济有什么功能。面对一种膨胀的混杂状态，现在广为流传的对现代二元论过时的本体论主张，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因为值得指出的是，声称无罪本身从来都不是无辜的，而是总是被部署在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目的中。那么，通过混合本体论的功能，智力上推迟对思想物质条件的拷问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回顾约翰·洛克知识论中关于知识无罪的最初现代表述。对洛克认识论的反思将使我们得以一瞥认识论的清白总是被嵌入到政治背景中的方式，并开始为进一步评价后人类主义的论点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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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洛克(2000)把心灵作为一张白板时，他这样做是作为一种从经验中建立理性的假设过程的基础。12根据洛克的提法，认知的清白，他将儿童作为一个特权的容器，提供了直接接触现实世界中物体的途径，从而回避了积累知识和语言的最具问题(Rose 1984)。乔安娜·福克纳
(2011a)在对洛克观点的深刻评价中指出，洛克将人类知识视为本质上是无辜的，这有力地反驳了中世纪的道德，尤其是原罪学说。将心灵塑造成一张白纸，满足了早期现代中产阶级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中获得自由的需要。因此，根据福克纳的解读，洛克的怀疑主义和作为其基础的知识纯洁性的概念相当于一种资产阶级的想象，它拒绝将传统作为权威和等级的来源。在福克纳(2011a)的评价中，她继续展示了洛克如何将孩子的思想作为主张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与世界交往的结果的特权实例，并在任何主张思想纯真的主张中展示了一种根本的张力。一方面，儿童是批判知识的来源，是否定迷信和偏见的来源。另一方面，洛克明确指出，正是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因此容易腐败，所以他们需要成年人的控制和管教。因此，儿童提供了一种对人类本质纯真的断言，同时又允许纯真所暗示的控制和无知的丧失被投射和否定。在其他作品中，福克纳
(2011b, 69-70)将这种不稳定的纯真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并将其与社会契约的早期体现所暗示的自然的同时价值化和压制联系起来。她解释说，洛克允许“自然”在城 邦中持续存在，既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是对原始享受的幻想。但是，自然的“人类童年”，具身在农民或殖民地主体或儿童本身，也对成熟的现代契约秩序构成风险，因为它意味着无法封闭和“改善”土地，也无法承担公民社会公民所要求的勤劳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的无罪构想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想象，通过叙述说明其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一种否认失去对无罪风险质量的控制的手段。
洛克代表一个上升的商人阶级动员纯真，这对后人文主义自身的冲动有什么启示吗?毕竟，正如我们已经肯定的那样，后人文主义的论点通常是建立在对邪恶的技术发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重新用于解放目的的猜测之上的。尽管有这些承诺，这里的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后人类主义的混杂理论是否反映或减少了存在经验的历史维度。在这一点上，根据斯特拉森等人的观点，上面整理的证据表明，在思想取代认识论反身性以进行本体论思辨的地方，反身性就会发生退缩。那么，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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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杂交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如此盛行。

7. 后人类焦虑(Posthuman anxiety)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女权主义学术来说，后人文主义解决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焦虑，即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鉴于其对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强调，没有触及和毫发无损地留下潜在的本质主义生物学的性别概念在这种背景下，混合的概念可以被动员起来挑战文化和生物惯例的公认概念。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批判性干预，其中后结构主义对性别话语建构的评估绕过了生物学本身更困难的问题。继续讨论社会理论家与生物科学的关系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杂交”的叙述，以及它所暗示的对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关注，建议人文学者重新接触自然科学，因为他们从索卡尔的“骗局”中蹒跚而行，以及这一丑闻所代表的欧陆哲学的更广泛的合法性丧失，以及对传统文科追求的更广泛的文化和制度攻击虽然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似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潜在逻辑后人类主义范式的流行，一个最终涉及到这些理论所暗示的认识论清白的姿态。回想一下，对于洛克来说，知识的纯洁性破坏了封建知识和贵族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将这种纯洁性暗示的控制力的丧失投射到早期现代社会的卑贱主体上。同样，在我们所看到的后人类主义者通过私有属性规避思想对世界的调解问题的情况下，混合的修辞允许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的批评的清晰表达，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庆祝资本的成就。然而，它只是忽略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资本可能引导或包含这些技术发展到它们的核心。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说明，但足以说明，从新技术发展中提取解放内容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混合性的数字所允许的更令人烦恼的问题更令人不安的是，后人文主义否认了这样一种焦虑，即我们的概念本身也可能与与当代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资本主义操纵认知表现的担忧是普遍存在的，对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操纵的担忧和不安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通过组织网络平台的算法，还是旨在提高和延长认知表现或防止精神崩溃的药物疗法。在这种背景下，似乎要避免询问思想是如何被制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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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社会背景的限制，以关注现代“人”统治的等级制度侵蚀的名义，为当代资本主义产品的理论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治疗方法。这是一种允许表达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批判观点的疗法，同时包 含这种批判，以便它不需要回顾自己的，可能妥协的，主体立场，或者实际上，它自己的消费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混杂”本体论的风险在于，它们再现了批判性思维的退出或委托，而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日益受自动化和算法组织过程统治的世界的特征。

注释我要感谢尼古拉斯·博雷和西蒙·Choat对本文草稿的批评意见。 

我所说的后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批判理论。重要的是要将其与“后人类”理论区分开来，这些理论建立在对技术的非人性化影响的规范性批评的基础上，如福山(2002)和哈贝马斯(2003)。关于“批判的”后人类主义的概述，请参见Badmington(2003)和
Herbrechter(2013)。 
3关于这一点，见cool&frost (2010);Braun & Whatmore (2010);Bryant, 

Harman & Srnicek(2011)。 关于这一点，见Rekret (2018a)。 
5拉图尔(1991)在本体论或后人类转向的思想家中是例外的，因为他关注他所谓的“现代宪法”的历史起源。借鉴Shapin和Schaffer

(198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图尔呈现了一个关于17世纪自然和社会分离的大多是话语的故事，它夸大了科学和政治术语对自然和社会更广泛术语的争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过度夸大了历史人物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波义耳和霍布斯。有关拉图尔现代性历史的令人信服的批评，请参阅Pels (1995)， Jacob(1995)和
Choat(2017)。 有关Sohn-Rethel观点的更广泛解释，请参见Rekret和Choat(2016)。本节的论点在Rekret (2016;2018c)。 

应该指出的是，拉图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可以被描述为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实用主义。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灵感的许多本体论推测更明确地与解放政治有关。关于拉图尔在这方面的批判性评估，请参阅Noys(2011)。 

伊恩·哈金(1998)对哈拉威的批评与斯特拉森的相似。哈金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越来越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92

将身体视为可替换部件的组合，因此我们加强而不是超越笛卡尔的存在框架。 
9 关于这一点，参见Parry (2004);海姆赖希 (2009);Brand & Görg

(2008)。 值得坚持的是，哈拉威的工作不仅对形成一个进步的科学技术研究范式至关重要，而且她明确地将她的工作置于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哈拉威的政治承诺和她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在这里都不是问题。相反，本文感兴趣的是杂交本体论，整个社会理论范式都建立在这种本体论之上，并从她的工作中产生出来。 
在一系列作品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参见Latour (1988)， 

Connolly (2013)， Barad(2007)。 在本节中，我将引用雷克瑞特 (2018a)中首先概述的论点。 
13关于这一点，见Parisi(2008)。 
14关于“文化战争”背景下索卡尔骗局的概述，见Guillory(2002)。 
15例如，参见阿尔贝托·托斯卡诺(2011;2014)和Jasper Bernes(2013)围绕物流展开的交流。

参考文献
Badmington, Neil. 2003. ‘Theoris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53), Winter: 10–27. 

Bensaid, Daniel. 2002. ‘A New Appreciation of Time.’ In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69–94. London: Verso. 

Bernes,  Jasper.  2013.  ‘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ject.’ Endnotes (3) September: 172–201.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and,  Urich and Christoph Görg.  2008.  ‘Post-Fordist Governance of 
Nature: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Genetic 
Resources.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4): 567–
89. 

Braun, Bruce and Sarah J. Whatmore. 2010. Political Matter: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ryant,  Levi,  Graham Harman and Nick Srnicek (eds. ).  2011.  The 
Speculative Turn. Melbourne: Re-Press. 

Choat,  Simon.  2017.  ‘Science,  Agency and Ontology: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Response to New Materialism.’ Political Studies. 

Connolly,  William.  2013.  The Fragility of Things: Self-Organizing 
Processes, Neoliberal Fantasies, and Democratic Activ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rost.  2010.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93Seeing Like a Cyborg? The Innocence of Posthuman Knowledge

Faulkner,  Joanne. 2011a. ‘Innocents and Oracles: The Child as Figure of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the Middle Class Philosophical 
Imagination.’ Critical Horizons 2(3), 20: 323–46. 

Faulkner, Joanne. 2011b.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nocent: Why We Worry 
About Childr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derici,  Silvia.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 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Fernandez,  Maria and Suhail Malik.  2002.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Cyborg Manifesto?’ Mute, 10 July. Available at: http://www.metamute.
org/editorial/articles/whatever-happened-to-cyborg-manifesto (accessed 
14 May 2018). Foucault,  Michel. 2013. History of Madness.  London: 
Routledge. 

Fukuyama,  Francis.  2002.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 nology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Guillory,  John.  2002.  ‘The Sokal Affair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Critical Inquiry 28(2), Winter: 470–508. 

Habermas, Jürgen. 2003.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cking,  Ian.  1998.  ‘Canguilhem Amid the Cyborgs. ’ Economy and 
Society 27: 202–16.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ium: FemaleMan_ 
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elmreich,  Stefan.  2009.  Alien Ocean: Anthropological Voyages in 
Microbial Sea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rbrechter,  Stephan.  2013.  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Bloomsbury. 

Jacob, Margaret C. 1998. ‘Reflections on Bruno Latour’s Ver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 Myths About Science,  edited by Noretta Koert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2007.  ‘Knowledge as a Fictitious Commodity: Insights and 
Limits of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 ket Economy as Political Project, edited by Ayşe Buğ
ra and Kaan Ağart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Jasanoff, Sheila. 2012. ‘Taking Life: Private Rights in Public Nature.’ In 
Lively Capital: Biotechnologies,  Ethics,  and Governance in Global 
Markets,  ed.  Kaushik Sunder Rajan,  155–83.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1.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cke, John. 200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94

Malatino, Hilary. 2017. ‘Biohacking Gender.’ Angelaki 22 (2): 179–90. 

Merchant,  Carolyn.  1983.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 tific Revolution. London: Harper and Row. 

Mies, Maria. 1998.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Noys, B. 2012.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 tinental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arisi, Luciana. 2008. ‘The Nanoengineering of Desire.’ In Queering the 
Non/ Human,  eds.  Noreen Giffney and Myra J Hird.  Aldershot: 
Ashgate. 

Parry,  Bronwyn.  2004.  Trading the Genom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ls, Dick. 1995. ‘Have We Never Been Modern? Towards a Demontage of 
Latour’s Modern Constitu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8 (3): 
129–41. 

Rekret,  Paul.  2018a.  ‘The Posthumanist Tabula Rasa’.  Research in 
Educa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101(1):25-29. 

Rekret, Paul. 2018b. ‘The Head, The Hand, and Matter: New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Rekret, Paul. 2018c. Derrida and Foucault: Philosophy, Politics, Pole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Rekret,  Paul.  2016.  ‘A Critique of New Materialism: Ethics and 
Ontology.’ Sub­ jectivity 9(3): 225–245. 

Rekret, Paul and Simon Choat. 2016. ‘From Political Topographies to Politi-
cal Logics: Post-Marxism and Historicity. ’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23(2): 281–
291. 

Rose,  Jacqueline.  1984.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chmidt, Alfred.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r: A Critique of 
Episte­ m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Strathern, Marylin. 2005. Kinship, Law and the Unexpected: Relatives are 
Always A Surpr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thern, Marylin. 1999. Property, Substance and Effect: Anthropological 
Essays on Persons and Thing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Toscano,  Alberto.  2011.  ‘Logistics and Opposition. ’ Mute,  9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www. metamute. org/editorial/articles/logistics-and-
opposition (accessed 14 May 2018). 

Toscano, Alberto. 2014. ‘Lineaments of the Logistical State.’ Viewpoint, 
28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4/09/28/
lineaments-of-the-logistical-state/ (accessed 14 May 2018). 

Wilkie,  Robert.  2011.  The Digital Condition: Class and Culture in the 
Informa­ tion Network.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第七章

作为光谱的后人文主义:对保罗·雷克瑞特章节的反思罗伯特·考利

1. 简介保罗·雷克瑞特明确地打算“退后一步，检查后人类思维的参数”。他挑战了一种假设，即后人类理论化产生的知识以某种方式直接或“天真”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相反，他将后人类主义视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通过特定环境再现的特定“故事”。他提出，后人道主义可能不会将我们从它所解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也不会使它们的生产条件正常化。因此，为了与后人文主义建立临界距离，雷克瑞特强调了它的偶然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他的分析将与那些已经对“混合思维”的广泛趋势感到不安的人产生共鸣。然而，我们可以假设，雷克瑞特将不太可能挑起与后人类主义思想家的对话，对他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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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距离”与其说是一种有用的诊断策略，不如说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而偶然性则是一种明确颂扬的美德。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认为不需要用如此直白的术语来解释这个不相容的问题。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我首先要进一步反思后人文主义的吸引力的原因，但也要质疑其吸引力的程度。与此相关的是，我接着提出，将后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光谱，而不是一种离散的思维模式，可能更有用。
2. 后人文主义的诉求定位唐娜·哈拉威(1985年)的著名的半机械人形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获得共鸣，这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哈拉威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模糊人类边缘趋势的预见，让我们觉得如此有先见之明。数字化不再仅仅是遥远的企业技术人员直接关心的问题;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也不再显得可有可无。相反，它似乎毫无争议——甚至是老生常谈——表明我们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行为就受到了数字媒介的影响。这种变化是几个共同塑造“后人类”感性的当代条件之一，

Rekret在他的章节中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在Rekret的定义中，这种感性的主要特征是“杂交”的一种本体论特权。而且，对于那些追随当代人文或社会科学理论化的人来说，很难忽视各种形式的混合思维的传播。去中心化人类能动性的愿望似乎很普遍。一些随机的例子可能包括:最近在城市理论中对集合理论的接受;将物品置于历史研究中心的热情日益高涨;人类学家甚至开始推测植物、真菌和微生物的社会代理(Kirksey and Helmreich 2010)。人类理性地“思考”世界和“对”世界采取行动的能力的首要地位，已经被认知过程的纠缠概念和对各种分散代理的期望所侵蚀。正如蒂莫西莫顿所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但我们也不在边缘之外的VIP包厢里”(莫顿2013,13)。因此，潜在地，后人文主义不仅描述了某一组学术作家的书面输出，而且还描述了整个学术界，甚至可能超出学术界的某种本体论取向的更广泛的吸引力。
为了理解这种吸引力，将后人文主义想象成扮演着三个相互关联的角色可能会有所帮助:
(1)它借鉴并回响着一个现存的、与现代性终结有关的令人沮丧的故事; 

(2)它以乐观的方式重新构建了这个故事; 
(3)因此，它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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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终结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预期中得到了最显著的戏剧化表现，它嘲弄了人类可以或可以控制世界的观点。“人类世”向我们展示了“奇怪的情况，我们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可以改变地球的进程，但似乎无法调节自己”(Hamilton 2017, vii-viii)，以及令人不安的前景，“在本世纪，人类将充分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不可挽回地降低了我们地球家园的生活条件”(同上，37)。然而，这种令人沮丧的困境是从关于世界的后现代理论中继承下来的——这是一种后人文主义声称要与之保持距离的思维模式。例如，Rosi Braidotti特别反对使用理论“作为理解和代表现实的工具”(Braidotti 2013, 5)。当“自然和文化类别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取代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时，认知距离的理想就会贬值(Braidotti 2013, 3)。因此，虽然后人文主义与现有的失落叙事相呼应，但为了表达一种广泛的困惑感，它并没有表现为一组超然的观察:它的故事被呈现为从世界中浮现出来。
因此，在后人文主义的诊断模式中，其目的并不是把一个分析框架强加给世界，而是把世界似乎在告诉我们的东西联系起来。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我们理解的重构采用了一种庆祝的方式(Chandler 2018)，这激发了Rekret所说的积极的“伦理-政治”论点。因此，哈拉威的半机械人以一种俏皮的“宣言”呈现出来。对于Braidotti来说，“后人类困境”是“一个赋予追求思想、知识和自我表现的替代方案权力的机会”(Braidotti 2013,12)。简·班尼特这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以“一段冗长的祷文，一种为未来重要的唯物主义者准备的尼西亚信条”结尾(班尼特2010,122)。科恩的“生命人类学”的目标很好地抓住了这里更广泛的庆祝项目:“既不废除人类，也不重新定义它，而是打开它”(科恩 2013, 6)。简而言之，后人类混合思维将现有的对人类例外主义的批评重新改造为一种乐观的扩展能动性，然后专注于这种敏感性的生成伦理和政治含义。

3. 质疑后人类主义的号召力
Rekret的回应是，实际上将后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偶然话语——尽管他回避了这个术语。在运用“后人类”这一话语范畴时，他可能会被指责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混为一谈，而这些理论体系实际上既在争论中进行，也在协调中进行。然而，他的定义并不是基于对这一领域边界的划定: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具体说明哪些思想家属于这一范畴，哪些思想家不属于这一范畴。相反，他的定义与当前广泛的思想家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有关——无论他们是否自认为是后人文主义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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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毫无争议的定义模式:相关作者之间的相互债务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描绘出来了——既有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员(例如:van Ingen, 2016)，也有明确的文本本身。更有问题的是，一种涉及定义和标记话语趋势的策略可能不是赢得朋友的最佳方式。它意味着一定的距离感;它表演性地将标注者置于所讨论的话语主体之外。对于那些生活在特定话语中的人来说，这一举动似乎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处境。那些曾经是不公正、疾病或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人，可能会对将由此产生的痛苦视为社会建构的“故事”的评论感到困惑，或明显受到冒犯
(Hacking 2000)。事实上，从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Rekret的“撤退”到话语中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并表明了后结构主义的倾向，正如Rekret所指出的那样，这正是后人文主义试图超越的。例如，
Braidotti明确断言，“后人类主体不是……后结构主义，因为它在语言转向或其他形式的解构中不起作用”(Braidotti 2013, 188)。与此同时，
Braidotti似乎是为了防止人们指责后人文主义的生产潜力受到其出现条件的特殊性的限制，他只坚持认为后人文主义与当代世界的相关性。后人文主义通过将偶然性转化为一种积极属性，拒绝普遍主义的愿望，从而为自己接种疫苗。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Rekret的批评几乎不可能对后人文主义者自己说话，因为它依赖于这样一种疏远的方法。
与此同时，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范围不应被夸大。虽然它回应了一个当代的困境，但这种困境的敏感性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这种反思始于预演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以数字媒介为媒介的人类时代，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半机械人一样看”。但这个“我们”是谁呢?当然，对于那些更有可能跟随媒体技术发展的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人来说，似乎很难不知道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和其他领域同时出现的一系列更广泛的进步，它们共同颠覆了人们对“人类”边界的公认观念，进而颠覆了之前关于人类能动性的假设。然而，那些处于“数字鸿沟”繁荣一方的人可能忘记了他们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有13%的成年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英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此外，如果允许用话语的术语来看待后人文主义，认为它倾向于以某种方式构建和代表现实，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的故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解码”(Hall, 1992)。正如我上面所提出的，思考后人文主义的三重吸引力，已经在一系列可能的反应中开辟了几个立场。即使我们排除了那些“激进的虚无主义者”(康诺利2017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愤世嫉俗地驳斥了后人文主义所解决的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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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个范围的一端，坐着一系列没有被现代失落感所折磨的演员。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仍然”是前现代的;对另一些人来说，现代性的二元论舒服地存在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天真:例如，工程师和技术创新者通常似乎乐于承认解决方案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他们仍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可能吸取教训，改进技术。政策制定者似乎充分意识到，计划很少能以线性方式实施(van Assche和Verschraegen 2008)，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一个近似的社会导向过程总比没有好。对“进步”的信仰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可能更典型地被理解为增量，迭代的术语，而不是自大狂的野心。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并没有强烈的幻灭感让后人类思维产生回响。为人类例外论的消亡而烦恼的“我们”可能是一个比其居民想象的更小的选区。一个更加模糊的中间立场可能会被想象出来。在这里，后人文主义的诊断作用被积极接受，但一个务实的选择是不顾一切地以传统方式进行。对于那些在特定学科领域活动的人来说，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参与后人文主义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自然科学家可能充分意识到——甚至热情地好奇——从根本上质疑现代主义假设的新发现，即使他们日常工作的“文化表演”依赖于“人类代理和自然由非代理的理解对象组成的强烈观点”(康诺利2017年)。100)。因此，用雷克雷特的话说，在不接受其“伦理政治计划”的情况下，接受后人文主义的“思测本体论”似乎是非常可行的。 然而，这是第三个位置，似乎是雷克雷特的主要火力。这描述了对这个项目更积极的拥抱:在这里，对世界混杂性的认识成为乐观主义的源泉，并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日常思维的行动或新框架。

4. 结语那么，那些最积极地接受他所批评的逻辑的人，是否有可能对雷克雷特的论点充耳不闻呢?当他继续强调产生后人类思维的条件的偶然性时，后人类主义者自己也承认并庆祝偶然性。此外，从认识论上讲，从主题中“退一步”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化之外，因为后者拒绝从认知距离来看世界。如果这意味着要站队，那么随着后人类“杂交”的吸引力的传播，雷克雷特的论点的力量可能会减弱。
这种不相容引发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批判与不同类型的“非代表性”思维的相关性。然而，我已经这样做了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100

这里不仅暗示了后人类情感的流行是不平衡的(和有限的)，而且我们应该期待它的接受程度——即使是在同情的观众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也许“第三种立场”的后人类主义者的读者多少有些空想:后人类作家本身并没有傲慢到把他们自己的伦理政治建议定位为决定性的;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追随者无疑也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身性。指出这种多样性和不均匀性并不是要破坏Rekret的“方法”:他并没有将后人文主义定义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而是为了启发式的目的而调动了它的一些共同倾向。相反，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Rekret并没有明确否认这一点——未来可能会发展出更令人满意的反射形式的“混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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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数字劳动力





第8章

透过生殖镜头:文化与经济交叉点上的劳动与斗争
Kylie Jarrett

1. 简介数字与我们的工作和休闲的交集，以及这两个类别的模糊，已经成为大数据资本主义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探索这种联系的数字劳动研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包括对平台中介的零工经济中的工人、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影响者以及各种工作实践被数字技术重新塑造的方式的分析。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追踪的动态——例如非物质/情感劳动的中心地位、不稳定和被剥削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工厂——如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更广泛趋势的象征。
2016年初，我出版了《女权主义、劳动和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通过论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案例，为这场辩论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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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的女性主义理论解释数字媒体中消费者劳动的经济和文化逻辑。我所说的“消费者劳动”，指的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在我们上传到平台时被征用和异化的无数种方式，也指我们的数据如何成为数字媒体公司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石。这本书试图解决我认为毫无结果的争论，即这样的工作是被异化和被剥削，还是有社会意义和自我实现的场所。在《数字家庭主妇》一书中，我认为，由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概念化的家务劳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作模式，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繁殖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繁殖能力的组成部分，但总是潜在地超出了这些动力。家务劳动是跨越文化和经济的劳动，因此，我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数字劳动形式的机制，这些劳动形式表现出与体操相同的壮举。我的书非常狭隘地针对一个特定的理论问题——以及个人的烦恼——并在阐述其观点时只关注有限范围的数字劳动实践。尽管如此，在更广泛地研究数字劳动和资本主义方面，其论点所依据的核心原则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本章中，我想离开我书中的具体论点，转而关注这一更广泛的背景。我将参与关于其论点所进入的行动主义、斗争和批判的更广泛的对话，并试图确定在哪些背景下，对替代劳动历史和社会再生产政治的强调使我的书充满活力，带来了重要的批判性见解。在此过程中，我将描述数字家庭主妇的一些元素，但主要是作为一种说明将生殖工作纳入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斗争场所的理解的手段。为此，我将重点关注三个关键领域:历史、价值和主题。

2. 历史在我的书中，有一个指向女权主义的概念是，社会工厂的历史比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中通常赋予它的历史要长。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生活的时代标志着整个存在都被资本的支配所特殊地饱和——生活的真正包容构成了马里奥·特隆蒂(1973)的社会工厂。这通常归因于后福特主义的条件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信息密集型产业。通常会有一种隐含的假设，即社会工厂的环境是新的。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白人、顺式、混血儿的人来说，很难确切地看出，在把全部生活纳入资本的条件中，有什么是新颖的。私人的家庭空间和人际关系，包括性活动，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之外的，提供了可以发生自主的自我创造的场所，也是马克思的物种存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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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在白人异性恋父权语境中，这长期被等同于核心家庭的私人家庭空间(Berlant and Warner 1998;England 1993;Osucha 2009)。然而，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从来没有经历过自主性或代理的地方，而是作为(en)强迫和无偿工作的场所，以及统治和监视的情况。此 外 ， 正 如 Dalla Costa 和 James(1975)、Federici(2004)、Mies 等 人
(1988)和Davis(1983)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性别、种族和性别存在与劳动组织密切相关，将人类主体性置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考虑到这些观点，对整个生活的吸收——社会工厂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叙事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不是基础部分的话。
我所探索的这个更长的社会工厂历史的一个例子(Jarrett 2017)是1922年至1937年间爱尔兰抹大拉洗衣店的有效奴隶劳动制度。这些洗衣店是拘留机构，女性认为通过父权婚姻之外的性活动对中产阶级的“干家庭制度”(Inglis 1997, 13)构成危险，因贫困而被视为“无生产力”(Buckley 2016)。或者被当时的行为规范认为是不守规矩的，被送去忏悔，并接受家庭劳动纪律的再教育。妇女们在这些修女经营的商业性但非营利性的洗衣店里，在恶劣的条件下做奴隶，没有报酬，通常要干好几年。然而，抹大拉洗衣店不仅仅是爱尔兰天主教的一种失常，而且必须被解读为整个社会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些机制支持国家经济议程，让男性——尤其是男性——在经济非常疲弱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Daly 1995)。这是通过积极地恢复性别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在物质上——以控制妇女劳动和政治权利的规定的形式——在文化上，通过布道、文化产品和洗衣店等机构的惩戒作用。这些网站通过约束和监管女性的身体、性和“灵魂”来强制女性的家庭生活，严格的忏悔以确保与她们受约束的经济角色保持一致。基于“罪的主题”(Inglis 1997)和羞耻的制度，激活这些机构并赋予其经济影响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并没有在洗衣门结束。他们也在爱尔兰社会的所有情感中表达出来，正如声称抹大拉制度的主要倡导者是女性所证明的那样(Crowley和Kitchen 2008)。洗衣店及其在爱尔兰日常社会中的嵌入，体现了社会工厂的理念——一个由经济议程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和个人具身的主体性。
这些在非市场背景下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悠久历史的例子表明，如果我们要理解大数据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恢复和纳入工业化劳动中不属于白人男性的劳动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另见Fuchs 2017)。正如Alan Sears(2016, 139)所总结的那样，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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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和强制的形式基于他们在主导的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围绕着不同的剥夺过程组织起来。因此，为了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妇女、有色人种、跨性别者或LGBTQ+人群以及残疾人的历史(和当前经验)，他们在资本中的经历以不稳定和压迫的饱和政权为特征。这些次等的劳动条件与社会工厂的沉浸式政治之间的公开关系表明，它们有效地描绘了大数据资本主义不稳定的社会工厂中的压迫经历。
我们需要更有效和更广泛地参与的一套劳动经验是有偿和无偿性工作，摩根默特伊(2017)认为，这为大数据资本主义下的当代劳动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她以camming(基于网络摄像头的性工作)为例，描述了性工作的动态与Uber或Taskrabbit等平台之间的关系。默特伊认为，平台的功能类似于皮条客，因为它们在工人和客户之间进行交易，从任何利润中提成，并为如何执行劳动提供某些规则。默特伊认为，为理解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力提供最佳模型的，不是我提出的数字家庭主妇，而是数字妓女。但这种类比比平台和皮条客之间的简单比较要深入得多。如果我们审视性工作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性工作，我们会看到亲密与经济、有偿与无偿工作、代理与控制之间非常模糊的区别。当你的核心业务是“好好结婚”时，那么即使是与生活伴侣的无偿性行为也有经济逻辑。正是在人际关系、法律、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对这些边界进行的普遍和持续的谈判，可能会揭示出数字经济中劳动政治的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所认为的合法商品化之间的区别同样是不固定和可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塑造了异性婚姻，并使无偿性劳动(与平台上的许多劳动一样)成为非市场社会和经济胁迫的结果。在揭示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剥削动态时，考虑这种不平等关系可能也很有用。认识到社会工厂的这一更广泛背景，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到底有什么新东西。如果不是它独特地要求和/或产生资本主义原则下的生活饱和，那么它的特殊性是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异化倾向的强度或广度增加的问题吗?这仅仅是随着新的量化机制(如菲比·摩尔(Phoebe Moore)(2017)探索的工作场所跟踪技术)将现有的捕获实践具体化，可见性增强的问题吗?或者，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劳动力的表现方式是否存在其他实质性差异?如果是的话，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当代工作的特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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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批评这种劳动，更重要的是，确定我们可能干预的地点。
然而，我重申，在追踪这种差异时，我们不能在从事工业化劳动的白人顺式、异型、男性的工作中找到我们的区别，而是也要关注性别、种族、性别和性化的劳动实践。正是在这些“所有”劳动历史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差异，而且发现了与今天工作构造方式的连续性，因此它们可能为批评提供了富有成效的途径，也为斗争提供了模式。正如伊莎贝尔·洛雷(Isabell Lorey)所建议的，我们不仅需要将不稳定性解释为确保统治的机制，还需要将“不稳定性的主观经验[作为]政治斗争的起点”(2015,6)。了解女性、有色人种、全球南方的人、跨性别者、酷儿或残疾人是如何努力的，但也被抵制，压迫的条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在生存中——雷马·哈马米称之为“次等坚持的政治”(2016,172)——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今天需要的行动形式。

3. Value研究更长的社会工厂历史，以及以其明显的非市场和文化维度为标志的工作历史，也将焦点转移到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东西上。这是我在数字劳动研究中所说的“再生产转向”的一部分，其重点不仅在于商品化的过程，还在于价值或对资本主义有价 值的东西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交换的非商品化维度产生的。正如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 2014,61)所主张的那样，这是一个探索“资本主义生产可能性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的方向。 

我所提倡的理解消费者劳动的关键模型是利奥波迪纳·福尔图纳蒂
(1995)在《繁殖的奥秘》一书中所描述的。福尔图纳蒂坚持认为，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附属品——再生产工人是生产周期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她认为，无偿的家务劳动并没有被直接剥削，而是涉及到一个多阶段的合并过程，涉及到不可分割商品的生产。福尔图纳蒂描述了无薪家庭主妇的劳动如何生产出非商品化或不可替代的产品，如食品和医疗保健，供有薪工人消费。在这一点上，这些产品被转化为劳动力，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劳动时间)。在这个模型中，家庭劳动从商品生产中退了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商品化阶段在资本主义之外;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漫长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福尔图纳蒂的论证让我们看到，即使没有对劳动进行抽象，价值也可以从劳动中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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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商品化。当应用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时，这一模型需要考虑更大范围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可商品化的产出，但也允许整个价值链中生产的商品性质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越来越多的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涉及性别或种族化活动的研究，也同时关注数字劳动的经济和非经济维度，强调主体形成的维度与数字平台的经济框架。然而，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假设这些劳动和/或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和非商品化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之外的。相反，他们强调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特别是注意到这些网站的非商品化交换的纪律功能-例如，用户之间的情感互动如何在提供支撑贡献这种劳动的愿望的规范性压力方面对资本主义是有价值的。
这种对更长的价值链及其矛盾和多样性的可能性的关注在Julia 

Velkova(2016)的作品中很普遍，她在开源动画社区Blender中探索了礼物和商品关系的政治。她的作品(Velkova和Jakobsson 2015;另见Jarrett 2015)借鉴了物品的传记(Appadurai 1986;Kopytoff 1986)，并建议跟踪与文化商品相关的经济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它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循环。Velkova以Blender为例指出了这种多样性，描述了公司和开源社区之间的劳动力和软件交换有时被视为礼物，有时被视为商品交换。然而，Velkova也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管他们的形式如何，这些交换都巩固了维持和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这是Blender的核心。实际上，她有用地描述了来自生产者和开源用户社区的赠送行为如何展示了资本主义内部非市场交换的多样性，以及保守性、再生性。
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Jarrett2015b)，我所说的“生殖转向”可以说根本不是一种转向，而实际上是对指导早期文化研究的框架的回归，特别是当它出现在伯明翰学派时，在那里，经济和文化或同一性总是被认为是相互告知的。正如Velkova的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对数字劳动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掌握这种相互关系，拒绝文化/社会/同一性与经济之间的错误二元对立，并从广义上探索价值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的互联网研究领域之外，当我们试图理解美国另类右翼(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的“受侵害的权利”(Kimmel 2013)等当代政治时，更新这一视角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无法理解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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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适当考虑美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掌握网络厌女症、欧洲法西斯主义或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政治，如果不探索不稳定性经济学与男性和白人的历史特权的交集。特朗普当选后不久，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基调就是谴责其他人强调同一性政治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把一切都归结为阶级问题，这当然没有帮助。这两者不能如此简单地区分开来，过于简单化和无效的二元对立无法将我们的批评推向积极的变化。当我们整合我们的经济和同一性批评，检查社会的这些维度如何在政治化，价值化和利用差异中交叉时，争取平等和正义的斗争就会得到更好的服务(Alcoff 

2006;Fraser 2014)。在当代，除非我们着眼于资本主义更长的非物质价值链，在那里，某些行动者的权利被生产和再生产，而这一承诺被背叛并变得不稳定，否则我们无法应对特朗普，法西斯和种族主义政党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甚至是英国脱欧。
如果我们要确定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不稳定状况最相关的斗争点，那么关注社会再生产的经济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再生产也很重要。
Silvia Federici(2012)说，我们产生和再生产意识的方式——同一性政治和再生产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成为政治行动主义的零点。因为社会再生产既是对人类理想品质的生产，也是对市场的适应，这意味着再生产工作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涉及“潜在的分离，它暗示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冲突、抵抗和矛盾的世界”(2012,99)。正是在打破这些矛盾、在这些矛盾之间移动和对抗的过程中——拒绝再现倒退的具身解释视界(Alcoff 2006)——抵抗性的政治意识可能会发展起来。
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

(2016)认为，一个老式的葛兰西式反霸权项目对于挑战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至关重要。他们说，对意识形态的干预是通过改变中介化的政治话语和这些思想的物质实例(文化和经济)来实现的。住房和城市设计等物质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系统或家庭等生殖机构，都需要重新思考和重塑，以挑战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认同。从根本上说，这个项目需要改变我们的自我创造工具套件，包括，特别是，我们如何阐明工作和生活的概念和实践。这表明，与其反对资本主义和经济批判的同一性政治，我们的任务是动员这些政治来阐明新的批判主题，利用生殖工作固有的情感和经济过剩来阐明压迫意识和存在、思考和行动的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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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挖掘和改造生殖活动，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反霸权的项目。

4. 主题这直接引出了将生殖镜头应用于大数据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所产生的最后一点，即这种应用如何改变我们对劳动主体的概念，并由此改变我们的政治模式。如果我们假设社会工厂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它早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那么，当我们识别出真正的生活包容时，我们的批判就不会结束。我们必须假设，这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全部特征，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表达方式不同。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受资本主义影响的活动并不一定会再现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我们对大数据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从物种存在的异化中移开——这是马克思(1961/2013)在《经济与哲学手稿》中描述的四种异化形式之一——这几乎已经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默认批判，至少在媒体研究中(Jarrett 2016b)。这种对数字媒体对自我制造的影响的强调不仅再现了虚假意识的框架，而且还以一个性别化、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主题为前提。异化于物种存在的概念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可以说，它依赖于一个人文主义主体——一个自我控制的、独特的个体，对他来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异化是一场形成性的悲剧(爱森斯坦1979;Braidotti 

2013)。但对于女性，以及所有其他构成“他者”的人来说，这种自主性和独特性的状态，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还是外部，都从未被归因于或实现过。在历史上，基于阶级以外维度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系的巩固，限制了某些行动者表达“物种存在”的能力。对许多主体来说，异化是存在的条件——例如混合的、酷儿的、跨性别的主体性——因此，一种仅仅寻求回归或将其政治主体性置于一个连贯的、堕落前的物种存在中的政治就变得排他性和潜在的种族灭绝。这种批判有两层含义。正如James Reveley(2013)所言，在我们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异化的物质维度——产品、其他工人、自然。这引起了人们对数字劳动实践如何对其他工人或公民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再现了浪费和过时的循环，或使资本主义制度典型的其他不平等或社会和环境破坏永续下去。摆脱对基于自我占有的数字劳动的批判，转而关注物质剥夺和退化的维度，将表现出对数字劳动更有用、更细致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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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批判允许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主体在其相关性和多样性方面动员起来，而不是他们的自主性。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交叉和流动的政治。我不断地被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对美国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战术、限制和差异主体性的描述所吸引，“鉴于要移动的权力形式，具有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能力”(2000,58)。这就是“被压迫者的方法论”，其可能性的轨迹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与这些差异一起工作，并通过这些差异，在战术上适应权力。这也是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 2004)所描述的酷儿不适——不合时宜——的动态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下层社会的激进主义领域。拒绝人文主义主体的首要地位，而不是通过回归神话般的统一代理形式或反对阶级压迫的单一经验来寻求补救，而是允许通过差异和共同点(包括阶级位置)来进行这种参与。避开政治和经济主体的单一一致性，使我们能够产生针对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脆弱的方式的联合行动 (Butler 2004;Butler et al. 2016;

Fotopolou 2016)，通过大数据资本主义，建立跨种族，性别，阶级，能力，性别和性取向的临时工会来抵制这些政治。这种对联盟如何通过共同的不稳定感而建立的关注，不仅解释了大众政治行动的产生(Hardt and Negri 2005)，而且提供了激活这些政治的机制。我们也可以利用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过度效应来实现这种激活。在准备导致本章的初步论文时，我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个时刻说明了行动主义和不稳定性是如何携手并进的。在我的Facebook动态的三分钟内，我收到了三条关于共同斗争和在反霸权项目中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的更新。第一条是一位法国朋友分享的，讲述了法蒂玛·哈吉吉
(Fatima Hajiji)的故事，她是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紧接着出现的是爱尔兰媒体的报道，都柏林和斯莱戈市议会投票决定在其办公室上空悬挂巴勒斯坦国旗，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几分钟后，一位意大利朋友分享了“当我看到他们时，我看到我们”视频的链接，该视频将美国黑人的生命也重要运动与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运动联系起来。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现在的经历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们却因各自面对殖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死灵政治的脆弱性而相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联盟的建立，不是来自于奇点，而是基于共同不稳定的团结。我们还看到，在大数据资本主义提供的可见性和网络的帮助下，关键政治主题(潜在)被激活。尽管Facebook注册的捕获机制是广泛而详尽的，但在界面的再生逻辑中仍然存在漏洞，可以利用这些漏洞来反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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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声称通过商业平台分享思想等同于真正的政治变革——例如，我的点赞不会影响加沙地带的生活状况——或者声称社交媒体创造了这些联盟，都是荒谬的。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然而，这个例子所表达的是记录、传播和放大反政治存在的能力，其方式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提高意识活动或早期废奴主义会议。我们可以在邱杰克(2016，本卷)对中国Appconn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表达话语变化，然后在工人之间组织材料、对立实践和团结的描述中看到类似的生殖模式中断。这些都是拒绝轻易复制阶级和同一性地位的干预，部分是关于建立新的主体性。
在我自己的政治领域，类似的社交媒体应用也出现在“爱尔兰废除运动”(Irish Repeal movement)中。这是一个由100多个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旨在举行公投，废除爱尔兰宪法第八修正案，该修正案剥夺了孕妇的身体自主性。在许多物质行动中，这场运动在各种媒体上的政治表达也试图产生新的关键主题，通过使堕胎成为爱尔兰的一种生活经历，打破在岛上与堕胎相关的沉默和羞耻的再现，并通过共同承认宪法和爱尔兰法律使某些群体——女性、跨性别者、种族、LGBTQ+、寻求庇护者群体——比其他群体更脆弱的方式，将政治立场迥异的群体团结起来。尽管每个团体或个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各不相同，但这场运动在“废除者”的徽章下走到了一起，2016年9月流行的令人感动的草根标签运动“了解你的废除者”就是明证。如果正如斯尔尼切克和威廉姆斯所主张的那样，霸权的非物质维度和物质维度都需要系统性地受到挑战，才能带来有效的政治变革，那么“废除”运动就展示了数字媒体的再生产能力——它(in)形成批判性主体和塑造行动的能力——是如何被纳入表述的，建立和动员联盟来实现社会变革。

5. 结论这一章有很多线索，它们似乎把我们带离了我的小书很远。《数字家庭主妇》只不过是一个理解数字用户劳动的理论框架，它似乎脱离了本章提出的广泛的政治关切。然而，正如数字劳动力具有更大的分析重要性，因为它体现了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相关的趋势，我的书所借鉴的思想和框架也具有更大的分析重要性。我(和其他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反思得越多，就越能在本书中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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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领域的文化经济。这种观点表明，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劳动和生活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以一种有利于思考和抵制的方式阐明了这种复杂性。它允许工作，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同时具有文化和经济性质——既非鱼也非鸟——并在这种混杂中看到更好地理解它的手段——这是将其分解用于其他目的的关键初步步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社会再生产的舞台和资本主义剥夺的分层进行适当的关注。只有避免生产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错误的二元对立，我们才能全面了解大数据资本主义是如何将我们作为经济单位和个体主体性组织起来的;这是我们能够充分设想辩证法的机制(Ferguson 2016;Fraser 2014)。这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基础，从中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再现不平等和排斥。通过理解劳动分配的差异以及如何在所有社会制度中再生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资本主义有价值的劳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不仅仅存在于正式的劳动环境中。干预资本主义的不同地点和模式——比如将生育权利政治表述为一种同一性标记——随后可能会开放。我在这里阐述的政治、概念和框架并不新鲜。事实上，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数字家庭主妇》这本书本身的观点——仅仅是在强调长期存在的酷儿、女权主义者、非殖民化和文化研究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关注社会再生产的呼吁是其核心，这仅仅是对女权主义者、酷儿和种族活动家在扩大阶级构成本质方面至关重要的工作的呼应。然而，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大数据资本主义可能是新的，但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却不是。女权主义者、种族和酷儿理论家或活动人士对文化饱和的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并要求我们在应对大数据资本主义时发挥核心作用。在借鉴这些经验——这些不同的劳动历史和生殖镜头的洞察力——我们也可能为今天的斗争找到有价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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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推特社会工厂的矛盾:对凯莉·贾勒特章节的反思
Joanna Boehnert

2017年11月2日，纽约市两家本地数字新闻网站The Gothamist和
DNAinfom被所有者乔·里基茨关闭。自2009年以来产生的所有文章和信息都从网站上消失了，以不易访问的格式存档到其他地方。115人失去了工作。里基茨煽动了对新闻公司和当地历史文献的摧毁，作为对一周前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毫不微妙的回应:DNAinfo和Gothamist的记者投票决定成立工会。推特爆炸了，因为另一个地方新闻来源消失了，工会组织受到了象征性的打击。
2017年11月3日，跨学科艺术家玛丽·布·安德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新版本的“大脑扩张”模因(见https://twitter.com/whoismaryboo/status/

926469404199653376)，图1和图2)。连续的四张图片和文字将她作为推特用户的经历与内容创作者工会化后数字平台的崩溃联系起来。文中还提到了安德森自己喜欢为推特制作内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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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和2:玛丽·布·安德森@whoismaryboo推特帖子，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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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觉得自己被推特利用，从她的劳动中获利，甚至从她对这种剥削的批评中获利。在最后一帧中，她推测将内容创作者联合起来，并让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关闭“这个垃圾网站”。 

安德森的作品有力地捕捉到了凯莉·贾勒特(Kylie Jarrett)所描述的数字媒体社会工厂中数字劳动的矛盾。在《女 权 主 义 、 劳 动 和 数 字 媒体:数字家庭主妇》(2016)一书中，贾勒特认为，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的女权主义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媒体用户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贾勒特在这本书中的文章“通过生殖镜头:文化与经济交叉点的劳动与斗争”，扩展了她在《数字家庭主妇》中提出的观点，以反映社会再生产政治的更广泛背景，推测替代数字媒体实践。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我用安德森的作品来反思贾勒特的想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推特上最近的戏剧性变化。在描述思想，甚至身份和主体性是如何由社会中的交流劳动(即“社会工厂”)产生的过程中，贾勒特说明了资本主义中的无偿劳动是如何被紧张所困扰的，以压迫和解放的方式同时工作。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矛盾如何在推特上表现出来，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打破甚至可能改变最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我在这里关注的是推特的具体运作方式，它实现目标的策略，以及这些优先事项的社会后果。社会工厂概念是这一分析的基础，这是一个自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它描述了资本主义不仅如何指导我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如何将其异化、剥夺和商品化的逻辑扩展到社会领域。
在2017年期间，不断扩展的大脑模因(即具身大脑的四个连续图像，以及各种主题的文本内容)被用来暗示个人智力能力的进化。它暗示了从爬行动物大脑到具有扩展认知能力甚至宇宙精神洞察力的状态的进展。通常情况下，这个梗是用讽刺或半讽刺的方式来使用的。安德森扩展的大脑模因被用来强调她既喜欢推特又感觉被这个平台剥削的矛盾情绪，她关于破坏这种剥削的想法，以及她被杰克·多尔西废除推特而“解放”的愿景。
推特在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中占有战略地位。它已经获得了庞大的用户群(大约3.3亿活跃用户)，这是因为该平台通过将边缘的好想法带到突出位置的方式，促进了用户互动。这种设计放大了好的想法(安德森的推文在头几天就获得了7000多个赞和转发)，并破坏了沟通渠道和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力等级。然而，不幸的是，推特上的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对它在促进边缘化观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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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德森进行艺术干预的同一天，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推特发布了新的规则。推特用户蒂姆·彼得森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变化:“推特从规则中删除了‘对权力说真话’的信仰”(@petersontee, 

2017年11月3日)。帕特森发布了新旧推特规则的截图。推特删除了“我们相信言论自由和对权力说真话”，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相信言论自由和公开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先事项转移的影响将变得明显，但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标志着优先事项和忠诚的调整。许多用户已经注意到，最近推特运营方式的变化削弱了它的传统价值。
2017年11月，推特将推文长度从140个字符更改为280个字符，并极大地改变了平台的外观和感觉。推特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要求用户清晰简洁地表达自己。字符长度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单个tweet，还改变了推特提要的体验，这些提要不再容易滚动。现在用户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浏览多条推文。这一变化是在其他修改的基础上进行的。最近，“点赞”功能被改成了类似于“转发”的功能。这减少了推特用户为不同目的使用“喜欢”和“转发”的选择。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我所依赖的获取新闻和分析的平台不再以最初让它如此吸引人的方式运作的用户。
Mary Boo安德森不断扩展的大脑模因将推特用户/内容生产者与最近被删除的两个新数字网站(DNAinfo和the Gothamist)的记者联系起来。里基茨在2017年9月写了一篇博客，题为“为什么我反对我创建的企业中的工会”，他在博客中说:“我相信工会促进了一种有害的‘我们反对他们’的动态，破坏了企业成功所需的团队精神。”里基茨在描述他的公司的价值如何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业技能和他个人在华尔街积累的资本时，表达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与这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勒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利润发生的。资本主义依赖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劳动，包括大量的无偿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贾勒特的数字家庭主妇隐喻将女性生殖工作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数字工作联系起来。推特用户和失去工作的记者都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工作者，他们分享信息，贡献不稳定或无偿的认知和交流劳动，为数字平台增加价值。估值边界问题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分歧的症结所在。自从马克思描述集体劳动者或Gesamtarbeiter以来，情况就是如此(富克斯2017,4)。克里斯蒂安富克斯解释说，“在软件公司中，不仅生产软件商品的软件工程师是生产工人，而且秘书、清洁工、看门人、会计、营销人员等也是生产工人。”生产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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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基茨认为价值是由股票经纪人和企业家狭隘地创造的，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则描述了维持人们社区但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被剥削的所有其他劳动。
在她的新文章中，贾勒特考虑了Morgane Merteuil(2017)的观点，即数字妓女的隐喻更准确地描述了受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平台经济中主观领域的捕获程度。如果社会是从人类活动的结果中出现的，而人类活动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构建的关系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下的主体性都处于深刻冲突的空间中。支配我们生活的结构鼓励特定的认同和意识形态的从属关系。妓女的比喻抓住了资本主义如何包围了如此多的人——尤其是最受压迫的选民——的私密空间。
Jarrett认为，虽然一些媒体理论家认为数字媒体中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新特征，“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白人、顺式、男性的人来说，很难准确地看出所有生活都被纳入资本的条件有什么新颖之处”(2018,104)。由于受迫害群体中的人们不得不最艰难地与各种类型的压迫作斗争，他们的优势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斗争凸显了数字媒体中的紧张关系，因为用户体验到了能动性和愉悦感——可以接触到更具批判性的新闻来源;与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全球社区;让边缘化的声音被放大;在分享的幽默
(哈哈大笑)等等——以及剥削和焦虑——来自各种类型劳动日益不稳定的本质;来自假新闻;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另类右翼”和其他反动运动;来自网络骚扰，等等。正如无偿的家务劳动从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促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一样，无偿的数字劳动也促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是这种动态中固有的不公正，还有我们赖以获得可靠新闻的结构的坚固性，而可靠新闻是民主进程的基础。像许多数字新闻平台一样，DNAinfo和Gothamist在财务上也遇到了困难。数字媒体平台是由用户数据和广告的价值驱动的。推特从来没有像Facebook那样成功地利用这些优势。平台资本主义创造了基于数据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积累和属性关系的格局”
(Cole 2017)。Matthew Cole引用了Nick Srnicek(2017)对平台核心属性之一的定义，即“调解交互可能性的专有架构”(2017)，并声称“平台最重要的资产是其知识属性-公司软件，算法和用户数据”
(2017)。正是这种知识属性使平台能够调解用户之间的交换。问题在于，这些平台及其建立的社会关系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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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可靠的新闻和必要的基本信息，以不倾向于专制和反动政治立场的方式实现民主决策。Jarrett将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内的数字平台描述为与社会领域具有对抗关系(2016,3,33)。通过关注这些对抗以及数字劳动的异化和实现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困扰数字资本主义，为更深层次的干预创造了空间。
跨越这些紧张关系，推特可以被理解为两极分化立场加速的体现。我对推特的个人体验往往具有教育意义和解放意义。其他推特用户扩展了我对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其他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影响了我的IRL活动、研究和友谊。推特提供了一种解释和回应政治事件的手段，并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辩论和对话。然而，这些经历，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脆弱的能动性感觉，都是不稳定的。推特为获取新闻、分析、评论和幽默提供了便利，而这些在前数字时代是不容易获得的。然而，尽管推特用户使这些功能成为可能，并为平台增加了价值，但有关推特功能的重要决定并不是由用户和内容创作者做出的。用户贡献和依赖的平台不是我们的。一个由用户集体拥有的平台，才是真正的解放技术。更直接的目标是阻止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摧毁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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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a)数字化工作场所的有效不稳定性、控制和阻力
菲比·v·摩尔

1. 简介
“你的动力是什么?”——克劳德·香农(1961

计算工作中活动和表达范围不断扩大的数字化方法证明，管理旨在控制所谓的情感(Hardt 

1999, Dowling 2007)和情感(Hochschild 2012 [1983];Brook 2009, 2013)劳动。当然，情感劳动和情感劳动既不新鲜，也不局限于数字化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已经观察到和批评了长期以来被低估的劳动。新的趋势是，通过新数字化的工作场所，利用技术来控制看不见的劳动领域，使用位置和感官设备，有可能捕捉和控制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情绪和思想，从而模糊了工作和生活本身之间的类别。在粒度上的危险在定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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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工人的工作被量化是野蛮主义的兴起，那里没有资本主义庸俗的外在，那里没有文化，也没有文明或尊严，只有残酷的，企业驱动的劳动商品化和抽象。启蒙运动承诺让所有人都过上合理的生活，但现代社会已经证明，这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阿多诺警告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1983,34)。阿多诺不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写诗，而是在强调人类原始的野蛮状态;他后来强调，在这种悲惨的暴行之后，最重要的项目必须是“恢复一种非野蛮的状态”(2005,

50)，“在奥斯维辛之后，唯一适当的做法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摆脱野蛮的道路上”(2005,268)。目前编辑的合集强调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时期”。虽然我没有像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明确地将这些“艰难时期”与大屠杀相提并论，但我认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工作场所的监视是一种野蛮的形式，至少是非常不合理的时代。本章着眼于工人试图破坏在数字化和可能野蛮的工作场所中正在创造的新形式的雇佣关系，在这些工作场所，在类似于gig的条件下，受到监控和监视的工作使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法忍受(Akhtar和摩尔，2016)。在Backman和Vn al“通过远程技术看到情感和情感的资本化或经济化”
(2010年)的基础上，本章着眼于员工对被要求在工作中使用自我跟踪和无形管理技术以通过情感劳动改善健康和生产力的反应。注意到对这种侵入性控制的日常抵制形式。涉及对情感和情绪劳动进行电子跟踪的新形式的工作量化是资本在不稳定的敏捷性条件下获取剩余价值的最新方法，但这里概述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工人抵抗的例子揭示了这些方法的弱点。

2. 不稳定与零工后现代的、对价值规律的激进研究假设存在一种无法量化的资本外部，从而创造了解放的可能性(内格里1999年，86)。费代里奇认为，原始积累今天仍在继续，当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霸权下(2004年)，我们的最新技术有助于其追求时，不再存在生产关系的可想象的“外部”。然而，新的工人监测技术量化了定性，揭示了劳动过程中以前无法测量的方面，如情绪、疲劳、心理健康和压力。这使得管理人员永久地看到工人，并使管理人员能够穿透工人对工人沟通所促进的日常抵抗场所，这意味着越来越难以识别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摩尔和罗宾逊
2016)。新的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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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越了科学管理对物理运动的研究，因为随着识别和计算以前看不见的劳动的新方法变得明显，具体的劳动越来越受到抽象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商品化。这种雇主处方通过强调幸福感来消除任何消极的可能性(Davies 2016;Cederström和Spicer 2015)。有了这样的认识，和

[E]即使对这种新的生产性现实的测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感是不可测量的，然而在这种非常具有生产性的背景下，在这种富有生产性主观性的背景下，情感必须得到控制。(内格里1999年，第87页)

正如Jarrett (2015a)所指出的那样，量化承认看不见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值得持续或有用回报的交换，而是为资本定位利润。
不稳定性是最纯粹的异化形式，工人失去了与她所从事的劳动的所有个人联系。在她的劳动生活中，她被剥夺了所有权，失去了位置，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她的所有价值都被榨取了。由于不稳定的数字化工作者不断地追逐下一份工作，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遥不可及的。随着福特主义让位于金融化积累、个体经营和自动化的兴起
(Frey and Osborne 2013)、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工资在增加值中所占比例下降，不稳定性就是这种现象的征兆。在英国，2016年和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增长依赖于自营职业，就像零工经济工作中看到的那样。2017年，有超过90万人签订零时工合同，比2016年增长了20%

在零工经济中，也被称为需求经济(AFL-CIO, 2016)，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在线平台，人们使用数字化接口买卖劳动力。共享经济，或在“人类云”中工作，包括Upwork、ODesk、Guru、Amazon 

Mechanical Turks、Uber、Deliveroo和Handy等平台，这些平台在数字单一市场欧盟委员会的术语中被称为“在线平台”。Huws

(2015)和Cherry(2011)将这种类型的交换和工作称为“众包”，
Huws将其定义为“通过在线劳动力交换组织的有偿工作”(Huws 

2015, 1)。众包促进了公司的劳动力外包，并为自由职业者和自雇工作者引入了新的平台，这种趋势在国际上正在上升。平台经济依赖于自雇合同，因此其工人无法获得常规的就业福利，如医疗保健或产假。工人几乎没有法律保护，平台的设计是为了减少雇主的责任。综上所述，零工的这些特点会给工人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导致情绪焦虑和恐慌。零工必须为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中断做好准备，他们必须同意将其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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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总是在移动，总是可追踪的。因此，在数字化的不稳定条件下，工作、同一性和生活变得模糊。员工往往处于无法注销或关机的境地。零工工人争取独处，而不是融入社会，这种拒绝在他们的福特主义前辈看来很奇怪(Fleming 2015,83)。
在零工工作中，主体性被要求对不稳定有弹性，被试者被期望对个人健康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将压力和疾病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联系起来。总之，在加速资本主义竞争主体性再生产的背景下，gig工作是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2, Jarrett 2015a, 2015b, Haider and Mohandesi 2015, Kofman 

and Raghuram 2015, Weeks 2011)。情感性工作到达肉体的下面、后面和上面。测量看不见的劳动是一种通过“情感调节”的控制形式，通过记录和试图控制身体能力来实现——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提供自我跟踪设备，从而“改变身体的抵抗力”(Bogard 2010)。
在数字化和零工工作中，机械发展的必然性优先，甚至超过了客户。除了肉体上的、情感上的零工劳动者，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情感能力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情感压抑，通过这种压抑，所要求的从属表演侵蚀了他们自己的身心和身体健康。试图调节和调节情感，并将其成本外部化，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根据定义，情感劳动是无数的，产出可能只被视为“无实体的“消耗””(Smith 

2016)。尽管如此，在零工工作中，我们劳动的每一刻都以越来越高的强度被捕捉，不是为了获得报酬，而是因为工人崩溃可能导致抵抗并降低“底线”。 

Lorusso(2017)将不稳定性称为Derridean的“幽灵学”和Fisher的“我生命中的幽灵”(2014)的一种形式，因为不稳定性不是“现在的完全一部分”，而是依赖于“塑造当前行为的预期”，以及当前活动将导致更好的东西的梦想，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真空，不断焦虑地努力，因为现在没有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从自主主义的观点来看，不稳定性是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希望运动的系统捕捉，当时的抵抗通常采取“拒绝工作”的形式，由“懒汉”或“辍学者”
(Shukaitis 2006)，拒绝服从福特主义的工作常规(Brophy和de Peuter 

2007, 180-181)。资本主义追求这种逃离到工作之外的生活领域，并通过将劳动力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捕获逃离的流动(Mitropoulos -2006, 

Neilson and Rossiter 2005, Federici 2008, Frassanito Network 2005)。 它还采纳了激进的想法，引入了一波灵活性，并将其作为解放出售(贝拉尔迪2009年)，在这个过程中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实际上，资本主义跟随逃离的工人进入了定性的自治空间，并重构了这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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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定量的路线，把工人带回资本主义。持续的挪用体现了资本主义在面对阻力时继续自我改造的能力(贝拉尔迪2009年, 77)。

3. 情感控制与抵抗贝勒预测，如果没有调节情感的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发展是不可能进行的(贝勒1998,91)。情感使我们的行动能力(通过身体)得以实现或丧失，它的力量在于它的独特性和普遍性(Negri 1999,85)。这些观念预示并启发了德勒兹对情感或力量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的区分。情感劳动是在情感表达之前发生的内部工作。它与工作的生物学方面有关，即:

劳动直接作用于情感;它生产主体性，它生产社会，它生产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活劳动(Hardt 1999,99)。
企业对隐性劳动力的殖民化在后福特主义管理和后官僚主义技术中十分普遍，正是因为情感团结将导致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因为情感已经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哈特和内格里(2000)从后福特主义的角度描述了情感和非物质劳动，为抵抗、集体主体性和社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在管理策略中强调对情感的控制，可以看作是与劳动控制和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社会再生产以及蒙面胁迫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Hartmann 1979)。当工人意识到情感或他们的行动能力时，他们也会意识到他们相互影响和挑战工作中的虐待行为的能力(Moore 2015)。在医护人员培训中可以看到一种明确设计用于调节和调节情感的控制方法(Ducey 2007)。
Gregg(2010)概述了由电子邮件和伪办公室亲密关系引起的任何情感交流的障碍，这些亲密关系是由秘密圣诞老人和其他阻止情感关系的游戏等活动引起的。认知行为疗法和相关心理学强调了情绪和情感调节在工作压力管理中的作用，一个小组提供了名为“情感调节”的工具(psychology tools 2017)。
Firth将情感定义为“社会和生态组合的必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无意识领域”(Firth 2016,131)。内格里(1999)扩展了情感的“看不见的”方面，并假设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不能在当代条件下量化，就像在以前的时代工作被控制的方式一样，因为这种劳动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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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场所”，即非物质的。但情感性劳动已经成为企业权力强加的“道德”义务。情感劳动不是直接的“内部”资本，但也不是直接的“劳动者的无工资再生产，增加了劳动的使用价值”(Clough 2007, 25)。相反，在真实的、情感的包容中，工作是不断发生的，既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在。工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的确，“资本从生命的内脏内部生产自己的外部，在前个体身体能力的水平上积累，并将前个体身体能力投入工作”(同上)。零工中管理和个人责任的缺失，是一种通过将情感投入工作和减少劳动力来控制情感抵抗的方法，从而减少了意识到劳动被剥削的可能性。

4. 情感抵抗和日常抵抗从日常形式到工会组织，许多抵制数字化情感劳动最坏影响的迹象正在出现。积极的抵抗包括工人黑客攻击或盗用应用程序;苏斯监视
(Sousveillance)，即人们使用自己的方法，通过执行信息和共享干扰，获得他们通常不拥有的信息，从而“监视观察者”;在工作中使用个人设备;情境杠杆，例如，人们可能会“窃取”休息时间，并将其伪装成工作;或者干脆拖拖拉拉。也出现了员工利用自我跟踪进行抵抗和自我保护的案例。在一个案例中，一名没有固定合同的项目工人利用自我跟踪来保护自己免受无薪加班的影响。他跟踪了花在项目上的时间，以证明他的工资过低，并确保他的雇主遵守了《欧洲工作时间指令》。罗斯谈到了在剥削数字劳动力的背景下，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如“普遍的破坏、长期缺勤和野猫罢工”(罗斯2008,7)。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技术本身并没有造成不稳定的条件。相反，对技术数据的使用，以及权力关系的隐形化，加剧了科学管理和相关工人控制的古老做法。但是，工人的组织和抵抗已经开始揭示劳动力中复活的代理，这是对李嘉图机器问题最新化身的回应。为了在数字化工人中充分出现团结，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是必要的。然而，一些人声称，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相对于劳动的概念。
Virno(2004)怀疑大众是否过于离心而无法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Standing(2011)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识别不稳定性的“多阶级”配置是否必要，因为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识别。工作赋予我们的物种价值
(Sayer 2005)，人们在劳动中找到尊严和自我价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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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一直是社会起义和抵抗的媒介(Gerbaudo 2012)，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数字激进主义的“煽动浪潮”一直在升级(Karatzogianni 

2015)。菲什威克认为，劳动过程中的关键主观联系对抵抗至关重要，其中
[C]生产过程内部和周围的争论对于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仅创造了共享经验的客观条件，还允许对这些经验进行集体的主观解释，这种解释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并允许作为一个阶级表达连贯和突出的政治利益(2015,215)。

罗斯指出，对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期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暖版本”
(2008,36)。很容易看出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因为社会绩效的价值完全被简化为管理指标。
伦敦的《资本的自愿奴隶》借鉴了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鉴于资本的弊端，为什么人们继续为资本服务，而没有克服它?情感及其行动的力量可以由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触发(这一点在关于情感的文献中经常被忽视)。一根“最后的稻草”可以触发群众，当制度权力，在斯宾诺赞意义上的“pouvoir”，不能再包含人们的“悲伤”，我们的相互情感和入伍的conatus将驱使我们反抗。伦敦赞同斯宾诺莎的“愤慨”观点，即政治影响在这里发挥作用。欢乐、欲望和激情(如我所说，还有看不见的劳动)在经典意义上被资本占有。伦敦问，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是否可以用来再生产抵抗的主体性，在那里“集体的人类生活再生产自己”，他说，“使个人从属于制度关系的激情有时也可以，重新配置自己以对抗这些相同的关系”
(伦敦，2014,138-139)。 专注的压力和一次性被人类生产力的量化、机器般的形象所培养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强化，并被永久的负债进一步强化，导致一种永久的不足感(Gill 1995)。跟踪和监测技术似乎提供了关于人类能力的客观数据，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它们的社会背景。它们只衡量用户，制造了一种错觉，即不稳定的工人——由这些技术所属的情感和社会领域构建——与人类——人类身体能力的定义点——是相同的，而我们应该从这个点开始——一个限制政治和社会可能性的“人性”的外部限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衡量情感、感觉和身体反应，但用新技术在颗粒级上划分和分配工作涉及到对严格意义上的情感的捕捉——这是人类行为的社会和心理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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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反应。这些技术只测量由不稳定情感定义的范围内的方差，提供了一种虚幻的、伪客观的观点，来看待这个范围之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对所有生活和工作进行量化的意识形态延续了精神控制身体的形象，因此，从斯宾诺莎的角度来看，它将身体的力量包含在一个主要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管理自我、量化的生产绩效、神奇的唯意志主义(Magical voluntarism)。巴特勒(2004)的作品《不 稳 定的生 活》(Precarious Life)将身体视为包含死亡、脆弱和能动性的(26)。虽然这篇文章本身并不是关于抵抗的，但她承认了共同的“生命的脆弱性”(Lorey 2010)，并呼吁左翼政治旨在围绕我们的肉体和脆弱性定位我们的“平等和普遍权利的规范性义务”(同上)。也许现在是时候让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认识到自己(我们自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一个不以不安全感为牺牲品，而是建立团结的替代方案，一个不需要单一领导人的政治构成，一个激活的根茎状形成，不需要正统意义上的阶级同一性。不稳定现在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被用来指代被抛弃的工人、弱势群体、那些生活与持续的风险和压力捆绑在一起的人。在国际层面，正在讨论如何在解决针对妇女和男子的暴力行为的基础上形成一项新的劳工公约。在“从不稳定工作到体面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工人打击不稳定就业政策法规研讨会上，工会会员、国际工会联合会、全球工会联合会、工人团体和工会会员齐聚一堂，讨论了“一起占领”运动所指出的不稳定状 况上升的症状。不断升级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以及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和经济崩溃。这些会议产生的文件概述了问题，并强调了可行的应对策略，包括如何组织和使工人之间的非正式团结和抵抗成为可能。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部门，ACTRAV，在2012年组织了不稳定工作研讨会，以寻找方法来减轻“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由于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对这些危机的软弱政策反应而遭受不稳定”这一事实(ACTRAV 2012)。1)这些行动没有预料到的是，零工工作的急剧增加，在许多城市已经无处不在。
21世纪初，我和一群不稳定的数字工作者谈论了他们在曼彻斯特Fab 

Lab中心的工作经历。新出现的画面是过度劳累和压力，这与创造性和数字劳动自由的主流形象相矛盾:我已经在全职工作中处理了不合理的期望和不可能的管理文化……我希望压力更少，自由更多地从事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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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处理经常性的过度工作和资金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经济衰退，人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玩?目前都是工作。
临近截止日期的压力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人体工程学如何，每天坐12个小时以上对你的健康和姿势都有害。
我们需要现实的期望。你可以暂时一周工作80个小时，但你必须记住，从长远来看，这对你没有好处。

这些来自IT和创意产业零工的语录揭示了一系列持续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不合理的业绩预期，以及压力(通过激励和能力和必要性的自我概念)。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工作需要灵活性、志愿服务和剩余价值的提取，这意味着一种新兴的自我感知形式使不稳定的零工工人处于“活跃的暂停状态”(Berlant 2011,256)。

5. 艰难时期的推回(Pushing Back in Hard Times
5.1. 零工工作中的日常抵抗形式

马格斯·杜赫斯特是CitySprint英国有限公司的当日医疗推车快递员，也是英国独立工人协会主席。我问杜赫斯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五年中，她目睹了哪些变化。杜赫斯特回答说，无论是在快递行业还是外卖行业，手持电脑(XDA/PDA，如Palm Pilots)和应用程序等技术都在不断发展。这些技术将过去发生在纸上的事情数字化，主要用于收集签名，以授权提取和收集包裹。然而，相关设备也允许公司通过GPS实时跟踪所有快递员的活动，并监控每个阶段的收集和交付过程。杜赫斯特说: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数字审计跟踪中被跟踪。这与快递员过去用纸工作，完全依靠使用无线电(Walkie Talkie)接收工作的日子大不相同。现在一切都是数字化的，自由少了很多，控制也多了很多，这意味着我们的“独立性”少了很多，尽管我们的合同上说我们是完全自由和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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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杜赫斯特，在她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权利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她指出，虚假的独立承包商(IC)/分包商合同在零工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她告诉我，数字化、自动化和算法管理的兴起已经兴起，并指出“结合起来使用，它们是有毒的，旨在剥夺数百万人的基本权利”。我问她，在她的工作环境中，哪些权利被剥夺了。杜赫斯特回答说:“全都是。唯一能保护我的立法就是《平等法案》了，但那只会保护某些特征，而且无论如何都很难赢。假期工资、国家最低工资、病假工资、养老金、育儿假、裁员、税收和(国民保险)缴款……都通过IC合同被取消了。” 马格斯和她的同事们为了应对零工工作所面临的压力，建立了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WGB)的分支机构。这是我们发现的创造变革最有效的机制——因为它有助于巩固一个支离破碎的社区，并通过集体斗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伦敦的三大快递公司赢得了三次20-30%的加薪;CitySprint、Ecourier和Absolutely Couriers。我们还拿下了一家小型应用公司Gophr，但他们最近退出了协议。我们还在四家大型快递公司的法庭上挑战我们的IC地位。我们在8月份的Deliveroo罢工中也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我们没能阻止新的薪酬结构的到来，但我们帮助工人们升级了罢工，创造了大量的积极宣传，帮助人们把零工经济的光明照了出来，暴露了它固有的矛盾——这些显然也存在于快递行业。
我问他们，在组织和改革工作方面还能做些什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这样做?杜赫斯特指出，组建零工经济工人工会的困难在于，很难接触到不断流动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分散在大面积地区。杜赫斯特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立法迫使公司从一开始就允许工会加入，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工会需要更加努力。”她指出，一个问题是，工会通常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这只会阻止行动。杜赫斯特说，她经常听到大工会抱怨反工会立法和缺乏参与，并指责政府为什么他们没有获胜。在她看来，

[T]这是错误的态度，是不作为的处方，是失败主义者。如果这是一种态度，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当然你也无法说服任何人采取行动。Deliveroo罢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自动的:司机们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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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罢工开始后提供帮助。它暴露了政府、企业和工会的失败!!现在，大人物们慢慢地觉醒了，准备好了，但我怀疑会发生什么。一如既往，我们将依靠工人们自己有勇气采取行动，推动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一位名叫英格丽(Ingrid，化名)的仓库工作人员在英国的一个仓库工作了11年，她向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穿戴式设备的信息，该设备于
2016年2月在她的工作场所推出。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仓库车间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使用这种手戴式扫描仪。目前的研究人员询问工人们被告知这些设备将用于什么。英格丽德回答说，管理层告诉工人，这些设备将为管理层提供任何错误的信息，以及谁在仓库里犯了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帮助，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英格丽德指出，在实践中，这项技术不仅被用于跟踪个人错误，还被用于跟踪个人的生产力和工作和休息时间。工人被告知，管理层将根据这些数据举行个别磋商，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在设备实施后的几个月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间隔里，工人们被告知，有人将在几天内被解雇，而且设备上的数据是决定解雇谁的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英格丽德并不清楚这些数据是如何被解释的，从她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最近他们解雇了两三个人，他们是根据谁做得最少来决定的。也许是在5月份，那时工作比较安静。他们解雇了3个人:其中一个很懒，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但另外两个人都很好。裁员前一周，管理层说:“大家要小心，因为我们要从临时员工中解雇一个人。”于是每个人都加快了速度。
英格丽德表示担心数据积累实际上是被操纵的。在一个案例中，她和同事怀疑，在放大监控期间，特定的人被分配了更容易的任务。虽然仓库工作人员被允许加入工会，但英格丽表示，她不是工会的成员，也不知道她的工作场所有任何会员。无论如何，在技术整合之前，没有与相关工会或工人进行过协商。英格丽说:

我们意识到，跟踪可能会被用来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更快地工作，也可能被用来解雇员工。但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身体上我们已经不能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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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量化工作场所实验与A(e)有效阻力从2015年到2016年，荷兰办公室的一组专业工作者进行了一项他们称之为“量化工作场所”项目(以下简称QWP)的实验。多达50名员工可以选择获得FitBit人力资源活动追踪器，最终约有35名员工接受了这项服务。一些员工订购了不同尺寸的手表，但没有到货，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最终导致大约25名参与者在项目运行的一年中，在不同的时间点被雇佣。该公司聘请了数据分析师约斯特·普拉特尔(Joost Plattel)，他为参与者设置了个性化的仪表板和RescueTime。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会收到工作日生活日志邮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主观生产力、幸福感和压力进行评分。采访结果显示，人们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编码类别中增长率最高的是自主性、对指导和支持的渴望以及对隐私的关注。从项目的第3个月到第8个月，人们对QW项目是否对行为改变产生影响的看法下降了48%。虽然在项目开始时，参与者不确定是否需要为个人参与项目设定目标，但到项目结束时，表示设定目标是好事的回应数量增加了27%。到第八个月，员工对项目的不确定感下降了70%。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反映在对项目的投入程度上(见表1)。
重要的是，该项目在变革管理期间运行，因为一家跨国公司吸收了一家较小的公司，该公司曾是一个由房地产和工作设计顾问组成的紧密团体。较小的公司

表1:访谈结果:“量化工作场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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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并领导项目。我从负责项目的经理那里得知，这个项目是朝着更敏捷的工作场所迈进的一部分。项目经理表示，他的目的是帮助员工适应灵活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变化是可以预料到的，繁文缛节也会减少，他还想看看员工的自我意识、压力、幸福感和“福利账单”(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在过渡期间受到了影响(2015年10月5日采访)。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期望员工通过使用高强度的调查设备，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效率，从而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身体方面。该公司对比较主观和客观衡量的生产力很感兴趣，这与健康、活动跟踪和“可计费性”有关。我没有获得该公司收集的有关改善活动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和可计费性的数据。然而，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公司在任何地方工作的趋势，在一个类似零工的场景中，这在项目合并到位的时候是鼓励的，也导致了团队合作的增加;以及效率的提升。此外，合并对所有在小公司工作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QWP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小公司工作。因此，他们的变化经验和情感劳动是通过QWP实施的过程来衡量的。在公司进行合并和收购过程中，员工被期望管理任何情绪或情感影响。我对参与者的采访表明，由于对隐私的担忧、对数字设备有效性的担忧以及对此类项目所产生的企业监控的担忧，他们出现了退出项目的抵制行为。
第一批访谈中的回应显示出对FitBIt读数有效性的怀疑，以及对更多设备智能的渴望:

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FitBit有多可靠。
[…]这个东西[FitBit]可能比记录我的数据更智能。

在第二次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很沮丧:

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我只是把我的东西填进去，但是我没有得到好不好的答案，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工作。第一批采访中的一条评论表明，员工最初认为会有更多的“关于隐私的抱怨”。然而，在最初的采访中，只有3条评论表示担心管理部门正在查看个人数据，尽管在最后的采访中这一数字增加到
21条。大多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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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对企业的隐私做法持谨慎态度。在第一次调查中，66%的人同意“消费者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公司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控制权”;62%的人不同意“大多数企业以适当和保密的方式处理他们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43%的人不同意“现有的法律和组织实践为当今的消费者隐私提供了合理的保护水平”。 对于“你对量化工作场所项目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的回答是，
我对这个项目仍然(有)甚至更多的怀疑。而且我也不经常戴
Fitbit。当我戴它的时候，是为了我自己，看看我有多活跃。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职场行为，发现并没有太大变化。这证实了我一开始的想法。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手段。

我并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九名受访者表示，在头两个月，他们要么放弃了一段时间，要么完全放弃了FitBit。一些人几乎整个项目都在使用FitBit，而另一些人使用不到一个月或偶尔使用。在整个项目中，FitBit的使用显著减少，这可以从所有员工记录的每月平均步数中反映出来。前三个月内记录的平均步数下降了30%，六个月内下降了50%，到最后下降了75%。这些结果表明了对QWP的明确抵制，并对这种在敏捷期管理情感和情绪劳动的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6. 结论数字化的工作将身体和思想结合在心灵的标志下，作为管理(精神)控制的技术，Rose(2001)称之为“生活本身的政治”。然而，困难在于，这种政治并不像福特主义或中世纪主义那样与“生活本身”对话。它所谈论的是一种特定的定量的、空间的生活再现。哈特和内格里(2000)强调赋权，说明了后福特主义气候中的情感和非物质劳动为抵抗和形成社区提供了可能性。管理策略中对情感的强调可以看作是与劳动控制和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Hartmann 2002，引自Carls 2007, 46)。作为一种抵抗的工具，情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一种结构发挥作用，它使我们的行动能力(通过身体)得以实现或失效。我们可以对比工具性关系和表现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是指身体被精神“利用”以追求理性目标，表现性关系是指身体或情感力量通过精神在世界上表达自己。数字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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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发生在工人、客户和往往是无形的管理形式之间一种高度工具化的关系中。最后，我评估了数字化工作中情感抵抗的可能性。情感是“行动的力量，它是单一的，同时也是普遍的”(内格里1999,85)。这预示并启发了德勒兹对情感或力量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的区分。情感劳动是在情绪表达之前发生的内部工作，既涉及可能导致抵抗的潜意识劳动力的可能性，也涉及潜意识情感自我压抑的可能性。它与工作的生物学方面有关，即:

劳动直接作用于情感;它生产主体性，它生产社会，它生产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活劳动……(哈特1999,99)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情感是一个强烈的具身的概念，它指的是身体相互影响并共同产生社会生活的积极方式(并不总是以有意识的方式)。情感的完全积极实现意味着“行动的力量”被制定，团结是非物质的，也变得有意识和有形。因此，情感超越了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操作系统的严重威胁，例如零工工作环境中的接口管理。简而言之，情感团结将导致最难停止的抵抗形式，因为，类似于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技术控制的侵入性管理技术，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Simondon(1958/1980)通过描述技术对象在个性化时具有无限可能的用途，将跨个性作为与解放的联系进行了讨论，但他指出，它们的汇合是它们有用并成为一个系统的点。他以“量身定做”的汽车为例，指出只有非必要的部件是偶然的，并且“与技术存在的本质相抵触，就像从外部强加的死物”(18)。西蒙东为人类作为技术的组织者辩护，指出自动化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整的，总是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4)。他说，“远不是一群奴隶的监督者，人是技术对象的永久组织者，这些技术对象需要他，就像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需要指挥一样”(4)。以类似的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个体存在，而不会变得原子化或充满敌意，并认识到，正是我们的相互关系增强了我们的力量，防止我们放弃人性，把人性委托给机器人(2)。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观察到，早期工业化是如何把活劳动变成机器的一个活生生的附属品，作为机器行动的手段，也把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作为资本实现过程的一个简单环节来加以吸收”(马克思1858/1993,693)。他补充说:“(机械)知识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工人在这里是“多余的”(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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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858/1993,605)。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确定了劳动过程中的机器，并描述了机器量化、抽象和分工的能力;他评论说，“工人的活动，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是由机器的运动而不是相反的，从各个方面决定和调节的”(1858/1993,693)。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能动性甚至权威与机器等同起来，在机器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对抗，作为统治它的力量;一种权力，作为对活劳动的占有，是资本的形式”(1858/1993,693)。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被机器改造、控制和吸收。很有可能，工人们开始抵制传统的管理形式和机器本身(见Moore 2017)。
数字化工作，在敏捷性和不稳定性的当代背景下，最终证明了机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生命本身的秩序”的象征(Merchant 

1999,227)，它加速了劳动过程，使其走向可能忍受的悬崖边缘，并将工人拖到了一起。工人对零工工作的数字化方面的反应，以及他们对这里概述的量化工作场所公司主导的项目的明确脱离，表明了对围绕新控制机制的紧张关系的认识，当代劳动过程中持续的斗争，其中敏捷性是一个关键模因，以及对终身管理策略进行审查的迫切需要。这一章探讨了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对这个勇敢的终身工作新世界的抵制，在这个新世界中，对看不见的劳动的监控和跟踪可能无处不在。未来的研究必须着眼于这给工人带来的风险，以及在量化的工作场所中出现的针对调节和控制方法的抵抗形式。

注释
1本章的一个版本已发表在Adam Fishwick和Heather Connolly(2018)的《紧缩与工人阶级抵抗:艰难时期的生存、破坏和创造》(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中。 
2在测试克劳德·香农和爱德华·o·索普在麻省理工发明和设计的第一台可穿戴计算机时发表的评论，用于赌场轮盘赌(索普1998)。 

3数据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apr/23/numberof-

zero-hours-contracts-in-uk-rose-by-100000-in-2017-ons 
4 Lukasz Piwek为本项目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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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超越压抑:对菲比摩尔章节的反思
Elisabetta Brighi

UK政府最近委托撰写了一份调查工作幸福感问题的报告，特别是精神疾病对UK经济的影响。这份名为《职场繁荣》的报告由HBOS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和心理健康慈善机构Mind的首席执行官撰写，报告估计，
UK企业每年因心理健康问题付出的成本为990亿英镑，并表示每年有
30万人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失业(《卫报》2017年)。尽管该报告内容丰富且广受欢迎，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因缺乏对现在公认的紧急问题的批判性参与而脱颖而出。首先，该报告依赖于对精神卫生的概念化，狭隘地关注其经济“成本”，而不是其对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其次，该报告没有调查精神健康问题、工作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包括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该报告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众所周知的短期权宜之计:为员工提供弹性方面的电子学习模块，并为雇主加强对员工心理健康和福祉的监控。并讨论了情感和

Brighi,  E.  2019.  Beyond Repression: Reflections on Phoebe Moore’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45–15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
10.16997/book29.k. License: CC‐BY‐NC‐ND 4.0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146

超越苍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适当地隐藏在“数据”烟幕后面的异化的影响，解决方案仍然是一样的——将责任直接转移到个人身上，并将常态病态化。菲比·摩尔的这一章及时介入了关于情感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日益重要的讨论。以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论断为出发点，即在全球化的、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影响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格”，因此“必须得到控制”(内格里1999,86,87)，摩尔研究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情感维度，并描绘了技术是如何实现这种控制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观是，生产力的禁令完全占据了情感和情感领域，使健康成为另一个表现维度，就像生活成为工作的另一个维度一样。“零工”平台经济的数字化工作场所使工人的生活不稳定，他们的生活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弹性的必要性所破坏，而劳动力的技术管理则无情地监控、跟踪、衡量和制裁工人。正如摩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稳定性因此成为最纯粹的异化形式。
关于情感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文献广泛研究了情感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被动员和货币化的方式(Hardt 1999, Blackman and Venn 

2010, Massumi 2015, Ilouz 2017)。这里涉及到两个趋同的问题:第一，情感似乎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真正货币;第二，是资本似乎已经完全占领了情感、心理和个人领域，即情感领域。摩尔借鉴了广泛的文献，并通过关注“终身工作”的特殊形式，即“需求经济”中的零工，为其做出了贡献。在这里，情感既是工作的核心，又受到工作的强烈调节。在零工工作中，工人生活中最亲密的方面，包括性格、情感和心理特征，立即被询问、货币化和监管。新自由主义对恢复力的要求意味着，工人必须不断地从他们的心理和情感资源中汲取资源，才能在一种不仅不确定、竞争激烈，而且经常以情感为代价的环境中取得成功(Neocleous 2012, 2013)。另一方面，今天的技术为雇主提供了控制和调节工人情感领域的能力，激励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再生产起作用的情绪(Atkinson 2015, Ahmed 2010)。摩尔的这一章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充分说明了这两点。
也许还需要更详细地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的影响，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或阶级。在这方面，有机会更多地参与那些文献，从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到精神分析，这些文献关注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之间，社会和经济条件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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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情感层面。然而，如果任何解放计划要取得成功，更清楚地理解异化的情感轮廓是至关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心理上的邪恶本质体现在平台资本主义中(Davies 2017, Tweedy 2016,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正如保罗·韦尔哈格(Paul Verhaeghe)最近所说，随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主导着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劳动力不断受到监控、跟踪和评估，工人被剥夺了任何自主性、控制、独立和最终意义(2014a)。这种极度依赖的抑郁状态与极度客观化的狂躁态度共存，从而产生了许多撕裂性的自我认知:一方面，信仰自己最终要独立地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另一方面，信仰自己是可以抛弃的，无足轻重的，完全依赖的。前者强化了关于支配、控制和生产自我(包括其影响)的自恋和惩罚性幻想;后者则加剧了异化、遗弃和冷漠。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创造了一个无法容纳我们最糟糕的恐惧和本能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它加剧了这些特征，使它们相互对立，同时系统性地阻碍了社会互动的修复、创造和实现潜力(韦尔哈格 2014b)。德勒兹和瓜塔里(1972/2004)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精神分裂人格，而Žižek(2009)后来将资本主义与变态等同起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会转化为一种双相情感障碍的流行——或者，实际上，精神错乱，以及与之相关的分裂、投射和偏执倾向(Bell 2006, 2016)。摩尔在写“零工经济”的工作场所中，情绪受到调节的程度时，顺便提到了这些精神分析动力学: 除了肉体上的，情感上的零工劳动者不会利用自己的情感能力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情感压抑，通过这种压抑，所要求的从属表演侵蚀了他们自己的身心和身体健康。[斜体]

然而，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在新自由主义工作场所中旋转的情感、心理和情感动态超出了相对简单的压抑过程，无法在这一类别中耗尽。如果压抑是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心理机制，那么当前的状况就不会如此自我撕裂——超越它的可能性也就不那么难以想象了。
这就引出了摩尔这一章探讨的第二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这是情感抵抗的主题，也是构建一个能够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解放工程的主题。在这里，摩尔再次引用了迈克尔·哈特
(199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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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内格里，以及斯宾诺莎，提出了“情感和非物质劳动”提供“抵抗、集体主体性和社区形成的可能性”的论点。事实上，摩尔认为，“情感团结”导致了“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因为情感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运作系统的严重威胁”——这当然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控制它的决心。摩尔提出的材料当然是重要的——在这一章中有许多例子，工人行使他们的权力，通过退出项目来抵制新自由主义技术越来越多的侵入性影响，因为担心隐私和/或公司监控，或者将追踪技术所产生的不对称倒置，从而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控制权。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例子都不足以让人联想到“真正的替代方案”。正如摩尔所说，如果目标是“一种不以不安全感为牺牲品，而是建立团结的选择，一种不需要单一领导人的政治构成，一种激活的根茎状形成，不需要正统意义上的阶级同一性”，那么所提供的数据就到此为止了。这不是一个数量或临界质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量问题，它指向了一个问题，即除了镇压问题之外，情感抵抗中真正利害攸关的可能是什么。根据内格里(2017)的说法，在全球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斗争将永远是出走和遗弃的结合。”脱离指挥和超越指挥的逃亡”。但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情感上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从心理上拒绝它的指挥，这意味着什么?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政治地感受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异化和压迫的词汇并没有深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情感纠缠中，从而允许解放项目的建设。摩尔写道:“为了在数字化工人中充分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是必要的。”然而，她也意识到，今天的离心力可能会瓦解任何“阶级”的概念。 

资本主义对情感的攫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完成了社会原子化的过程:它使异化臻于完美。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把阶级意识的可能性，而且把个人意识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事实上，它积极地以歪曲、操纵、控制和调节意识为目标。今天，抛弃和拒绝资本主义指挥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战场上，在这种极端个体化的层面上发挥出来，并归结为各种各样的辨别。反对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将“关心自我”的概念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化和自利的抑郁，享乐主义积累的版本，替代方案可能通过非奴性的技巧的表达展开
(Virno 1996,200)，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纠葛的自我意识;拒绝通过利用不安全感将不必要的焦虑感投射到脆弱的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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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揭开了自主性和独立的错觉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其虐待狂和暴力的含义;拒绝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商品来对待;相信人类有创造、生活、关爱和治愈的能力。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 1996)在 《 出 埃 及 记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一书中，称赞放纵是一种主要的美德，而不是大小便失禁。根据维尔诺的说法，失禁是一种粗俗的任性和对法律的无视，它闯入公共领域，目的是夺取其制度和权力——在多年的压抑之后，症状猛烈地爆发到意识中，这与这种破坏性是一样的。维尔诺认为，另一方面，放纵“不是对法律的无知”，也不仅仅是反对它——相反，它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诋毁它”，并且“以智力和政治行动之间系统互连的名义”(维尔诺
1996,199)。因此，其目的不是推翻国家，也不是夺取它的制度，而是要维护积极的特权、生活形式和“友谊”的“作品”，这些都是在途中取得和征服的，并非没有斗争。鉴于当代劳动关系的原子化，我认为，阶级意识的发展取决于个人意识的发展，而个人意识的发展反过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情感。任务可能仍然是教育群众，但今天的起点可能是一种“情感教育”——即关于解放和自我破坏的教育——在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动员起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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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再见孤岛奴隶:通过数字对象制作替代主题邱林川

1. 简介自从“数字革命”到来以来，我们一直被反复提醒着技术对象的解放力量。苹果公司标志性的“1984”广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他们的新麦金塔电脑可以将人类的主体性从“老大哥”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然而，30多年后的2017年，当iPhone迎来十岁生日时，我们回首往事，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画面:智能手机等数字产品不仅未能实现其解放的承诺(邱林川 2016a)，反而创造了新的奴役条件，以至于我认为废除数字奴隶制或奴隶制是一项势在必行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承担。
关键词“孤岛奴隶”最初是2010年香港和瑞士劳工活动家在一场跨国运动中发明的口号(见图4)，我在2016年的《再见孤岛奴隶:数字废除宣言》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提炼和充实。因此，这本书的标题是对那些在数字劳工运动前线工作的人的致敬，对他们的勇敢和创造力的致敬。这本书的副标题包含了“宣言”这个词，这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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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的想法更大胆。然而，我认为它非常符合我的目标，因为我希望提出两个挑衅:第一，数字媒体对世界和人类造成的伤害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要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第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使用同样的技术对象来抵制和废除新旧的奴役模式，重获人类的尊严，创造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主体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讨论如何定义21世纪的奴隶制，并将其应用于从装配线到数据矿井的数字资本主义条件。然后，我将简要介绍两种基本的奴役模式:一种是“制造奴役”或生产模式奴役，例如富士康的中国移民工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以其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条件而闻名，可以说，这与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相当。第二种模式是“制造”或消费模式的奴役，比如Facebook的免费劳动力和沉迷于数字设备的人。第2部分将重点关注通过集体抵抗、创意模因和纠察线上的社交媒体来进行反奴隶制斗争和数字废除的开放(Qiu 2016b)，这些可以在中国的工厂区和网上大量观察到。我的目标不仅是批评现状，也是照亮我们集体数字未来的希望。
但请允许我坦率地承认:我使用苹果产品已经超过30年了。我和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位电子产品消费者一样，对自己即将批评的产品感到自满。坦率地说，到达奴隶制的主题标志着我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旅程中的一个点。然而，我现在提出这个不太可能的想法，是因为我看到了将奴隶制与数字事物联系起来的巨大效用。对我来说，奴隶制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的状况，也不仅仅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挑衅的隐喻。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比较方法，将我们对数字媒体和劳工、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重新历史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恰好掌握了自2010年以来在富士康(Foxconn)工作中获得的太多分散的实证观察结果，为此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连贯的分析框架，也因为对中国数字媒体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方法论民族主义或中国例外论的影响。但是，在一个比较奴隶制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中国与世界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斗争重建为一个连续的、漫长的斗争过程。这种概念上的扩大可以成为理论上的突破。毕竟，奴隶制是关于将人类主体缩减为非人的客体，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的终极形式，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抵抗、反抗和主体性的再制造。

2. 概念化奴隶制(conceptualizing Slavery借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律研究的学术知识，我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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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阐述奴隶制定义方式的概念框架。
定义现代的奴隶制。图中显示，奴隶制的深层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个是奴隶政权随时间变异的能力。奴隶制具有惊人的韧性。随着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它也发生了变化(布莱克本，
1997)。站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流沙上，奴隶制的直接和有形的基础是地缘政治，我指的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综合体，它在海洋和大陆上扩张，现在进入了网络空间、智能设备和大数据的新世界。
奴隶制有两大支柱，其中之一是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 1982, 7)所说的“先天异化”。另一个支柱是被奴役者的反抗，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重新想象一个更好的数字经济和一个更人道的世界。虽然传统智慧通常只关注压抑的奴隶政权和疏远的奴役经历，但重要的是要强调，在过去或现在的奴隶制条件下，奴隶抵抗一直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Linebaugh和雷迪克 2013;雷迪克
2007)。奴隶制的最终目的是在不正常的劳资关系条件下剥削被奴役者的身体或身体部位(Fuchs 201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异化劳动的剩余价值必须从消费的过程中提取出来，消费主义的霸权文化占主导地位——这些文化现在被编码在企业算法中，这是通过操纵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奴役的最新工具。
最后，借鉴法律学术，特别是2012年《贝拉吉-哈佛关于奴隶制法律参数的指南》，我将奴役定义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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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而不 是 法 律地位。如果发现存在任何“附属于所有权的权力”——例如占有、转让或处置——那么这足以表明“类似于奴隶制的制度或做法”(Allen 2014, 213,220)。我将提出，第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奴隶制制度是17世纪的跨大西洋体系。虽然在16世纪就有非洲人被贩卖到加勒比地区，但直到17世纪，以糖为中心的种族结构、生产方式和跨大陆贸易才稳定下来。这种制度在18世纪急剧扩张，直到19世纪消亡，例如，1807年的《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终结了大英帝国，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了美国。但是，奴隶制在21世纪仍然存在。自2000年以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都曾利用奴隶制指控成功起诉过前民兵和帮派成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两个法院都承认刑事犯罪构成了奴隶制，尽管这一术语通常在历史上适用，因为它们考虑了图1所总结的事实条件。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这种对现代奴隶制的理解框架进一步扩展到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的世界中?

一些概念上的澄清是有序的。首先，我在这里批判的奴隶制类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奴隶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理解为发生在封建主义之前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就其目前的形态而言，21世纪的奴隶制是一种技术-社会的新奇事物。换句话说，目前这种形式的奴隶制以前从未存在过。此外，我们从历史研究中了解到，奴隶不仅仅是在种植园或工厂里辛苦劳作的贫穷劳动者，而且还有一种高级类别，即帕特森所说的“终极奴隶”(1982,299)，比如凯撒家族(原谅我的拉丁语)，即凯撒的所谓“家族”，他们充当了皇帝的代理人。他们可能极其富有和强大。但当皇帝不喜欢他们时，他们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被处决。这些“终极奴隶”有时也会造反，甚至会把自己变成国王和王后，例如，当土耳其奴隶在中世纪埃及建立马穆鲁克王国时。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代理人已经成为皇帝唯一的交流手段，而“对交流的控制就是权力”。这种关系的扬弃立即成为一种可能”
(1982,333)。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人主体间性被颠覆了，首先是在思维和符号互动领域，然后是在社会及其制度的现实世界。
第三个澄清是，奴隶制的概念不是种族定义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中学到了这一教训:“各色船员”的跨种族复活通常被认为是反奴隶制斗争的最强大形式(Linebaugh和Rediker 2013, 211)。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个有效的数字废奴运动——一个有效的全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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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当斗争超越了同一性政治，当被奴役者在共同被剥削而不是肤色的基础上形成团结时，斗争才能成功。
这是我基于上述概念化的主要论点:数字资本主义复兴了奴隶制，但它也刺激了以解放为前提的新的反奴隶制运动。发展这一论点，我们拥有一个概念镜头，打开了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思维。它使我们能够在17世纪和21世纪之间来回穿梭。更具体地说，我的比较分析遵循了图2中概述的三种三角交换模型。左边是17世纪欧洲、西非和新世界之间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这一点无需赘述，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建立在非洲奴隶、糖和金钱流动基础上的格局。底部是21世纪的奴隶制。在这里，苹果被挑出来是因为它与富士康关系密切。然而，这不仅适用于苹果，也适用于其他主要电子产品品牌，如三星、华为、索尼和亚马逊Kindle。从结构上讲，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堪比四个世纪前欧洲与西非的交流。它们一起扩展到数字消费和社交媒体的新世界，在那里，用户生成内容(UGC)可以说是新的“糖”。右边是一种反奴隶制交换的新模式，其中有组织的“网络劳动”作为网络社会的第三个支柱，与网络企业和网络国家形成辩证关系。网络劳动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创新通过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实现(Qiu 2009)，这是

图2: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三种电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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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创建集体和行动导向的工人生成内容(WGC)。WGC汇聚于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导致数字网络化行动(DNA)，这为网络劳动产生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实践，从而为区域和全球的反奴隶制的替代电路做出了贡献。本文的其余部分在图2的左侧和底部比较了物化、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两个回路。然后，我们将放大到反奴隶制和新主体形成的循环，这只是走向真正的、可持续的、系统性变革的再主体化和再人性化的一种模式。

3. 奴隶制的两种模式:制造与被制造奴隶制有两种模式:一方面是制造型或生产型奴隶制，另一方面是制造型奴隶制或消费型奴隶制。在制造业领域，故事始于地球的深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包括童工在内的矿工在军阀的控制下，甚至在枪口下开采钶钽铁矿等“血矿”(Van Reybrouck 

2014)。这些矿物质对于我们智能设备中的电子元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部件是在大型工厂组装的，比如富士康的工厂。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大约140万名工人(Mozur and Luk 2013)，这支军队的人数比美国所有武装部队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富士康的劳动条件如何?该公司首次受到媒体关注是在2006年，当时记者潜入了位于中国南方深圳的富士康“和平”宿舍，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多达300名工人睡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巨大房间里的三层双层床上。据住在那里的一名工人说:“汗味和脏脚令人窒息”(张和李，
2006年)。这让我们想起了中部航道奴隶船的下层甲板，非洲人的尸体被挤在一起，在拥挤的空间里窒息，通风极差。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劳动尸体的转移，他们没有自由，无法逃脱。在档案和《为奴十 二 年》等近期的电影中，非洲人或非裔美国奴 隶的拍卖都有很好的记录。在富士康，我们遇到了中国内地职业学校派到工厂的所谓“实习生”。他们通常是快30岁的年轻人。没有在富士康工作三个月，他们根本无法毕业。在学校，他们主修会计、英语或制药。在富士康，他们被分配到最繁琐的装配线工作，例如制造iPhone后盖(Chan Pun and Seld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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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采访了他们的生产线负责人，了解到这些“实习生”每天都要站10个小时制作iPhone手机壳。第一周，所有女实习生都会泪流满面;第二周，所有男生都会因为腿部剧痛而哭泣。但他们又不能离开，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了。学校和工厂都从这种被奴役的身体的转移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如果工人得了职业病，比如白血病，该怎么办呢?如果员工因工受伤，不能再工作怎么办?工厂是否会按照中国劳动法的要求对他们进行照顾?不会。在2016年的书中，我记录了几个令人悲伤的工人被丢弃的案例，比如张的案例，他在富士康因工伤失去了一半的大脑(Qiu 2016a)。这与大西洋贸易中非洲人的尸体成为负债后被丢弃并无本质区别。
最可怕的悲剧发生在2010年，当时15名富士康工人在6个月内从高层建筑跳楼身亡(Chan和Pun 2010)。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系列的自杀事件。然而，如果我们回到跨大西洋贸易，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的劳动纪律和社会控制装置，以防止被奴役人口试图自杀:防跳网(见下图3)。
据18世纪中部航道幸存下来的奴隶男孩奥劳达·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说，他目睹了非洲同胞跳过那张网

图3:一个典型的富士康大楼被防跳网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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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想死，想从奴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埃奎阿诺1789/1995)。当时，防跳网是奴隶船的标配。当跨大西洋贸易在19世纪被废除时，这些渔网就过时了。但在2010年，它们再次出现在生产i-产品的富士康大楼的楼顶上。有三层网:顶部的“天网”，底部的“地网”，中间密封窗户和走廊的“中网”。富士康声称已经拆除了防跳网，尽管当我参观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厂时，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由于中国的媒体审查，我们没有关于富士康自2010年以来自杀事件的完整报道。但他们仍在继续，正如徐立之自杀所表明的那样，他现在是中国文坛著名的工人诗人，他于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跳楼自杀(Tharoor 2014)。2016年8月，在郑州富士康(Foxconn)，也就是大多数最新款iphone的生产地，我们仍然有可靠的消息称，一名工人在组装iphone 7后跳楼身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制造业的奴隶”:因为沿着装配线及其周围，从全球和长期的视角来看，21世纪的电子血汗工厂和17世纪大西洋系统的奴隶制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国家。它更像是一个行星系统，我称之为“应用程序”，即一个新的全球制度，它不仅生产小玩意，而且生产致命的异化、物化、奴役、处理“无用”劳动力和防跳网。
接下来我们转向“制造的”或消费模式的奴役。它始于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少年，他在2011年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买了一部iPhone和一部iPad。这是一个自愿奴役的极端案例，是一个人类主体被剥夺灵魂的极端悲剧。究竟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狂热地拿自己的健康去换小玩意呢?他这么做是因为同辈的压力。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狂热地沉迷于自己的i-devices呢?历史上的比较是几个世纪前大西洋体系中令人上瘾的实体，如烟草和酒精，尽管17世纪三角贸易的真正推动力是糖，包括糖生产的副产品朗姆酒。如今，我们的电子产品中也有类似的功能:Facebook、
b微信、Candy Crush(甚至连名字听起来都很甜!)上瘾的结果不仅仅是硬件或软件，而是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西德尼·明茨称之为“去社会化饮食”，当消费被规范化和个性化，以满足消费品生产和营销的节奏，而不是社区和家庭的社会文化需求时
(1985,121)。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从历史上看，新世界奴隶生产的增加必须与旧世界消费的增加相匹配。当系统生成时，消费主义的霸权文化是应用程序统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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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是新世界体系的一个支柱，它和它的生产机构一样不可或缺。一种强烈的上瘾实体来自游戏和社交媒体平台——就像那些对糖、酒和烟草上瘾的人一样。当我们上瘾时，我们就失去了自由(Schull 

2012)。
评估成瘾的另一个角度是，看看应用程序机制能够从我们身上榨取多少时间。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剥削的一个关键维度。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积累最终是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获取——要么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要么通过强化生产过程(马克思1867/1992)。根据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 1997,581)的研究，1800年，大英帝国控制下的所有奴隶贡献了25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主要是在糖田和相关工厂工作。如果我们对富士康进行同样的计算，根据我的计算，这家现代数码设备工厂在2014年消耗了48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也就是
1800年的两个大英帝国。Facebook从我们身上榨取了多少时间?我对
2014年的保守估计是，仅使用日活跃用户总数就有6530亿小时，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大约相当于261个大英帝国或137个富士康。
朱迪·瓦伊克曼(Judy Wajcman, 2015, 178)在《紧 迫的时 间》一书中写道:“‘i’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麻醉剂。”她继续说，恢复人性的一种方法是恢复我们的“暂时主权”——使用同样的数字工具作为工具——反奴隶制，恢复和重新发明人类的主体性。

4. anti - slavery: Resistance Through and Beyond WGC随着天空越来越暗，我们看到了更亮的希望之星。奴隶制不是世界末日。相反，它是人类物种重新获得主体性和重建主体间性的不断斗争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也构成了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以争取自由——所有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自由，他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设备。
在历史学家中，关于反奴隶制的思想有两股。一种强调由精英、受过教育的人、律师、宗教团体和中产阶级(包括白人救世主)自上而下地废除奴隶制(Clarkson 1839;Eltis和Walvin 1981;Drescher 2009)。另一派通过被压迫者——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土著人民、妇女、文盲、黑人雅各宾派——的眼睛来看待反奴隶制，他们抵制来自基层和自下而上的权力(James 1938/2001;Linebaugh and 雷迪克 2013;雷诺兹1981)。虽然我是废奴主义者，但我的作品更倾向于第二股，强调被奴役者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来自历史文献的三个见解，它们为我的分析提供了线索。首先，反奴隶制有很多形式:唱歌跳舞、偷窃、破坏、绝食、自杀——这个名单还在继续(雷迪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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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奴隶制与反奴隶制、通融与反抗在全球和地区背景下并存。第三，血腥对抗是例外;更常见的抵抗形式发生在文化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以及在主体制造、反制造和再制造的不断过程中
(Genovese 1976)。考虑到这些历史模式，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基础设施，在塑造
Appconn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Pun Lu Guo Shen 2011)。另一个地缘政治因素是，北京方面试图引入台湾资本，以实现统一“伟大中华民族”的目标。这使得地方政府机构——以市政府的形式相互竞争，拼命争取企业的青睐——在北京的传统权力中心之外脱颖而出，深入到国内。中国的国家，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仍然是社会斗争和权力争夺的关键舞台(Zhao, 2008)。这意味着，如果能向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等主管部门施压，迫使其履行基本职责，Appconn并非不可战胜。ACFTU是一个战略性的机构空间，中国工人往往比知识分子更了解它。
今天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和信息“无富人”的崛起(Qiu2009)，这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类别，为网络劳动力——数字时代的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技术社会基础。这些是收入和资源较少的农民工等群体，但他们对政治经济现状的投入也较少。衡量穷人的一个粗略指标是受教育程度。当中国官方互联网统计部门在1998年发布第一次关于用户人口统计的调查结果时，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大致为无学历群体)占全国所有互联网用户的41.1%，这一数字在2008年攀升至78.8%，在
2016年攀升至88.4% (CNNIC 1998;2008;2016)。近九成的中国网民属于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会在网上和线下交流些什么?

西方媒体和中国商业媒体都习惯性地把中国工人描绘成温顺、听话的样子。当富士康“自杀快车”发生时，这起悲剧引起了轰动。但当工人们在“自杀快车”发生后立即进行反击时，媒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可言。然而，这场斗争每天都在继续，并且经常通过微博(中国类似twitter的数字平台)进行在线直播。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工厂工人使用网络视频来记录他们的集体反抗，例如对暴力警卫的反抗。然而，最常用的图像是剧照，例如2014年豫园鞋厂罢工时拍摄的剧照(Qiu 2016b)。
回顾过去，我们不仅看到了“在纠察线上使用社交媒体”的无数种方式(Qiu 2016b)，而且还看到了工人阶级主题的至少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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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数字媒体促成的形成。2004年之前，行动集中在即时通讯工具QQ上。2004年至2009年间，网络论坛Weblog以及播客和视频网站吸引了更多关注。自2009年以来，微博和b微信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平台在现有平台之上不断积累，工人的集体经验也是如此;最有趣的发展可能是毛主义和新毛主义的网络组织，这些值得在未来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如此丰富的工人反抗背景下，将WGC(工人生成内容)视为UGC之外的另一种途径是有意义的，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约束之外的主体性。在很多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社交媒体上流传的WGC可以与非洲中部航路期间的歌舞相提并论。在不熟悉的观察者看来，它可能显得毫无意义和混乱。但对圈内人来说，它可能是无比的精神和诗意，令人满足和强大，挑衅和有趣。然而，我认为，尽管中国的WGC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今天社交媒体在纠察线上的行为仍然不如大西洋革命历史上的行为引人注目。
(Linebaugh and Rediker 2013)。图4左侧著名的韦奇伍德反奴隶制奖章是18世纪废奴运动的一个显著标志。它的浮雕设计是一个带有基督教信息的非洲形象——“我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兄弟吗?”——被复制成各种各样的材料形式:精美的瓷器、手表、金针。这种废除奴隶制的“模因”跨越了社会各阶层，超越了地理和历史的限制。它激发了大量反奴隶制的努力，并与之联合起来，从《汤 姆 叔 叔的小 屋》等文学干预到从农产品中提取血液的“免费农产品商店”，

图4:韦奇伍德废奴奖章(1787年)和奴隶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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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棉花和糖(本质上是19世纪的公平贸易)。相比之下，21世纪中国乃至全球的数字废奴运动还没有发展出如此有影响力的模因。它在建立联盟和改造更广泛的社会方面也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在整个历史跨度中，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学习。

5. 结语这篇文章的主要信息是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尽管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与中国或亚洲劳工有种族特殊性。是的，这两个被奴役的群体远隔重洋，彼此相隔几个世纪。是的，作为被奴役身体最典型的形态，存在着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转变。但他们既被物化了，又被剥削了，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新老殖民主子压垮了。正是这种征服、异化、物化和暴力镇压，构成了他们最牢固的纽带——跨越种族范畴、跨越国界、跨越历史。
在这一点上，应该清楚的是，数字媒体仍然处于奴隶制的阴影下，现在从中国和刚果投射到Appconn和大数据算法的新世界。因此，设想一种替代体系并帮助其实现是势在必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数字劳动概念。必须看透数字资本主义，并理解装配线和数据矿井内部当代劳动条件的恶化，这绝不是巧合。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可以从非洲的大西洋抵抗运动和美国废奴运动中学到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文化抵抗的中心地位，物化的劳动通过再主体化的过程加入到反奴隶制的斗争中，消费者倡导可以在恢复我们在生产和消费模式中的主体间性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创造新的革命主体方面汇合。另一个教训是一种极大的赋权启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奴隶制，尽管外表可怕，但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已经并且将会被击败。本文首先对奴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条件下的恢复力做了注解。让我们以不同的注释结束:反奴隶制的力量和恢复我们集体人性的努力更具弹性——如果我们回顾废奴主义者在过去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想象一个替代的后资本主义世界。根据我的理解，18世纪80年代的全球奴隶制度，以及它对政治、文化和宗教力量的利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今天的大数据资本主义，或21世纪的奴隶制，远不如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秩序强大。然而，它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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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之后，跨大西洋贸易开始崩溃;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反奴隶制立法于1807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通过。记住这一历史记录，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感到绝望和绝望。我们确实应该带着信心和集体的乐观意志一起行动。

致谢本章受惠于香港普通研究基金项目“工人阶级公共领域:富士康自杀快车以来的媒体与行动主义”(项目ID: 146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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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雇佣工人，不是奴隶:对杰克·邱这一章的反思彼得·古德温

杰克·邱的这一章，就像他的书《再见，奴隶:废除数字的宣言》(邱，
2016)一样，有力地揭露了隐藏在“数字革命”浮华背后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劳动条件，以及遭受这些条件的人对这些条件的抵抗。同样有力的是，他将富士康(Foxconn)和苹果(Apple)在21世纪初全球化资本主义中所处的地位，与17、18世纪国际资本主义中大西洋奴隶贸易所处的地位进行了比较。考虑到他如此有效地提出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乃至道德重要性，吹毛求疵似乎几乎是不得体的。
但是，尽管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真理，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种背景下质疑奴隶制的概念。邱是否可能牺牲了一些重要的分析严谨性，以获得毋庸置疑的、受欢迎的辩论效果?正如邱在本章所概述的那样，在他2016年出版的书的第二章中，奴隶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各种形式。它在历史上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前现代性遗留下来的产物。而且它总是产生各种形式的

Goodwin, P. 2019. Wage-Workers, Not Slaves: Reflections on Jack Qiu’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65–167.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
10.16997/book29.m. License: CC‐BY‐NC‐ND 4.0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166

被奴役者之间的反抗。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那么奴隶与雇佣工人或无产者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是奴隶归资本家所有，可以买卖(连同她或他的全部劳动力)，而雇佣工人保留她或他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并将其出售给一个资本家或另一个资本家。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历史上，这种区别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它不重要，那么林肯1863年在美国内战中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和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也就不重要了。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写于美国废除资本主义奴隶制时)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差异:

奴隶是特定主人的属性;工人确实必须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但不能出卖给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他可以选择把自己出卖给他所希望的任何人;而且他也可以更换自己的主人。所有这些差别的结果，就是使自由工人的工作比奴隶的工作更密集、更连续、更灵活、更熟练，且不说这些差别使他适合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马克思1976/

1864,1032-1033)。我怀疑邱是否会不同意这些。但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话语中，工人和奴隶的区别一直都是不明确的。一个灰色地带是，很多雇佣劳动都涉及到市场之外的强制因素，从黑帮老大到公司警察，到捆绑住房或公司宿舍，再到卡车系统，等等。邱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真实而可怕的灰色地带。话语的灰色地带是，从现代工人阶级的到来开始，劳工组织者和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通常是修辞性的，“工资奴隶制”或“工资奴隶”。而在美国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养活欧洲纺织厂的时期，社会主义者有时会指责拥有工厂的废奴主义者忽视“自己的”雇佣奴隶，而真正奴隶制的支持者有时也会指责他们虚伪，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反动事业。正是在探索这些真实的和修辞上的灰色地带时，邱的论点的力量所在。但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邱所谈论的工人是雇佣工人，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奴隶，即使在邱所记录的消除怪诞虐待的战斗取得胜利后，他们仍将是受剥削的雇佣工人。
邱强调了反奴隶制历史的一面——奴隶反抗和奴隶叛乱的历史——而另一方面，更广为人知的是，有道德动机的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历史。因此，除了揭露虐待行为，他还关注富士康工人的反抗和反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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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描述奴役的另一面，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修辞层面，都不那么可信。邱区分了两种奴役模式:“一方面是制造型或生产型奴役，另一方面是制造型奴役或消费型奴役”。我们刚才谈论的(富士康工厂的工人)是邱的“制造或生产模式的奴隶”，尽管我批评了邱在技术上把工人和奴隶混为一谈，但在这个“生产模式奴役”上，我对他的论点的主旨绝对没有异议。但在我看来，邱的第二个“消费模式奴役”在分析上似乎既单薄，又具有完全相反的修辞力量。
邱举了一个例子，“2011年，一个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少年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买了一台iPhone和一台iPad”。他指出，这是他所谓的“自愿奴役”的“极端案例”，他的意思似乎是上瘾。虽然17世纪三角贸易的真正推动力是糖，包括糖的副产品朗姆酒，但历史上的比较是几个世纪前大西洋体系中令人上瘾的实体，比如烟草和酒精。如今，我们的数字设备中也有类似的功能:Facebook、
b微信、《Candy Crush》。他总结道:“当我们上瘾时，我们就失去了自由。” 我怀疑“上瘾”一词是否有助于描述社交媒体或数字设备的普遍使用(记住，邱自己说过，他卖肾买iPhone的例子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人们接受它是有帮助的，那也不能使我们这些今天需要
iphone或Facebook账户的人成为“奴隶”，就像它不能使18世纪需要定期摄入糖的所有阶级的欧洲白人成为“奴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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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数字政治





第十四章

批判还是集体?交往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
乔迪·迪恩

1. 简介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与批判”，讨论了数字时代数字行动主义和批判的可能性。作为行动主义的限定词和批判的条件，数字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谈论的是我们目前网络媒体、个性化大众传播和支持它的设备生产的状况;我们谈论的是大数据，是交流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另一方面，在用“数字”来限定行动主义和批判时，有一些东西不太清楚，即主体的潜在理论。在对数字行动主义和批判的研究中，政治主体的概念是什么?这个主题是如何受到数字时代的影响的?这种影响
(如果有的话)是否最好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理解，或者“数字化”实际上是否标志或周期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决定我们环境的方式的某种理解?(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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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媒体研究中，当然是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坚持认为，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及其劳动、生产和价值的范畴来分析数字媒体，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的信息范畴来分析。)在我看来，“数字”将我们引向我们在传播资本主义中的环境。它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政治主体，不如说是阻止这个主体出现的过程，尽管如此，这些过程有助于集中和聚集，而这些集中和聚集是主体出现的机会。 

我认为政治主体的理论对于任何行动主义和批判(数字或其他)的方法都是重要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例如，我们是否认为，政治主体必然是一个行动主义主体?还是我们假定它是被行动、被服从、被制约或被决定的?同样，我们是否想象政治主体参与或受到批判的影响?在线上的分享和评论、推特风暴和脸书更新，是政治主体的实践吗?黑客或写博客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把这个话题当作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它是否存在于以它的名义进行的行动和事件中，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存在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简要概述了一种政治主体的理论(以拉康为锚)，它将斯洛文尼亚的主体观作为结构中的缺口(Žižek和dollar;参见我在Dean, 2016年的讨论)与早期巴迪欧(2009)强调主体化和主观过程作为对主体干预的反应。其次，我通过转向群体来阐述这一理论。人群不是政治主体，但他们的“平等主义释放”(我从卡内蒂
1984年取的一个术语)可以发挥的影响，可以追溯地归因于作为他们主体的分裂的人民(作为我们其余人的人民[Dean, 2012]，一个被压迫者的革命联盟)。第三，对群体的强调使我们能够在交际资本主义对复杂网络及其链接的幂律分布的动员和依赖中找到“掘墓人”。然后，数字网络的政治就形成了一个“一”对“多”和维持主体差距的双重问题——一种集体而非批判的政治。最后，我将我的论文与哈特和内格里的网络化生命政治方法进行对比，以证明政党形式作为革命政治所必需的视角、工具和组织手段对我们今天的相关性。
我不想直接进入理论讨论，而是想从幸存者和制度的角度描述我想解决的一般问题。当代理论和行动主义的两个主要主题围绕着幸存者或系统。因此，一些活动家和理论家，更不用说许多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深深投入到同一性政治和交叉性中。他们认为同一性是政治的一个重要场所，必须捍卫和主张免受多重侵犯和伤害。他们既缺乏团结的社会和政治协会，也缺乏经济上可靠的未来，因此提出了多重交叉的挑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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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他们把这些挑战想象得像他们一样，是具体的，而不是普遍的。由于机构的背叛，他们对有组织的集体缺乏信心。因此，他们自发地重复着依靠自己、单干的主导命令，尽管他们已经对阻碍他们“单干”的障碍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倡导者认为宜居性、生存能力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成就。因此，在这一理论和行动主义的脉络中，《幸存者》成为当代政治主题的一个关键人物。然而，即使社交媒体和左翼政治文化更广泛地对幸存者进行了估值，当代理论的另一股力量却使自己远离了人，远离了任何类似于主体的东西，甚至远离了人类。对这些理论家来说，理解现在需要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关注系统——地质的、银河的、算法的、混沌的等等。我们在强调灭绝、衰竭、物体和事物上看到了这种普遍的动向。这两种理论潮流对应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的拆解，以及传播资本主义通过网络媒体/信息化强化资本主义。大学、学校、家庭和工会不那么稳定，更多的是在不断变化。社会福利保障在人们为自己负责的名义下被拆除。社会团体和机构的崩溃使个人更容易受到剥削、暴力和胁迫;他们更有可能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或威胁，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人。现在，照顾好自己似乎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而不是社会福利体系解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到令人讨厌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想要跟上时代。自发的反应是个人的:愤怒、要求有所作为、呼吁变革。沟通资本主义为这种自发的个人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些媒体奖励即时的反应，如推特、状态更新、签署请愿书、给代表发电子邮件——个人活动都隶属于被认为真正重要的单一行为:投票。所谓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使个人屈从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个体化的政治实践。工作不那么可靠，人们觉得一切都更有竞争力，更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的信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选择被下载到个人身上，尽管这些个性化的选择对我们生活的真正决定几乎没有影响，在一个卫星、光纤电缆、服务器群、大数据和复杂算法为高速交易提供动力的环境中，使准时生产成为可能，强化劳动力市场，将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
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将自由主义描述为用伦理和经济取代政治。我想说，当与传播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对幸存者和制度的意识形态投资(分别是伦理和经济学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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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迫使(社交媒体鼓励并包围)个性化的自我修养、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自我吸收，与此同时，传播资本主义安装并加速了非个人的决定过程、回路和系统。单一性的、被渲染为独特的、高度个性化的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完全决定性的、超出他们控制的环境。幸存者挣扎着在不适宜居住的条件下坚持，而不是抓住和改变这些条件。系统被呈现为决定我们的过程和对象，是可以观察和描绘的东西，甚至可以预测或哀悼，但永远不会影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没有一个人能带来改变。个人可以有政治感受，而社交媒体鼓励这些感受的表达和传播，通过当天的愤怒产生情感强度。个人可以记录和报道——这是这一事件的照片，这是我对这条新闻的感受。个人甚至可以说话——社交媒体(就像无政府主义政治一样)告诉我们，没有人能代表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说话，即使声音的不和谐意味着感觉被倾听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都被要求倾听。但我们怎么能倾听每个人，甚至很多人的声音，而不试图让彼此变得更简短，即使是140个字符，也根本不可能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又变成了观众吗?做一个免费的内容提供者的代价，也就是成为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演出的永久观众的代价?不是大众媒体的观众，而是个性化媒体的观众，一种我们为自己策划的、由许多人组成的媒体?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对幸存者和系统的意识形态配置，让我们很难看到政治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脆弱的个体、强大的算法和地质力量，但我们完全忽略了能够采取政治行动的主体——分裂的人民，在历史上被描绘成工人阶级、农民、失业后备军、被殖民化的人、那些反抗奴隶制、反抗父权制、反抗压迫的人。交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去主体化的系统运作，而那些把政治焦点放在算法、对象、地质和灭绝上的人，则提供了这种去主体化的意识形态表达。但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从作为政治主体的分裂的人民开始的方式。
2. Subject: The People as Subject正如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我们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政治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事情，不是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创造的东西。这些环境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被限制的，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无限可塑的。历史的重复并不是同一事物的重复;曾经的悲剧，后来变成了闹剧。用更Žižekian的术语来表达，重复可以作为否定、消极或死亡驱动，不仅会造成僵局，还会造成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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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Žižek(以及Mladen dollar)来说，这些断裂就是主体:主体就是结构上的缺口。我的主张是，政治主体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缺口，因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这里的人民，我指的是分裂的人民;无产阶级化和被压迫的人，而不是作为民粹主义整体的人民)。在他们的自我关系中，人们总是与自己对立。他们遇到了他们交往的实际的、物质的限制，遇到了他们的共性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压力。他们对自己作为“人民”的反思性关系的过度是政治的扭曲。政治发生在人们与其自我组织之间的非同一性、差距或扭曲中。政治主体化迫使这种非同一性，使它被认为是主体的影响。“政治的主体”不仅仅是任何的空隙或缺失。政治主体是通过积极地占领人民的结构性缺失而出现的。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治主体是集体的，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是实际的、物质的，是我们肉体存在的状态。人民永远不可能是政治性的(或者换句话说，“人民”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他们只是作为部分、作为子集、作为主张而存在。人群占领公共广场、民选议会、军队参战和民意调查都是如此。这些都是必然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偏袒——部分与(想象的)整体之间的鸿沟——是政治主体化的激动人心的原因。即使作为部分，人民也只是暂时存在的。他们可能试图把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曾经记录在文件、实践和组织中，这些文件、实践和组织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并代替他们运作，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片面的存在和运作。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建新的机构并不能消除集体与人民之间的最小差异。因此，政治的条件，仅仅是人民和实际走到一起的集体之间的这种实际的物质分裂。人民内部的分裂一直向下延伸。它不能局限于一些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想法(因此，包括他们将解决差距的问题)。它也不能被渲染为表征的问题(并因此通过本体论来解决，仿佛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表征，我们的异化状态就可以通过重生而得到本体论的圆满来补救)。当然，它也不能通过寻求以偏好聚合的形式取代工会和政党等政治形式的平台来解决。这样的技术修复再现了沟通资本主义关于幸存者与系统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有个人需求的个人面对着他们无法控制的大型基础设施。我在这里想到了Alex威廉姆斯的定位，即“围绕过时的结构统一原则构建的政党和工会”，这是为了支持“能够承载未知范围的偶然政治行动”的平台而需要克服的东西(威廉姆斯
2015,227)。“结构统一”的表述不仅歪曲了面对敌人时行动统一的政治需要，而且党(特别是在列宁的版本中)命名为“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忠于事件的灵活组织”(boste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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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威廉姆斯忽略了忠诚、一致性的因素，事实上，“纲领”的政治维度，即一个政党的纲领宣布其承诺、价值观、计划和意图。“一系列偶然的政治行动”根本没有指明一种政治;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对Facebook和Twitter的拥抱。
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没有完全呈现给自己。冲突和矛盾的欲望和动力使人民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永远在努力表达、遭遇和解决自己的非知识。作为政治的集体主体，人民只不过是这种差距，是许多人通过和反对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要求、陈述和制度的力量或推动力。经济(过度)决定了主体化的设定。它配置了我们在其上组织主体化后果的地形。回到我的论点，政治不可能有任何出发点，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开放的、无条件的歧管中发生的。相反，它是在一个被一种根本的对立所撕裂和建构的环境中向前推进的。因此，经济，作为社会特征的生产方式——数字或其他——并不能决定政治主体。正是这种断裂或鸿沟的主体化的设置，证明了主体的力量。进一步说，经济是围绕这一证明进行斗争的背景——如果有的话，断裂意味着什么，这一意义可用的术语和图像，以及支持或反对某一事件是政治主体的影响的给定证明的各种力量的集合。
人群——集体，暂时的异质统一——有助于说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是如何在空隙中出现的。

3. 人群——集体的力量在过去的十年中，人群和抗议活动向我们展示了人们感受到他们的集体力量，以及许多人在预期中留下差距的能力。这种“在预期中刻下的缺口”在占领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最终，人们开始抗议，起来反抗。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和希腊，人们群起反抗民主的分离;在各种各样的反紧缩抗议活动中;在波兰和爱尔兰要求生育自由的抗议活动中;2017年1月21日美国女性的大规模抗议，等等。然而，让人群在预期中制造差距的力量，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挑战。人群具有破坏性、创造性、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暂时性。他们不会持久。人们回家。人群在政治上是不确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是出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原因、感情和冲动(这就是为什么采访单身参与者没有抓住重点;你不能采访一群人——在这里，我想到了保罗·格巴多(2017)的《面具与旗帜》，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很有趣，也很重要。格巴多将人群分解成个体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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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做，他能够将破坏性人群事件的国际链减少到公民参与，“公民主义”，从而消除了2010-2011年各种占领和示威活动对现状的挑战。伴随着人群信息的不确定性而来的力量，在人群分散时就成了弱点。人群没有政治;它是一个政治的机会——这是另一种说法，人群铭刻了一个缺口;它打破了预期，打破了日常，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或朝着什么方向。
群体如何获得政治取决于对群体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是否忠实于群体的平等主义实体。在《人群与权力》一书中，伊莱亚斯·卡内蒂(1984)将人群出现的时刻描述为“放电”。这是“所有属于群体的人都摆脱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感到平等”的时刻。在那之前，可能会有很多人，但他们还没有那么集中的身体和影响，那是一个群体。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加，力比多效应就会释放出来:“在这种密度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身体相互压在一起，每个人都像靠近自己一样靠近对方，一种巨大的解脱感随之而来。”正是为了这个幸福的时刻，当没有人比另一个人更伟大或更好的时候，人们才成为一个群体。卡内蒂给我们的人群是一个奇特的欢 爽 的 吸 引 者，一个集体享受的形象。人群的力比多能量使他们在一个欢乐的时刻聚集在一起，卡内蒂将这个时刻描述为一种“平等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共同的归属感。这种感觉不会持久;不平等会随着人群的消散而回归。但在性高潮的放电中，“绝对平等的状态”取代了个体化的差别。我们从卡内蒂那里得到的，是作为绝对平等的群体形式的实体或本质。这种平等只是暂时的，但它对于人群的释放，即人群为之聚集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卡内蒂认为，人群的平等注入了对正义的所有要求。平等作为一种归属——而不是分离、权衡和衡量——是为对正义的渴望提供“能量”(卡内蒂的术语)的东西。群众集中了平等和对正义的渴望(并因此执行了马克思与工厂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功能)。群众事件可以登记为人民的运动。另一些人会把人群看作曾经的人民，因为她领会了平等主义释放的欢爽。她回应了在人群中交织在一起的勇气和正义，也许伴随着它的欢爽之后的一些焦虑。她的回应表明，群体事件的断裂是一种主体化(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巴迪欧[2009]在《主体理论》中的指导思想为指导)。他者把人群中的人，他们的集体力量，看作是被压迫者的普遍斗争。她把这种决裂看作是人民解放平等主义运动主观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人群不只是此刻在这里的这些特定的人。他们是为正义而战的人。忠于平等主义的释放是群体事件的结果;作为主体的人民因此被理解为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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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它的国家都不希望人民出现。所以他们试图修补裂痕，尽可能快地缩小差距。他们否认发生过的事情，依靠无情的媒体不断重复的新奇来转移和分散注意力。他们声称这不是人民的错;而是暴徒、暴民、外来者。他们让一切照常进行，公民像公民应该做的那样参与。左派的自发反应通过强调特定的群体、问题和身份，通过强调谁不在那里，通过优先考虑他们自己对事件的独特解读，来挑战作为人群事件集体主体的分裂人民的主张。社交媒体鼓励这样的回应，越多越多样越好。交际资本主义以多样性、混乱、不确定性，任何能分散群众力量的东西为食。

4. 数字网络的中心特征——幂律分布
然而，传播资本主义仍然产生了群体。我们可以很快指出几种不同的群体: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追随者和用户群体;工厂里的工人群体(参见Jack Qui的书《Goodbye iSlave》[2017])，以及Christian 

Fuchs对数字劳动力的详细案例研究);商品和一次性物品的人群;大数据群体(事实上，大数据可能是当今数字时代最强大的群体符号之一);以及那些因网络经济加剧的不平等而被剥夺工作、家庭、生活和未来的人群。这些人群需要用幂律分布的“长尾”来理解——多对一。交流资本主义刺激了产生幂律分布的网络的产生。它依赖于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一般领域或公地的创造和圈定。从共性中出现了一个“一”，即处于顶端的那个，点击量或链接最多的那个，重磅炸弹或超级明星。在这里，剥削包括刺激一个领域的生产，以寻找这个领域，然后将其货币化。许多人贡献，许多人工作。一个人得到回报。领域越大，这个人就越强大，越有价值，或者越精英。不平等是复杂网络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特征，即以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正如Albert-Laszlo Barabasi所证明的那样，复杂网络遵循链接的幂律分布。在给定的网络中，第一名或顶部的物品的链接数是第二名物品的两倍，第二名的链接数比第三名的多，以此类推，这样，底部的物品之间的差异很小，但顶部和底部之间的差异很大。很多小说都是写出来的。很少出版。售出的更少。只有极少数成为畅销书。Twitter是另一个例子:它拥有超过10亿的注册用户;一个流行歌手，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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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有超过9400万粉丝。大多数人只有200个。大众媒体用“80/20法则”、“赢者通吃”或“赢者通吃”的新经济特征、“长尾”等术语来表达复杂网络的幂律结构。 

请注意，不管我们谈论的是哪种网络或领域——小说、Twitter、亚马逊、b谷歌、电影——内容都不重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依赖于对传播的剥夺和剥削。任何交往行为都等同于任何其他行为;它们的意义或使用价值不如它们的交换价值重要，即它们可以被共享的事实。一个反响是，资本主义已经将沟通纳入其中，以至于沟通不提供一个批判性的外部。数量、数量和群众压倒了批判。在复杂的网络中，这个体积，这个数字，是按幂律分布的等级组织起来的:一对多。
在交往资本主义中，政治的挑战是使多数人的力量发挥作用——群体如何在自身内并为自身而存在，也就是说，群体如何产生可归因于作为其主体的分裂的人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功能是驱散为保持人群破裂所产生的鸿沟而做出的努力，因此，一度属于人民的东西，后来被遗忘、削弱、重新诠释。然而，它的过程产生了新的群体形式，集体试图通过这些形式来发挥自己的力量——话题标签、表情包、自拍和其他常见的图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标签是革命性的。相反，它们指出了随着批评失去效力而出现的政治机遇。

5. 哈特和内格里我已经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复杂的网络会产生层级。相比之下，哈特和内格里强调了生命政治劳动的民主维度。他们声称，同样的网络化合作结构产生了共性，产生了新的民主能力，甚至“使民主组织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成为可能”(哈特和内格里 2009, 354)。考虑到交流贡献的交换价值取代了它们的意义或使用价值，考虑到交流资本主义一方面推动了个体化和单一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将资源和权力集中于一方，很难看出他们对新民主能力的要求与90年代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有什么不同。这同样适用于新兴的民主组织，特别是考虑到哈特和内格里对“先锋组织”的拒绝。他们告诉我们，先锋队党对应于一种不同的、早期的劳动结构(无产阶级的一种不同的技术组成)。根据他们的周期划分，先锋队党对应于20世纪早期的专业工厂工人。二十世纪中期的技术工人则与那个时期的群众党相适应。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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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今天适合生命政治工党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民主的、合作的、自主的和横向网络化的。先锋党是不充分的，“不合时宜的”，因为它看起来不像当代生物政治生产的网络。
这一论点并不令人信服。复杂网络并不是哈特和内格里想象的那种水平的、合作的和自主的形式。正如Albert-Laszlo Barabasi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2003)所表明的那样，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恋产生了等级制度，并在最被选择和最受欢迎的人与许多不受欢迎的人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差异(参见我在Dean 2016,12 - 13中的讨论)。网络交流表面上的创造性、合作性和民主性并没有消除层级。它利用我们自己的选择来反对我们，从而巩固了等级制度。而且，正如
Barabasi对复杂网络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种层次结构并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是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恋的内在效应。反映生物政治生产的政治形式不会是横向的和民主的。它的民主将产生幂律分布、不平等的节点或结果、赢家和输家、少数和许多。我们在Twitter上看到了这种现象，人们通过热门话题标签进行斗争。话题标签提供了共同的名字，作为斗争的位点;当它们成为趋势时，它们就会从网络上数百万条未读、不受欢迎的推文的长尾中脱颖而出。民主因素——人们对使用和转发的选择——产生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让一些话题标签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很重要，甚至很重要。新兴的等级制度的事实表明，新兴的先锋队很可能是生命政治条件下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交流资本主义。复杂的生命政治生产网络的结构表明，与哈特和内格里相反，一个先锋党根本不是不合时宜的。相反，它是一种与网络化传播的动态相对应的形式。这种结构表明了哈特和内格里拒绝先锋党的另一个问题。他们把列宁的党描述为一个组织过程，这个组织过程来自于“高于”群众的运动。从历史上看，这种影射显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动荡的俄国革命背景下行动的多个政党、倾向和派别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活跃在被压迫工人和农民的运动中。运动本身，通过胜利和失败，短期和长期的联盟，新的合作形式，以及政治组织的进步，产生了党，甚至党也推动了运动。
对于哈特和内格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产生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哈特和内格里2009,354)。他们将革命斗争描述为一种建立共同社会的解放过程。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过程使新的集体习惯和实践制度化，从而巩固了起义。于是，机构就成了管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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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社会破裂的延伸，以及构成它们的人的转变。
这些机构和先锋党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这个党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语言和一套策略。它有建立在一起的方式的做法。它的目的是占领和扩大阶级斗争所代表的社会差距。正如格奥尔格Luká
cs所坚持的那样，列宁的党组织概念优先考虑了灵活性和一致性:党有而且必须有自我转化的能力。哈特和内格里所描述的起义在制度过程中的延伸是另一种理论化政党的方式。
哈特和内格里勾勒出一个诉求的平台，没有载体，没有为之奋斗的身体。他们的制度模型表明，一个或多个政党可以成为这样的载体，但哈特和内格里并没有将其平台呈现为政党平台，而是将其呈现为对现有政府和全球治理机构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但这些要求是谁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关于提供基本的生活手段、全球公民身份和进入公地的要求。哈特和内格里承认，“不幸的是，今天的统治权力甚至无意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哈特和内格里2009,382)。哈特和内格里的回应是笑声，“一种创造和欢乐的笑声，牢牢地扎根于现在”(哈特和内格里2009,383)。难怪他们不把自己的诉求作为一个政党的平台来呈现。这些要求是不值得争取的。它们标志着在对资本主义控制的共同限制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已经存在的潜力。哈特和内格里暗示，政党形式已经过时。我认为，当代网络不仅产生了“少”和“多”的幂律分布，而且新兴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当人们从已经从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先锋队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时——指出了政党组织出现的方式。当前这种趋势的例子包括采用共同的策略、名称和符号，将以前分离的、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地方政治和议题政治通过一个共同的名称联系在一起时，一个领域的成功会推动整个斗争。单独的行动成为自己加上所有其他的行动。他们灌输热情，激发模仿。我们许多人都相信，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知道，这个体系是脆弱的，它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是由一个压制性的国际国家结构把持的。然而，我们却表现得好像不知道这一点。党提供了一种形式，可以让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正如我们从列宁那里学到的，革命政治意识是在党内组织起来的集体视角，以党的理论和深远的历史任务为导向。没有党，人民是很难看清的。他们的行为被拉拢和取代，被引导和包装，以支持他们反对的制度。在交流资本主义中，多重抵抗模糊成一份意见和选择的菜单，选项与真相脱节。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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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斗争和他们的群体事件是由大学、文化和短暂的组织传达的，它们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作为活的资源而失效。系统的力量重新出现，成为重要力量的中心——沟通、流通、积累。如果我们想要打败这些系统，我们就不能重复或强化它们。我们必须抓住它们。这需要政治组织。那么，回到生存者和制度的主题:当代理论中的这些倾向遮蔽了主体的空间，使我们无法承认交往资本主义中的矛盾——但长尾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被组织、集中、政治化。更进一步，一些新兴的等级——话题标签、共同的形象、职业甚至政党等共同的政治形式——成为争论、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超越批判的是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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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主题、语境和批判模式:对乔迪·迪恩章节的反思宝琳娜·坦巴基

在《哲学与现实政治》一书中，雷蒙德·高斯对政治的理想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理想理论从他们假定为历史不变的“几个一般原则”开始(2008,7)。他们解释和证明这些原则，然后得出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的结论。这些理论缺少对高斯所说的“行动语境”的反思，即影响人类动机和塑造政治行动的历史情境(高斯 2008,9 - 11)。高斯坚持认为，任何负责任的(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些行动背景。因为它们构建并增强了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治可能被重塑的方式。乔迪·迪恩(Jodi Dean)对交往资本主义条件的研究就是这种框架的例证。
迪恩解释说，交往资本主义去主体化了。它使得人们很难看到有能力进行政治行动的政治主体，因为在这种语境下，执行这种行动的集体被封锁了。集体被溶解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愤怒的个人，集体被怀疑，被视为过时。与此同时，根据迪安的说法，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自我关怀的新自由主义口号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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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数。它们强化了个体生存的主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削弱了旨在改变——而不仅仅是批评——个体化趋势的集体化的前景。
对迪恩来说，集体主体有能力改变政治，这些主体在群体的平等主义释放中找到了原始表达。虽然这些释放是暂时的，但它们表明，有可能超越交往资本主义的个体化，最终是去政治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群(用户、关注者、话题标签等)以其幂律分布(传播资本主义矛盾地产生了幂律分布)，按照迪安的说法，为更有力
(因为它是分裂和集体的)的政治化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更持久
(因为它会在事件发生后持续存在);也更激进(因为它的目标是取代和夺取体制)。迪安认为，这一课题需要努力。政治组织，以先锋队的形式，推动着这项工作向前发展，取消了交流资本主义的正常化。或者用迪安的话来说:“超越批判的是集体”。这一论证无疑引发了关于批判的局限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理论一直痴迷于批判在变革政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从波尔坦斯基和恰佩罗呼吁重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艺术批判，以抵制资本主义(2007)，到强调为争夺和扰乱政治而出现的过度行为的斗争理论，很难忽视变革与批判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在争论、抵抗和异议暴露排斥的假设的背后，关于批判的好处已经形成了共识，就其为另类政治提供可能的开放而言。当迪恩告诉我们，为了改变社会政治结构，需要的是集体，而不是批判时，她动摇了这种共识。迪安认为，在交往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批判是不够的，她是对的。虽然关于当代政治的意义和实践存在着多种争议，但这些争议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像Aganaktismenoi或占领运动这样的群体事件，一旦事件结束，往往就会消失。个性化的机会也更多，而被理解为过程的集体化的机会很少。还有脆弱性、剥削、愤怒和从众——换句话说，去主体化，就像迪恩解释的那样。但集体化是这些发展的答案吗?或者用更夸张的说法来表达同样的问题，更多的政治是缺乏变革政治的答案吗?

毫无疑问，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集体声称要解决的问题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化和单一性的趋势激发了许多当代行动主义和某些数字批评流派。但是，如果在诊断中没有分歧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发现迪恩对交际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政治挑战的描述令人信服。然而，这种共识正是促使我进行第二步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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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恩的诊断是否最终会削弱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集体可以在幂律分配的开放中产生，也可以在幂律分配的开放中产生。对动词“can”的强调在很多方面都与文献中一个熟悉的、即使不是老生常谈的论点有关。当谈到被剥削者的崛起，甚至是墨守成规者的崛起时，考虑到他们在统治他们的制度和话语中明显丧失了能力，人们对他们的崛起能力产生了质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难看到如何克服交往资本主义的去主体化，超越个体化倾向，形成集体。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交往资本主义确实产生了群体，而这种群体向集体做出了姿态——尤其是当它们能够提供分裂、主体化和平等主义要求的微光时。但是，如果这些群体没有传递任何政治，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引起对群体事件的反应，那会怎么样呢?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集体因为丧失能力而无法形成，不如说是先锋队没能让群体的表象持续下去。当我们想到关于政治组织的讨论中固有的分歧时，那么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合理的，即先锋队可能无法立即对抗复杂的沟通网络所建立的等级制度。而如果先锋不能立即获得，那么群众可能就是我们唯一能做政治和批判的东西了。例如，当我想到占领运动时，我不能否认他们基于“我们是99%”的口号对体制建立的批评的有效性。然而，我想质疑的是，这种批评是否给政治建制带来了任何破裂——如果确实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破裂。换句话说，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提出的主张是，人群形成的批评可能在事件发生后持久，而不会立即导致任何变革性的政治。这种不断扩大的变革与批判之间的分裂，不仅要求我们认真地重新思考批判的目的(甚至可能是局限)，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民主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民主是开放的场所，不可避免地也是变革与批判的场所。
迪恩对民主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哈特和内格里对民主实践作为变革工具的信念。她认为，民主实践利用了不平等的结果和一对多的分配。民主被理解为“人民”使用和前进的选择，它产生了“重要的”标签，这些标签助长了不平等，巩固了等级制度。由于这些原因，民主，以及哈特和内格里偏爱的横向和自治组织模式，作为变革的平台太过有限，不是因为变革难以实现，而是因为这些机构很容易被取代，成为支持他们试图抵制的剥削制度的工具。这一发人深省的论点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变革是如何在民主制度内部和通过民主制度发生的(如果有的话)。的确，如果民主的词汇，如迪恩所暗示的那样，支持交流资本主义，那么也许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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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变革可能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投资民主制度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迪恩建议，现在是时候从民主制度中撤掉投资，并期待在共产主义共同的世界周围出现另一个更政治化、更平等的世界。按 照 哈 特 和内 格 里 的 说 法，她告诉我们的共同点是等级制度。它的等级制度要求一种激发忠诚和变革的对立政治。但是，如果这种共同(数字化与否)类似于雅克·朗西<s:1>(1999)通过警察的命令所理解的东西，从而作为一种不受集体(如果是短暂的)主体化以外的任何事物影响的东西呢?大多数设想另一种政治的尝试都面临着这种严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触及了由交往资本主义产生的现有焦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强我们的能量，重新审视政治、民主和批评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迪安的《集体还是批判》(Collectivity or Critique)起到了鼓舞人心、发人深省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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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平台党: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组织转型
Paolo Gerbaudo

1. 简介每一代人的宪法，著名的孔多塞提出，认为制度体系必须适应历史的变化。对于每一代人的组织形式，人们可以反唇相讥，见证政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历史变化。当一个人说出“党”这个词，即政党，至少对大多数左派来说，思想飞向一个非常具体的政党形式，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杜维格(Maurice Duverger, 1959)所说的“群众党”，这种政党出现在工业时代的高峰时期。但是，历史上也存在过许多其他形式的政党，比如19世纪盛行的名人政党。在大众政党衰落之后，出现了新的政党类型，如奥托·基奇海默(Otto Kircheimer, 1966)和理查德·卡茨
(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 1994)分别描述的所谓的“包罗万象的政党”和“卡特尔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政党类型正在兴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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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在不同的政治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形态。这就是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平台党”或“数字党”，即与数字社会相对应的“政党类型”，就像群众党反映工业社会的本质一样。
平台党也可以被描述为“数字化”，因为它采用数字技术作为沟通和组织的关键手段。这种新兴的模板体现了在数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平台政党的例子是多种多样的，在非常不同的国家背景下都可以找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北欧国家的“海盗党”(Pirate 

Party)、法国的“不受损害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以及英国的“动量”(Momentum)等组织。这些组织被描述为“数字政党”、“互联网政党”或“网络政党”，因为他们将自己呈现为新组织形式和数字社会新价值观的捍卫者。这种数字特征在其外部沟通和内部组织的不同深度上都是可见的。在外部，这些组织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的力量，或专门的YouTube频道，建立了庞大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基础。在内部，他们开发了一些在线决策平台，邀请所有注册成员讨论和投票政策、候选人和领导。然而，这些特征似乎不足以将这些政党归类为属于同一组。它们的共性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有一些东西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是合理的，即使其他也利用数字技术的各方被排除在这种联系之外。例如，为什么我们可以声称动量党是一个数字组织，而(英国)保守党不是?或者，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五星运动党比它的对手、中左翼的民主党更符合理想的纲领党类型?上面提到的跨越左/右鸿沟，经常声称完全超越它的阵型，有什么共同点?数字化政党的典型组织形式是什么?平台派对又如何反映数字文化的本质，以及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时代出现的主体性和权力的新形式?

平台党不是简单地在纯粹的工具意义上使用数字技术的政党，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其他方面保持过去的组织形式和动态;相反，这种变化要深刻得多，也要系统性得多。这些政党追求对其组织形式和理念进行深远的重组，其方式与数字社会的本质及其对直接性、非中介性、互动性、适应性和瞬时响应性的驱动相一致(Van Dijck 2013)。这些组织形式预示着一种修补和简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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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从而回应了公民与政治进程之间巨大差距的感知。它们追求定制化、适应性和互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类似于facebook、
Airbnb或优步(Uber)等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平台。
这种组织重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参与主义”，即信仰普通民众在讨论、决策和行动中不受限制的参与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导致一种纯粹的水平状态，也没有导致代表制和等级制度的全面终结，就像一些最狂热的数字去中介化的布道者会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事实上，虽然消除了官僚群众性政党中存在的一些中介形式，特别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和地方干部的中介层面，但平台党并没有走到消除高层领导的地步。相反，许多这样的政党都以强有力的领导为特征。他们既是“参与主义者”，也是“总统主义者”。在他们内部，去中介化的驱动力采取了组织两极分化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超级领袖——一个有魅力的、媒介化的、名人文化知情的领袖——在超级基础中反映自己，并与超级基础结盟——一个由所有党员或“用户”组成的高度活跃和反应迅速的数字集会，这发现了日常参与社交媒体对话的新机会，以及在所有这些组织建立的在线“参与平台”上进行的讨论和决策。

2. 从工业党到平台党在每个历史时代，生产方式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模式”的东西之间往往存在类比，即当时普遍存在的一套组织机制、实践和结构。换句话说，政党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们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组织结构，而是为了有效而必然包含和反映任何特定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倾向的现象。
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尔科·雷维里(Marco Revelli)所主张的那样，群众性政党——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体现了适合于那个时期的社会经验的组织结构和形式。这个党开始变得像福特主义的工厂，通过建立一个坚实而沉重的组织结构，其特征是外部的强烈封闭，以及内部的等级和垂直整合。因此，群众性政党是工业社会的完美镜像，它倾向于“将大量的人以稳定的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将他们安排在坚实和永久的结构中”。(Ravelli 2013)。党被设想为一个工厂，政治必须通过集体的“政治工作”来生产，就好像它是一种制造，受到泰勒主义效率和合理化标准的启发。在这样的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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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分子相当于流水线上的工人，地方干部相当于生产技术人员，中央委员会相当于企业管理机构”(同上)。用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在《监 狱 笔 记》(the Prison Notebooks)中的表述，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党是一个“现代君主”:一个神经中枢，通过它来协调政治行动，征服国家，同时控制社会，遵循伟大的福特主义工厂(1971)的垂直整合逻辑。由于从六十年代开始发展的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文化转型，这种组织模式陷入危机，主要是由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积累模式削弱了工人阶级和旧资产阶级。新的抗议运动的兴起，1968年的学生抗议、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和城市抗议，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垂直整合的社会日益复杂的标志。新自由主义时代猖獗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取代了-工业时代的政治战斗性。
群众性政党危机为政治科学中通过一系列概念讨论的新政党形式开辟了道路:“职业选举党”(Panebianco, 1988)、“包罗万象的党”
(Kirchheimer, 1990)和“卡特尔党”(Katz and maair, 1995)。我们分析的目的似乎是指出，这些术语最终指向同一个趋势:一个新的“轻”后福特主义政党的出现，作为大众政党的替代品。“电视党”是我在本分析中更愿意采用的术语，因为对于这种政党来说，电视，而不是新闻界或党报，成为与选民沟通的主要渠道，并取代了坚定的战斗性。这一转变涉及到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转变。首先，纲领党是一个失去活跃的激进分子基础支持，注册党员数量严重下降的政党。其次，它是一个不再具有群众党那种沉重的官僚结构，而是采用一种看起来更像选举委员会的轻结构的政党，正如“专业选举”政党的概念所表达的那样。第三，它是一个与群众性政党不同的政党，不再有明确界定的社会基础，而是根据情况寻求机会主义地从不同的社会人口结构中获得支持，因此它也被描述为“包揽一切的政党”，甚至是“意见党”;一个不再以预定义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是追逐稍纵即逝的愿望和意见的政党。
电视党是意大利人熟知的一种政党类型，因为它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他的“政党-公司”意大利力量党的政治冒险中得到了体现。对于这个政党来说，媒体进程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它可以进入电视，对民众具有影响力，在贝卢斯科尼的情况下，他拥有全国一半的电视频率，这保证了他的影响力。它也是一个引入了强烈的政治个性化的政党，其中面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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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以演员的角色进行政治表演，成为可识别性的核心来源，也是在公民和党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的手段(1971)。也正是因为它几乎完全依赖电视露面作为联系领导人和人民的手段，电视党因此失去了积极的战斗性的支持。
根据雷维里的分析，电视晚会体现了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个党不再像福特式的工厂，而是服务公司，尤其是传播和广告领域的服务公司，它们是后工业服务经济的先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他的公共广告公司(Publitalia)的地域网络和他的电视频道的媒体火力基础上创立了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电视党内化了用来理解和操纵人民欲望的营销和广告技术。它是一个由一小群传播顾问、民意测验专家和公关专家组成的政党。它将政治视为消费领域的延伸，并将公民视为“选举市场”，可以像对待任何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一样对待，其中战略区域由中间派选民代表，更有可能在政党之间摇摆。它也是一个在选民中产生被动态度的政党，这让人想起电视观众的“沙发土豆”习惯。一个把政治变成综艺节目，迫使公民陷入冷漠和幻灭的政党。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站在政党形态演变的一个新阶段。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的扩散，以及Facebook、Twitter、
Uber、Airbnb等许多Web 2.0公司的崛起，标志着生产方式的深刻转变，正在催生一种新型派对的兴起。数字党在其理念中反映了“网络社会”中出现的新趋势(Castells 2011)，就像大众党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性质和趋势，电视党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新趋势一样。第三，平台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强烈包容性和跨阶级倾向的政党。虽然这些政党依靠贫穷的中产阶级中较低和较年轻的部分来获得选举支持，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吸引阶级，而是吸引作为这些阶级一部分的个人。第四，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或者至少不是狭义的、二十世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纲领党没有改变社会的长期救世主般的愿景，而是对那些被认为是具体而直接的问题有偏好。
总而言之，用创业公司和软件行话来说，平台党是一个“轻巧”、“敏捷”但又强大的政党结构。它的组织骨架很轻，但在成员参与的深度和强度上却很强大;上层敏捷，基层反应强烈。因此，它结合了在过去的政党中似乎不可调和的两个特征:精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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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一个积极的，虽然主要是在有限意义上的“被动的”，激进的支持基地。
3. 作为纲领的党平台党是政党在社交媒体和应用时代采取的形式，此时，新的在线交流、工作和购买形式正在彻底改变各种社交模式。这种技术上的变革是如何导致政党性质的改变的?我们可以党、五星运动党和海盗党等组织大量使用的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对数字党有何影响?按照我们前面关于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类比的讨论，可以说，平台党内化了数字时代社会经验的新形式，以及在其中盛行的生产、消费和人际关系形式。这些趋势的核心是数字平台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平台党别名的起源:“数字党”。 

在政治科学中，“平台”一词通常用来指政党的政治纲领，即他们所追求和向选民提出的一套政策。然而，在数字政党的背景下，我们想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平台。这里暗示的平台是数字“平台”，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系列在线服务的内在逻辑，从Facebook和
Twitter到优步和爱彼迎等消费者应用程序，这些服务已经定义了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时代。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使用的数字平台是微型操作系统，是各种程序和应用程序的执行环境，使用户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活动:与朋友和熟人社交(Facebook);发布个人想法或新闻
(Twitter);寻找情感伴侣和性伴侣(Match.com、Tinder);叫出租车(优步、
Grab等);或预订住宿(爱彼迎、Booking.com等)。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这类平台的性质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议论纷纷。媒体理论家乔斯·汉兹(Joss Hands, 2013, 1)将平台定义为“基于“云”的软件模块，充当不同类型信息的门户，嵌套的应用程序聚合内容，通常由“用户”自己生成。在Nick Srnicek(2016, 

43)的新书《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中，他将平台定义为“允许两个或多个群体进行交互的数字基础设施”。因此，它们被定位为“连接多个用户的中介: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制造商
[…]，甚至是实物。”“在线平台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去中介化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方式。然而，这种去中介化的过程带来了更复杂的现实。事实上，通过去中介化，平台创造了新的数字中介，这些中介与新的权力关系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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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引入的去中介化/再中介化围绕着一系列关键要素:它们对用户产生的数据和信息的依赖，用“用户生成内容”一词来表达;它们高度的个性化;他们的聚合逻辑允许，例如，有相似兴趣的人相互认识，或者在某个地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或者广告商瞄准一个利基市场;这类系统的部分封闭或“封闭”特征，作为利用“网络效应”的手段。在线平台试图通过构建能够即时拦截消费者需求的系统来应对当代社会和经济的极端可变性;通过开发关于个人行为和消费者选择的复杂智能形式;通过创造新的服务来快速响应新的需求(或创造新的需求);通过新的经纪形式“扰乱”已有的市场，就像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等公司所说的“数字颠覆”一样。
平台各方反映了支撑社交媒体和应用世界的新平台逻辑的不同元素。首先，平台方在其业务中整合了一系列在线平台，从
Facebook和Twitter等用于外部通信的社交媒体，到WhatsApp和
Telegram等用于内部通信的各种即时通讯服务。其次，平台党开发了自己专用的讨论和投票平台:即所谓的“参与式平台”，这已成为他们试图建立直接和参与式民主形式的象征。这些组织采用数字公司的数据挖掘、聚合和分析逻辑，将其用于创造共识和政治动员的目的。与Facebook、Twitter和Airbnb等公司的情况类似，平台各方团结在同一个“数据库”公民中，这些公民尽管有各自的特点，但由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愿望而团结在一起。例如，法国Insoumise使用NationBuilder软件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竞选活动招募了50万支持者，只需让他们按一下“je soutien”(我支持)按钮。或者看看其他政党是如何利用参与式平台和社交媒体账户聚集数千名支持者的，而且往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此，在线平台不仅成为这些政党的参与性架构，而且有效地成为一种组织“脚手架”，用于弥补它们缺乏可靠的官僚结构，这种结构在20世纪的政党和工会中发现。

4. 云/创业/论坛平台党采用数字公司的平台逻辑，来体现一些与数字文化相关的典型功能和特征。平台派对的这种倾向在各种“面孔”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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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其运营不同方面的平台方:云方、创业方和论坛方。
首先，平台方是一个云 方，一个像在线软件平台一样可以被任何设备、任何地方访问的敏捷方。在这种背景下，数字通信成为构成传统政党组织结构的办公室、圈子和部门等物理基础设施的替代品。平台党也是一种创业党。它分享了初创企业的快速增长速度，它们有能力迅速扩大规模，以应对消费者对其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这种动态与这些政党与社会运动的相似性是平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经常被描述为“运动政党”——但也与这些组织的“气态”和极其灵活的性质有关，这是由于它们缺乏可靠和稳定的组织基础设施。然而，初创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儿童死亡率”很高。事实上，虽然有许多平台党成立，但很少有从初创企业成熟为成熟公司的。这些组织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启动阶段和热情支持氛围的营造。平台方试图激发基地的热情，在他们的社交媒体渠道上使用高度情绪化的沟通，并举办象征性的活动来展示他们所享受的支持，在这些场合中，他们虚幻的在线支持者群体暂时表现为实体人群。平台党最终是这样一个政党，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者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在其组织和交流平台上展开的讨论。因此，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论 坛 党，指的是维持其日常存在的在线讨论论坛，这些论坛构成了所有成员永久数字集会的场所，在那里讨论从当前新闻到政策，甚至到候选人和领导层的最多样化的话题。平台党这种参与性特征正是铭刻在其平台性质中，这使得该党类似于一种“容器”，其内容以过程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平台党生活中的参与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其正规化程度或高或低。一方面，参与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在facebook和Twitter等渠道上进行持续的讨论，最终告知这些编队的定位。另一方面，它是在决策平台上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的，这些决策平台构成了数字政党的真正核心，并且对这些政治组织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困境决策是在这里进行的。“我们可以党”、“五星党”和“海盗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参与式平台，这是这些平台政党最重要的组织创新。这些平台在标志着这些政党与传统政党的区别上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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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责对选民意愿充耳不闻的政党。这些参与性平台似乎不仅迎合了参与的欲望，也迎合了后工业社会的极端分裂和分散。
数字论坛就像古代的论坛一样，是一个聚集的空间，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否则会被原子化的个体可以参与集体讨论，并采用共同的身份。这种集群式的操作，与Uber、Airbnb等应用程序的逻辑，以及它们对用户进行剖析并将其聚集到微生态位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如果说在商业平台的情况下，目的是将消费者与给定服务的生产者联系起来，那么在平台方的情况下，则是将所有对某项政策和相关公共产品(如清洁空气或公共教育)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平台党是一种聚合系统，它回应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众——工业时代大众党赖以存在的关键隐喻——不是起点，而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讨论和审议中持续的漫长政治过程的结果，并通过认同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来实现，这位领袖作为从这种互动中出现的“普遍意志”的发言人。

5. Superbase和Hyperleader所有平台政党的核心承诺是超越现有民主的深度危机的新民主。这些政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他们诊断出，当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安全感和不公正，是选民与他们选出的人之间脱节的结果，是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需求的政治阶层的背叛。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平台政党利用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构建与数字时代的社会经验相适应的新型民主参与形式。平台党对激进民主的承诺，围绕着直接和参与式民主的崇高工程展开，在这个崇高工程中，公民完全绕过他们的代表。然而，这种技术乌托邦式的叙述与现实并不相符。采用或多或少激进的数字民主形式，并没有导致组织等级制度的彻底消除，也没有导致政党形式中固有的基础与顶点之间的不对称，而是导致了对这种关系的彻底重新定义。为了理解这种重组，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初罗伯特·米歇尔斯
(1915)提出的关于政党形式的本质和存在于民主、组织和代表制之间的有问题的关系的经典辩论之一。米歇尔斯认为，政党的特点是寡头政治的铁律，可以总结如下:民主需要组织;组织具有寡头倾向的特征，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个小的统治阶级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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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是不可能的。这些民主与组织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政党的背景下重新浮出水面。平台党被呈现为激进的民主政党，希望让公民对集体决策有直接的发言权，从而消除了被怀疑扭曲民主进程的调解形式。然而，这是一个悖论，它们的特点往往是存在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魅力型领导。这两种趋势如何共存呢?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准确理解这些各方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去中介化。因此，去中介化涉及到以牺牲中间结构、党的官僚机构和党的干部为代价，加强组织极端——基础和顶点。平台党将基础视为成员的同义词，但也指“超级基础”(superbase)的出现——用化学中的术语来描述一种极其基本和反应性的化合物——也就是说，成员由于持续参与在线讨论和投票而获得强大的议价能力。然而，在另一个极端，伴随而来的是“超级领袖”的出现，他享有巨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超级领袖的权力来自于参与决策平台，如前所述，这些决策平台主持各种提案和政治问题的磋商。
这些民主进程为普通成员参与以前由代表控制的决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促进了参与性政策发展新形式的有趣实验。然而，一些问题指出，这些形式的在线参与的民主质量有限。首先，人们对这些平台的工作人员在协商时机和问题制定方面所拥有的影响力水平提出了质疑。其次，此类磋商召开的频率过低，受到了批评。第三，在某些情况下，有人指控操纵这种磋商，这很可能是在没有外部验证的专有系统上进行投票的情况，就像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经常发生的那样。最后，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磋商都得到了高度预期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支持党的领导层所青睐的选项。普通民众的反抗非常罕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1月的五星运动 (Five Star Movement)中，尽管格里洛 (Grillo)和卡萨莱乔
(Casaleggio)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但选民投票支持废除非法移民罪。
然而，加强基地的权力并不意味着这些政党创造了一个横向的决策空间，这是主张直接民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希望的。超级基础反映在一个超级领袖身上，这是一种高度集中和个性化的领导，它在魅力领袖的身体上具体化。这一现象不仅影响政纲政党。在特朗普、桑德斯、姆萨伦钦、萨尔维尼和马琳·勒庞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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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在最多样化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反建制和民粹主义的形成中，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在“我们可以党”的内部辩论中，“超级领袖”一词被用来形容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超级领袖”被理解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的任务是在媒体领域代表党及其成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在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早期阶段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当时他把自己长期担任喜剧演员积累的象征资本借给了该运动。超级领袖往往也是创始人，没有这个人，政党就不会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数字公司创始人的情况类似，比如Twitter的杰克·多尔西
(Jack Dorsey)或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这表明，在2014年5月的欧洲选举中，选民在选票上“我们可以党”(Podemos)字样旁边发现的标志不是该党的圆形标志，而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坚定而愤怒的照片。从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到Linux的创始人莱纳斯·托瓦兹，在许多数字文化现象中，这位超级领袖和“仁慈的独裁者”的形象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这些人物的情况一样，超级领袖将自己呈现为党及其创始原则的最终保证人。超级基层的干预大多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需要超级领导人不断地后退，两者之间的冲突联盟是为了粉碎中间层——传统政党的官方的、沉重的官僚结构——许多人怀疑这扭曲了民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党完全没有这样的中间结构。他们依赖于一个人数不多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政治”人员的存在，负责管理他们的资源、沟通渠道和平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结构让人想起社会运动，严重依赖于志愿者提供的免费劳动力。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会呈现出“政治企业”的特征，一个政党公司，以恢复20世纪90年代用来描述意大利力量党的概念。在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的案例中，这种扭曲——不能称之为扭曲——是显而易见的。该党的标志被注册为商标，决策平台的管理被分配给一家私营公司——Casaleggio Associati。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传播咨询，而更接近于一家外包的政治管理公司。毫无疑问，与大多数传统政党相比，这是一种保证了高水平效率的组织模式，但这种效率是以民主和透明为代价获得的。平台政党内部正在出现的新的权威形式和组织形式，将是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说的是，海盗党、五星运动和我们可以党等新兴组织已经成功地颠覆了一种疲惫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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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展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来试验新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并促进了成千上万以前远离政治进程的人的动员。然而，数字政党也显示出他们提出的直接参与和脱媒的主张与他们对有魅力和高度集中的领导的依赖之间的重大矛盾。这些矛盾是否能成功解决，或者平台党最终是否会以另一种铁律取代寡头政治的铁律，这种铁律以超级领袖的仁慈(有时也不太仁慈)独裁为中心，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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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运动党-在数字时代赢得选举和改造民主:对保罗·格博多章节的反思
阿纳斯塔西娅·卡瓦达

政党在数字时代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保罗·格博多在他对这本编辑过的书的贡献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他们关注的是左翼和右翼的政党，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或西班牙的我们可以(Podemos)。作为对Gerbaudo观点的回应，我想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政党形式的演变可能更好地解释为通信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经济组织模式的影响;其次，Gerbaudo所描述的平台(或“数字”)政党也是运动政党，它们围绕着相互矛盾的目标——赢得选举游戏和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组成，这一矛盾可以解释它们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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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baudo令人信服地指出，他所说的“数字党”有三个关键特征:它基于位于云上的数字资产基础设施，它作为基层互动的论坛，它在敏捷性和“高死亡率”方面类似于初创公司。然而，根据
Gerbaudo的说法，加强党的基层并不会导致党的等级结构的减少。它只是稀释了党的中层干部，创造了一个充当党的化身的“超级领袖”。在追踪这些变化的过程中，Gerbaudo认为，“在每个历史时代，生产方式和我们所谓的‘组织模式’之间往往存在类比，即当时流行的一套组织机制、实践和结构。” 继Revelli之后，Gerbaudo认为，在工业时代，党被设想为福特式的工厂，采用等级和官僚结构来协调大量的参与者。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政党组织沿着强调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发展，而权力则集中在少数技术官僚手中。这种新形式通常被称为“电视党”，旨在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仅仅是代表特定政治阶层的利益。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平台/数字党构成了与以Facebook和谷歌等初创企业和数字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经济组织相对应的最新形式。虽然Gerbaudo对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类比令人回味，但他的文章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这些形式是相关的。Gerbaudo还暗示，在特定时代，流行的组织模式来自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因此，工业时代的政党遵循工厂的组织模式，而不是相反。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公司和政党的组织是围绕不同的目标组成的时候。前者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生产和销售商品和服务，而后者则以赢得选举和夺取国家控制权为目标。
另一种或许更合适的解释可能是，经济组织模式和政治组织模式之间的相似之处，部分源于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形式对政治形式的直接影响。因此，新的生产和分配技术改变了经济组织，这些技术影响了工厂的协调，以符合资本主义对灵活性和降低成本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党形式的演变是在一个日益“中介化”的政治体系(Blumler and Kavanagh 1999)和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中，共同努力吸引选民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协调当地的志愿者，他们会散发传单，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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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门宣传，招募新党员，动员潜在选民参加政治集会。正如诺里斯
(2000)所说，在这个前现代的选举运动时代，政党机制是基于党派媒体和政党志愿者与选民之间的直接互动。随着20世纪30年代广播的出现，尤其是电视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兴起，将竞选活动带入了一个“现代”阶段。正如Gerbaudo在他对“电视党”的分析中所暗示的那样，现代时期的政党形式集中在电视竞选活动的使用上。政党在广播媒体上的战略形象是由一小群党内技术官僚和“舆论专家”在“作战室”竞选模式下从幕后控制的。党因此变得越来越集中，而基层的影响力被削弱了。政党的组织在“政治事件的安排[…]，政治语言[…]以及其呈现的个性化(对最高领导人的更加关注)”方面被电视的新闻价值所注入(Blumler和Kavanagh 1999年，212)。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竞选活动进入了后现代竞选的“第三个时代”
(同上)，以应对24小时滚动新闻的兴起、电视频道的激增和媒体受众的分散。政治营销和选民的微观目标，加上复杂的投票技术，成为竞选活动的关键方面(诺里斯2000)。
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与两种相互抵消的动力有关。一方面，它通过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数字媒体平台上政治广告的增长，提高了个人的微目标定位。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基层志愿者的协调，使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重新成为主流。这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利用数字媒体动员了地面上的政党志愿者，并推出了MyBarackOba

ma.com，这是一个竞选团队拥有的社交网站(Chadwick 2013)。讨论论坛和电子邮件列表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在线公投和咨询的便利性，使政党基础在制定政党政策方面有了更大的投入。这一简短的历史小品表明，政党形式的演变更能用政党对不断变化的媒体和政治环境的反应来解释，而不是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来解释。经济学似乎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是在塑造推动组织变革的政治条件方面——即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相互关联的危机。正如Gerbaudo所言，纲领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很低，而公民对政治感到疏远和被剥夺了权力。过去十年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一点，经济危机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削减和一系列紧缩措施。各国政府似乎既无力也不愿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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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确保经济活动惠及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反建制情绪的高涨，引发了一波反对政治腐败和经济利益对政治体系施加不当影响的抗议浪潮。它还导致了对更直接控制和参与政治的要求，这种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主张国家主权，到对边境控制和不受限制的移民的担忧，再到对更直接和参与性民主的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制度，挑战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平台政党的组织形式是针对这些政治条件而出现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抗议运动的直接结果。五星运动源于对政治腐败的抗议，而“我们可以”党与2011年的愤怒运动有关，后者试图预示一种基于直接参与、透明和拒绝中央领导的不同类型的民主。
因此，Gerbaudo分析的纲领党是运 动 党 ， 这 表 明 这 些 政 党围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运动围绕着一场挑战其产生的政治制度局限性的冲突而展开(Melucci 1996)。因此，当代政纲政党的运动成分意味着，它们的目标不仅是赢得选举，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它们所属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后一种目标意味着，政党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机器，也是一个试验政党(和国家)治理新形式的空间。这些实验使政党能够更真实地引导普通公民的需求，并在掌权后为其提供创新治理的想法。然而，作为治理的实验，数字政党在设计基层参与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差异，这可能反映了它们在政治领域的不同立场。如
Gerbaudo所言，如果这些政党是平台，那么他们的平台设计可以揭示他们对民主、政治参与和政党基础权力的更广泛愿望。对这种参与架构的关注也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真正致力于激进民主愿景的政党，以及那些仅仅采用基层参与的话语(而不是实际实践)作为赢得更多选票的玩世不恭的策略的政党。例如，当政党基础在问题的制定中没有投入时，在线公投可能比民主更专制。政党数字平台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为其对新治理形式的实验提供线索。例如，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数字平台Rousseau属于其创始人之一詹罗伯托•卡萨莱乔(Gianroberto Casaleggio)的私人公司，詹罗伯托去世后，这家公司现在由他的儿子戴维(Davide)经营。这使得公司的所有者既可以从政党平台中获利，又可以在内部不担任官方职务的情况下成为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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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Politi and Roberts 2017)。相比之下，Podemos相信免费提供其平台的软件代码，并在其网站上主张开放源代码等于开放民主
(Podemos n.d.)。然而，运动政党组织围绕的两个目标并不总是可通约的。运动政党既要通过遵循现有制度的规则赢得选举，又要围绕一种尚不存在的民主模式塑造自己的组织。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前政纲政党中超级领袖和超级基础的矛盾存在。超级领袖帮助政党在一个仍然以政治个性化为特征的传播环境中赢得选举。与此同时，正如Gerbaudo所言，超级选民基础的崛起构成了这些政党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方面。
但是，现在就肯定地认定正在出现的新型政党，是不是还为时过早?我们是否仍处于转型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运动党在完成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仍然会褪去一些特征，尤其是那些从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超级领袖的形象可以被认为是过去的残余，或者是一个过时的、不再令人向往的现在:一个基于媒体景观、个性化和空洞言辞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领导人中有许多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这一事实增加了这种“d<s:1>乔斯乌”的感觉。人们希望，一旦超级基层找到赢得选举和自我治理的更好方法，超级领导层就会被抛弃。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而是我们可能希望并努力实现的一种发展。在一个“旧的正在死去，新的不能诞生”(葛兰西1971,

276)的政权交替时代，米歇尔的铁律陷入混乱，霸权受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识别可能从混乱中出现的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分析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设想和实验的问题，是需要政治意愿、勇气和想象力的先兆实践和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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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的挪用:一个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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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机器时代的劳工》在关于数字对社会的影响的辩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假设，即工人，生产者，被数字机器的使用所改变，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生产方式，以及认识和沟通的方式。关于数字机器的心理-政治后果的讨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即使本研究获得的结果存在很大问题，也值得记住。
他们通常提出工人对机器的被动服从，一种普遍的异化，抑郁症的流行病特征，算法泰勒主义的定义等等。在这些灾难性的新奇事物中，有一句古老的纳粹格言:“我们生活的地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死亡的矿区，它切割了人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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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数字化的影响似乎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问问工人的思想和身体是否以及如何适应数字化机器。
让我们安静地记住，如果数字机器对生产者的新影响是在资本的指挥下发生的，那么生产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变资本产生了价值，而且，就他在个人对生产努力的贡献和对数字机器的合作使用上都是一种认知劳动力而言，当这种联系通过认知劳动的非物质流动实现时，他就与机器相连接，并能与机器相融合。在认知劳动中，活劳动可以投入固定资本，它既是认知劳动的实体，同时又是认知劳动的活动动力，尽管它在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时也受制于固定资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人们开始谈论数字工人(或认知生产者)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当分析数字工人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数字原住民”的生产能力时，这些主题和问题就会自发地呈现出来。它们仅仅是隐喻吗?

2. 固定资本的挪用尤其是，它们只是单纯的政治隐喻吗?通过说生产者的“固定资本的占有”(与企业相比，企业的行为是为了利润)，人们会联想到过去50年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产生巨大共鸣的主题。人/机器混合的主题在德国人类学(Helmuth Plessner, Arnold Gehlen, Heinrich Popitz)以及法国唯物主义(Simondon)和唯物主义女权主义(Donna Haraway和Rosi Braidotti)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参见Braidotti 2013, Gehlen 

1980, Haraway 1991, Plessner 1924, Popitz 1995, Simondon 2017)。 在此回顾一下瓜塔里贯穿其作品的机械组合理论就足够了，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千 高 原 》的哲学设计(德拉兹和瓜塔里，1987)。也许在这些哲学理论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的结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都是同质的唯物主义的——显示出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简化为过去的任何变体。当然，唯物主义早就抛弃了启蒙运动作家从霍尔巴赫(d’holbach)到赫尔夫萨迪斯
(helv<s:1> tius)所阐述的史诗形式，而从20世纪的物理学中获得了明显的动态特征。然而，在上面提到的理论中，它现在显示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印记，这种印记远没有更新“人”的理想主义道歉，而是以对身体的兴趣为特征，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对身体的独特性和密度感兴趣。今天，唯物主义将自己呈现为一种生产理论，这种生产理论在认知方面和生产本身的合作杂交的影响方面广泛不平衡。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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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的主导到非物质的霸权，是什么对哲学思想产生了这些影响?由于我不是反思理论的追随者，所以我不这么认为。然而，我确信，唯物主义传统的这种显著变化是与数字生产方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否是一个政治隐喻?它当然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假设中得出权 力(如果需要的话，构成权力)在政治术语中的定义，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则成为构建伦理和/或政治主体的类比基础，这种主体适用于唯物主义的现在时本体论和尚未到来的共产主义目的论。

3. 卡尔·马克思论固定资本然而，“固定资本的挪用”这一主题的发展并不总是隐喻性的。马克思在《 资 本 论 》(马克思1867/1976;1885/1978;1894/1981)，展示了工人在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之前的位置如何改变了他的生产能力、他的人格、他的本性、他的本体论。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从制造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叙述是经典的。在制造业中，劳动分工仍然有一个主观原则——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适应了工人之后，工人才占有了生产过程。这与现代工业形成了对比，在现代工业中，劳动分工只是“客观的”，因为主观的、手工的机器使用被消除了，机器是与人类对立的。在这里，机器成了工人的竞争者、对手，甚至把工人贬为劳动的动物。然而，马克思也有另一个方面:他认识到工人和劳动工具也获得了一种混合的结构，生产过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的“他的积极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他的生活条件”(马克思1894/1981,180)。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本身意味着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紧密的动态联系，马克思补充说，理论发现是通过工人的经验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的。我们稍后将看到马克思本人如何在《资本论》中预见到生产者占有固定资本。
现在，让我们记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政治批判大纲》的论点所提供的，也就是说，通过将“一般智力”作为生产过程的实体和主体的理论化(马克思1857/1858/1973,

706;831):这一发现表明了认知物质对于生产的核心作用，以及固定资本的概念本身是如何被它所改变的。当马克思断言固定资本——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机器网络——已经成为“人本身”时(马克思1857/1858/1973,712)，他预测了资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虽然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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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劳动的产物，是被资本占有的劳动;尽管科学活动的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力被纳入了资本控制下的机器;最后，尽管资本免费占有了这一切，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活劳动开始发挥力量来扭转这种关系。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管理相比，活劳动开始显示出它的优先地位，尽管这一点不可能从这个过程中被剔除。换句话说，随着活劳动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社会力量，它作为一种越来越独立的活动，在资本所指挥的纪律结构之外运作——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更普遍地，作为一种生命活动。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被积累起来，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固定资本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人本身”(马克思1857/1858/1973,712)。在这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是成为阶级斗争可以采取的一种工具，并将其作为政治纲领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再是一种客观上包括生产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用武力强加其统治的关系。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现在包含了一个终极矛盾:一个生产者、一个生产者阶级的矛盾，这个生产者或部分或全部剥夺了资本，但无论如何都有效地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将自己作为霸权主体强加于人。马克思在将资本关系历史化的过程中，将第三等级的出现与古代革命制度的结构进行了类比，并以一种爆炸性的、革命性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

4. 工党的社交网络和自主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的新数字，特别是那些由工人自己在社交网络中创造的数字。这些工人的生产能力由于他们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有了合作，工作越来越从资本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它有更大的能力自主地组织生产，尤其是与机器有关的生产，尽管它仍然服从于资本方面的劳动榨取机制。这种自主性和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自主劳动形式中所认识到的那种自主性是一样的吗?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我们的假设是，现在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仅涉及生产过程，而且还在本体论层面上施加自己——在这些情况下，工作即使完全受到资本主义控制也获得了本体论的质地。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企业在空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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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工人的集体的、合作的发明最终被资本固定为榨取的价值?这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摆脱线性的和确定性的方法论，采用一种通过器具铰接的方法。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工人手中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和控制手段越来越分开。工作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尊严和权力水平，它可以潜在地拒绝强加给它的价值增值形式，因此，即使在命令下，它也可以发展自己的自主性。
劳动力量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合作的扩大和自主性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中对劳动的社会和认知能力的更大重视上。第一个特征，扩大的合作，当然是由于信息社会中数字工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增加，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一直建议的那样，“大众智力”的形成是由语言和文化技能、情感能力和数字力量所激发的。还有第二个特征:这些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工作的生产率，这并不是巧合。因此，让我们反思一下，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匠的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孤立的力量，从属于等级组织结构，被运用和吸收到生产中。相比之下，在现代工业阶段，工人被认为没有能力掌握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被管理部门集中起来。在“普遍智力”的当代阶段，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形式，尽管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孤立，就像手艺人的知识在制造业中一样。事实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作自我组织的方式仍然是一个谜，即使这成为了生产的基础。
为了向前推进，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在算法的运作中，一个强大的联合劳动形象变得不可见。再加上对资本主义控制必要性的不断宣传，以及对这种权力体系不可能有替代方案的说教，我们经常听到对算法所起作用的赞扬。但什么是算法呢?首先，它是固定资本，是一种诞生于合作社会智能的机器，是“一般智能”的产物。虽然生产活动的价值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社会过程中是固定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活劳动的力量是这一过程的根源。没有活劳动，就没有算法。然而，其次，算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让我们考虑b谷歌的页面排名，这可能是最著名的算法，也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现在，一个网页的排名是由它的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高质量意味着链接到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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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有很高的排名。因此，页面排名是一种结合用户对互联网对象的判断和价值的机制。Matteo Pasquinelli(2009, 152)写道，“虽然网络上的每个链接都包含一点点人类智能，但所有链接组合在一起却包含了大量智能”。然而，b谷歌的页面排名等算法的显著区别在于，工业机器以相对固定和静态的形式结晶过去的智能，而这些算法不断地将社会智能添加到过去的结果中，以这种方式创建一个开放和扩展的过程。看起来，算法机器本身是智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对人类智能的不断修改是开放的。当我们说“智能机器”时，我们必须明白机器能够不断地吸收人类的智慧。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由这些算法建立的提取价值的过程本身是以增量的方式开放的，并且以消除工作和生活之间边界的方式进行社会化。b谷歌用户对此非常了解。最后，马克思研究的生产过程与这种价值形成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今天的合作不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强加的，而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今天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工人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以及智能机器在自主社会控制下的整合，例如，这发生在算法的构建过程中，这些算法与社会合作和生命再生产的自我增值都有联系。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即使当控制论和数字工具被用于资本主义增值的服务时，即使当社会智能被用于生产顺从的主体性时，固定资本也被整合到工人的身体和大脑中，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工人对机器及其系统的了解，总是比资本家和他们的管理者更私密、更内行。今天，工人对知识的这些占有过程可以变得具有决定性。它们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且还通过流通和社会化的重要过程中的生产合作而得到加强和实施。工人可以在工作时占有固定资本，他们可以在与其他工人的社会、合作和生命政治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这一切决定了一种新的生产性质，即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 

5. 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变化关系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并消除乌托邦主义的表象，如果它不损害我们的论点，有时似乎会增加混乱，让我们考虑一些研究认知的人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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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构建了固定资本占有的假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12)通过分析被投入工作的主体在大都市的定居和跨越空间来研究这种挪用——可变资本的运动对主体的条件和实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自主运动和自主性组织劳动。然而，这种分析仍然是肤浅的。更为精辟的是前一段时间由安德烈·格尔兹(andr

<s:1> Gorz, 2010)提出的分析，他通过强调生产的智力力量是在社会主体中形成的，从而推翻了剥削和异化的复杂网络。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在生产中主体性/理性行动的能力。按照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进行，人们并不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无形资本”(研发、软件，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培训和健康)已经超过了全球资本存量中有形资本的比例”(Lucarelli和维切隆 2011,87)。固定资本现在出现在身体内部，烙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从属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活动中，工作并没有结晶在与工人分离的物理产品中，而是与大脑结合在一起，与人不可分割。最后，Laurent Baronian(2013)通过回归《资本论》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强调，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在与固定资本的限定要素相关的图形中得到了概括。固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社会合作。在这里，死劳动和活劳动(即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一劳永逸地模糊了。
的确，正如马克思(1894年)在《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那样，如果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流动资本的标题下是等同的，如果对资本家来说，唯一本质的区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那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固定资本的标题下成为同一的，而唯一的本质区别就是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因此，可变资本对再占有的兴趣需要集中在固定资本上。因此，活劳动合作的解放条件越来越多地投资和占据固定资本的空间和功能。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继续讨论卡洛·维切隆和克里斯蒂安·马拉齐。所谓的非物质或智力资本实际上基本上具身在人身上，因此它在根本上与劳动力的智力和创造性能力相对应。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恒定资本的概念和我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被推翻之前。在恒定和可变资本c/v的关系中，这在数学上表明了资本的有机社会构成，正是v，劳动力，表现为主要的固定资本，重复克里斯蒂安·马拉齐(2006)的表达，表现为“身体-机器”。马拉齐(2006)澄清说，这是因为，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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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劳动力在内，劳动力还扮演着固定资本典型功能的容器的角色，生产资料的容器，因为它们是编纂知识的沉积物，历史上获得的知识，生产语法和经验-简而言之，过去的劳动。

6. 机械主体性(mechanical subjectivity)例如，人们可以将自发进入数字世界的年轻人描述为具有机械主体性。我们构想的机械，不仅与机械形成对比，而且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分离甚至对立的技术现实。f瓜塔里解释说，传统上，与技术和技术的问题相比，机器的问题被视为次要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机器的问题是首要的，技术的问题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社会本质:“由于‘机器’向其机械环境开放，并与社会成分和个人主体性保持各种关系，因此技术机器的概念应扩展为机械协议[机械组合]的概念”(瓜塔里1999,9)。因此，“机器”从来不是指个体的、孤立的机器，而总是指一种组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机械系统开始思考，即与其他机器连接和集成的机器。然后让我们加入人的主观性，想象人类融入到机器关系中，机器融入到人体和人类社会中。最后，瓜塔里与德勒兹一起，将机械组装视为一种进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元素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独特性。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

(1987)的机械概念，以及福柯(Foucault)的不同形式的生产概念，都强调了在唯心主义身份之外发展知识和行动的主体性的必要性，并展示了这些主体性是如何从物质联系的生产中产生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机械清晰地出现在固定资本被劳动力重新占有时所出现的主体性中，即:当物质和非物质的机器以及结晶过去社会生产的各种知识被重新整合到现在合作和生产的社会主体性中。因此，机械组合部分地嫁接到人为生产的概念上。一些更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罗伯特·博耶(2002)到克里斯蒂安·马拉齐
(2005)，通过关注“人对人的生产”(人对人的生 产，博耶2002,

192)，描述了当代经济生产的新新性——以及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与传统的“通过商品的手段进行商品的生产”(斯拉法，1960)的概念形成对比。主体性和生命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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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认知生产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机器进一步扩展了这种人为模型，以便将各种非人类的奇点纳入其生产的组合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说固定资本被劳动主体重新占有时，我们并不是指它简单地成为他们的财产，而是指它被整合到构成主体性的机械组合中。机器永远是一种组合，是人类和其他存在的动态组合，但这些新的主体性的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直到它们在公地和社会合作中被实现和表达。事实上，如果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是在个人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将私人属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没有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当固定资本的财富和生产力被社会占有，从而从私有属性转移到公地时，机械主体性及其合作网络的力量就可以充分实现。集合的机械动力、合作的生产形式和公地的本体论基础以最密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全神贯注于公共领域，被他们机械地参与合作所决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就是抵抗。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在进行抵抗。资本被迫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资本可以从经济上巩固那些由资本从中提取价值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公地的发展，但公地只有通过抵抗的形式和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过程才能被建构起来。这一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对生产的主体性说:“剥削你自己”。他们回答说:“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所生产的公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是虚拟的障碍，可以阻止冲突的到来。如果资本只能从主体性的合作中剥夺价值，而这些主体性抵制剥削，那么资本就被迫提高指挥水平，并实施更加武断和暴力的操作，从公地中榨取价值。而固定资本的再占有这一主题，将把我们引向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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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数字机器的占有 �与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对社会存在的真正占有——对托尼·内格里章的反思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1. 马克思
在他的文章《固定资本的占有》中，托尼·内格里提出了思考技术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以及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系的论点。他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他在《政治批判》和《资本论》中运用了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并将类似的观点应用于数字技术。
自治主义传统上更倾向于解读《政治批判大纲》而不是《资本论》，因为斯大林主义解读马克思时，对后者的关注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内格里强调“《资本论》中范畴的客观化阻碍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内格里1991,8)。“我不是在发起一场反对《资本论》的抽象论战——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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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资本论》所产生的阶级仇恨，我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认识。但《资本论》也被用来将批判简化为经济理论，将主观性消除为客观性，并通过以统治科学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压制性重组来征服颠覆性的无产阶级”(内格里19881,175)。内格里认为，《政治批 判 大 纲 》是“一种政治文本，它结合了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创造的革命可能性的欣赏”(内格里1991,8)。内格里指出了技术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他强调了《政治批判纲要》关于机器的片段的作用(马克思1857/1858/1973,690-714;参见
Fuchs 2016, 360-375)。 在《片段》中，马克思预见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信息经济将会出现。他预见到一个阶段，“一般社会知识”，或者他所说的“一般智力”，已经成为“直 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857/1858/1973,

706)。马克思强调了知识在固定资本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关于一般智力的概念对内格里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是后者关于社会工作者、大众、非物质劳动和公地的概念的核心(见哈特和内格里
1994,10,21;哈特和内格里(英文版)，2000,29-30,364-369;内格里1991,

139 - 150)。 一般智力的概念也可以在《资本论》中作为一般工作的概念找到(马克思1867/1976,667;马克思1894/1981,199)。因此，将对资本主义内外知识的分析扩展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广泛的马克思著作中当然是可行的。在最近的作品中，托尼·内格里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资本论》。例如，内格里(2017)在他的新书《马克思与福柯》中强调，《资本论第一 卷》中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大工业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内格里(2017,55)写道，在《政治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先进的论点，这些论点只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才能达到充分和物质上的一致性”。机器是劳动力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固定资本。它们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手段。当内格里说大工业和相对剩余价值是政治性的，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是对人类活动和时间控制权的斗争。鉴于技术是组织劳动和劳动时间的手段，它就嵌入了社会斗争之中。《资本论第一卷》的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大约有150页，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这也是资 本的技术章节(参见Fuchs 2016，第15章，详细讨论本章)。资本主义的技术正在“把工人变成机器的活附属物”
(马克思1867/1976,614)，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完全发展的个人”开发了潜力(同上，618)，并助长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
(同上，553)，这种斗争延伸到“劳动工具本身”。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ibid, 554)。现代技术是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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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抗并不会像崩溃理论错误地假设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而是同时促进了危机的反复出现和共产主义潜力的出现。资本主义的辩证超越和Aufhebung不是由技术引起的，而是一种只有在社会斗争中并通过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的潜力。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第15章中了解到，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始终具有对抗性;它既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手段，在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也是一种共同性和共产主义的手段。
在这本书的文章中，内格里强调了马克思在《政 治 批 判大纲》和《资 本 论 》 中 对 技 术 分 析 的 连 续 性 。机器既是一种统治工具，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工具。它打开了剥削的空间和潜在的自主性和自我增值的空间。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是积累起来的，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2. 技术的挪用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在谈到对技术的政治挪用的需要时，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乐观和悲观版本。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人类占有的一种形式，并自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在通信技术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参考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例子，即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地球村:“新的电子相互依赖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创造了世界”(麦克卢汉1995,121)。“对我们传统政治体系的彻底改革只是电子媒体所造成的再循环过程的一种表现，它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同上，238)。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自主的领域，本质上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马丁·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1996,119)将报纸和公共交通工具描述为不真实和“真正的独裁”。对海德格尔来说，左翼博客和社会主义报纸就像右翼极端主义小报一样，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1977)引入了现代技术的Gestell概念，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异化的。海德格尔将对技术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分离出来，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白
(Fuchs 2015c, 2015d)。内格里(2017,7)在“海德格尔式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发言。 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同，内格里强调技术的占有是一场政治斗争。技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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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具有解放或支配的特征，但其特征是由社会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塑造的。对技术的占有意味着试图将其从统治和剥削的手段转变为斗争和共同的手段。技术的占有是技术的Aufhebung，也就是说，既不是对技术的消除，也不是对技术的新创造，而是一种辩证的转化，这种转化保留了现有技术的最佳品质，消除了它们的破坏性、支配性和剥削性，并创造出支持人类、社会和自然共同发展的新品质。作为政治斗争的挪用，意味着社会从阶级社会向平民主义社会的转变。技术从资本的技术转化为共同性的技术，是这个占有过程的一部分。
对剥夺者的共同性剥夺需要将资本主义技术转化为共同的、共同拥有和共同控制的、促进共同利益的技术。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马克思1867/1978,929)，而共同占有是共产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资本主义中，“占有表现为异化和异化”(马克思1844/2010,83)，而共产主义则是对“社会(即人)存在”(同上，102)和“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同上，103)的“真正占有”。真正的占有需要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其先决条件之一，以便将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的领域。在社会工作者和数字机器的时代，真实占有的前提和萌芽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制约。

3. 数字机器的挪用在算法、社交媒体、大数据和数字机器的时代，固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传统上，工程师创造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时间更长，直到它们在物理上或道德上贬值，不得不被替换。数字机器操作的是二进制数据。数字资本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数据化。我们的在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劳动，它创造的数据既是商品，也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Fuchs 2014;2015a，第5章).数据存储是数字机器的固有元素。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据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固定不变资本(Fuchs 2015a, 183-185)。它作为数字机器的一部分存储在服务器上，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积累。但数据也是构建块，是流动的不变资本，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数据。在大数据领域，“流动不变资本和固定不变资本趋于收敛”(Fuchs 2015a, 184)。数据是数字化劳动的物化，是人的主体性在网络上的物化。因此，作为不变资本的数据是对一般的客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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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数据化概括了人类的知识，并将其固定在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中。托尼·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年轻人尤其有潜力应对数字剥削和数字资本:“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生产的公地”。当人类主体成为政治主体时，那么平民主义的数字占有就可以成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提醒我们，算法和数字机器并不智能。只有人类才拥有智能。而正是人类的政治智慧赋予了他们将数字资本转化为数字公地的能力，将资本主义的数字机器转化为共同性和社会合作的机器。大数据公共主义是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一方面，积累、泄露和发布资本主义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大数据已成为一种抵抗策略。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大数据产生和大数据存储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大数据是从资本主义控制(基于大数据的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
(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因为错误的监视意识形态认为，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监视和警察国家，是对抗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中产生的。此外，大数据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因此，大数据共通主义旨在将存储的数据量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并摆脱今天成为剩余价值和剩余权力的多余数据。我们需要小数据，而不是大数据。
但是我们如何恰当地运用一个算法呢?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资本税。全球互联网巨头不断逃税，这种逃税行为是由全球互联网与民族国家层面监管的矛盾所促成的。对全球企业和网络广告征税，可以创造国家收入，并通过参与式预算分配给公民。参与式媒体费将对全球公司征税，并为每个人提供公民的传播收入，然后可以捐赠给非营利媒体项目(Fuchs 2015b)。另类媒体往往缺乏资源。通过参与式预算和资本税，可以加强替代媒体部门，以削弱互联网和一般媒体的企业特征。一般来说，为使用Facebook支付工资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因为它没有质疑数字垄断资本的主导特征。普遍劳动的普遍基本收入，包括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其他无偿的生殖劳动，将是一个更好的政治策略。
第二种策略是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生产。这些是公民社会项目，将在线平台和数字机器组织为用户控制和数字工人控制的组织，这些组织的运作不是为了利润和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资源不稳定是替代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



220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项目往往面对。将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将为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项目创造一个资源基础。如果它们能够扩张，那么它们就可以创造一个经济领域，为数字资本提供另一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阶级斗争形式。传统上，左派一直害怕征服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斯大林主义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怀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为了改造和超越国家而挪用国家，往往使其他项目无能为力，被边缘化，并面临不稳定
(自愿劳动和资源)的政治经济，这种不稳定助长了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版本的斯大林正统和等级制度。在传播领域，我们不应忘记，除了公民媒体之外，还有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特别是在欧洲，有一个强大的PSM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在资本逻辑之外运作。它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庇护主义。但就像在经济中会有从资本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一样，在公共领域也会有从国家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目前，法律框架阻碍了PSM成为公共数字服务和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提供商。垄断媒体资本将PSM视为竞争对手，并影响立法，最终帮助数字垄断资本(b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苹果等)的经济利益。我并不是支持国家控制的互联网，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秘密机构实施了一个监视工业互联网综合体(如爱德华·斯诺登所揭示的)，而是支持提供特定在线服务的独立、关键的公共服务媒体，如Club 2.0(见富克斯 2017)。第3.3节)或一个公共服务YouTube，它向公众提供所有存档的公共服务电视和广播内容，作为一种可以被挪用和重新混合的共同利益(使用某些知识共享许可)。
资本主义数字机器的挪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斗争，即数字和互联网的去商品化、去资本化和去商业化。今天，我们经常发现促进商品化的公私伙伴关系。当以公共-公共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时，数字挪用有望成为一种有效的数字斗争形式，这种伙伴关系否定了数字资本的逻辑，并帮助数字公共超越和废除数字资本主义。这种数字斗争的更广泛背景是左派作为运动和政党的辩证法的更新
(De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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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AN)。她tweets@ecolabs(高流量)和@ecocene(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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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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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The Editors and the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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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先生现任中国通信协会(CCA)副会长，中国互联网研究协会
(AoIR)执行委员会成员。除了学术职位，他还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基层劳工非政府组织合作，同时为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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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探讨了数字化主体和客体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和批判，以及据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政治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后的大数据资本主义。乐观主义者断言，“数字”承诺:新形式的社区和认识和感知方式，创新，参与式文化，网络行动主义和分布式民主。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技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网络威权主义和剥削、去人性化和监控社会扩大了统治。领先的国际学者对这些主张提出了不同的跨学科评估——在理论上和通过对话——以及数字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数字行动主义的潜力、陷阱、限制和意识形态。他们反思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和无处不在的数据化是否会导致威胁批判性研究的数字实证主义，还是会导致理论和社会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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